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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推荐语
这部绝佳的文集,来自经济发展领域一位世界级的杰出专家。他参与塑造了一股新兴思潮,并将其推进实施: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蓬勃发展,而另一些则逐步衰落?林毅夫关注的那些国家,在六十年前经济还较为落后;但对于发达国家未来的繁荣前景,他的分析同样提供了非常强的启示。他的风格冷静而朴实,这反而使得文章在整体上更加生动并具有启发性。
——帕尔塔·达斯古普塔爵士,剑桥大学拉姆齐经济学讲席教授
《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于雄心的作品。在一些著名学者的帮助下,林毅夫针对经济增长、产业多元化和发展,成功地描述了其复杂的微观动态结构。他还成功地说明了,作为投资者、监管者、经济活动和预期的协调者以及指导者,政府所扮演的重要的补充性角色。所有这一切论述均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而后者本身又处于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中。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迈克尔·斯宾塞,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伯克利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设立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他认为,中国的成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取得;并明确有力地说明了哪些结构性转型是必需的,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书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此前多年,“华盛顿共识”引导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开发机构;如今其已丧失信誉,而本书则提供了一个替代。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校级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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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自从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发表以来,对可持续增长的追求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最为着迷的课题。以今天的生活标准衡量,在18世纪初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处于贫困状态。各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在上千年时间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增长率一直在年均0.05%左右徘徊。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现今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才开始加速,19世纪的年均增速跃升至约1%,到20世纪又翻了一番,约为2%。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变化。18世纪之前世界总收入翻一番要用约1400年,但在19世纪,同样的过程只用了约70年,到了20世纪,现今发达国家只需要35年(Maddison,1995)。然而,增长加速仅限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西欧的一些经济体,还有英国的“海外分支”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Maddison,1982)。这导致了各国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最发达的少数国家和占大多数的底层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比率从1870年的8.7倍上升到了1960年的38倍(Pritchett,1997)。
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经济和政治独立,并开始了战后或独立后重建。到20世纪末,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赶上了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或是显著缩小了与它们的差距。日本在1950年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到了1970年,就已经达到了美国收入的63%,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崛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令人瞩目的年均9.6%的经济增长率,而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则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和关键制造业部门的持续升级驱动的。采用外向型和市场友好型发展战略,“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至90年代早期以超过7%的年经济增长率快速成长。这表明保持令人瞩目的高经济增长率、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是可以实现的。近年来,一些大的经济体已经起飞,如中国、巴西和印度,使它们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极(世界银行,2011)。这些国家的高经济增长率导致贫困的显著减少。在1981—2005年间,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经减少了一半,从52%下降到了26%。这种贫困的减少在我的祖国——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1981年,中国8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降到了1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尽管在21世纪这种高速且持续的增长扩展到了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但这样的增长仍然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规律。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过长期持续的增长乏力(Reddy and Minoui,2009)。1960—2009年间,仅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达到了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尽管中等收入国家在支撑全球增长中的权重不断上升,但其中许多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在1960年已经取得独立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到2009年几乎四分之三的国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倒退回低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达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是西欧的一些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拉丁美洲的两个岛国(巴巴多斯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如果我们能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发展尝试中吸取教训,尤其是从少数成功案例中吸取经验,探索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向政策制定者提供释放他们国家增长潜力的政策工具,贫困将可以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往昔的回忆。
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Kuznets,1966)。所有仍处于贫困中的国家都未能实现结构转变,也就是说,它们未能实现从农业和传统商品生产向制造业和其他现代经济活动的转变。在目前发展难度最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63%,其2005年制造业所占的份额反而还低于1965年(Lin,2011)。近期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亚洲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差异的大部分可以归因于结构转变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贡献(McMillan and Rodrik,2011)。
二战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各个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流派实际上都强调结构转变的重要性,并把结构的差异看做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他们都主张政府干预,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先进产业促进结构转变。在这一时期,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如进口配额和外汇管制首次被大多数国家大规模使用以管理国际收支差额。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以凯恩斯主义作为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提倡“直接控制教条”(dirigiste dogma)(Lal,1983),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有着不可消除的差异,并将其作为他们理论的中心论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发展机构遵循了这些政策建议。从拉丁美洲到欧洲、亚洲和非洲,结果都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拉大了。
第一波经济发展思潮提倡的政府干预主张的失败催生了一股新的经济发展思潮,后者强调政府失灵,采取非结构性的思路实现经济发展。该思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和提供经济发展的激励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在他们的政策建议中忽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结构差异,期待结构转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自发出现。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也受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及8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挑战。理性预期理论成为关于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体系;对于支持国家在利用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而言,理性预期理论也有助于反驳其结构主义理论基础。新的经济发展思想强调矫正价格,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强化保持市场良好运行所必需的各项制度(产权、良好的治理结构、商业环境等),培养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以适应技术进步对熟练工人日益增加的需求。
多边机构和政府相关机构是这一波经济发展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并通过它们的方案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它们的政策建议和附加条件很大程度上以其稳定经济和结构调整的方案为基础。这些方案反映了新的主流思想,并倡导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及严密的稳定经济方案的实行。这些政策在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效果不佳,充其量是值得讨论的。
在近期的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些奇怪而出人意料的事情:人们观察到20世纪后半期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遵循占主导的经济发展思想或第一波和第二波经济发展思潮的政策主张。这一令人不解的事实促使研究者们重新审视一些构成经济发展理论基础的大前提。
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以来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和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国家在就业结构和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方面都经历了意义深远的结构转变。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展、争论和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由一小群经济学家如Dani Rodrik、Ricardo Hausmann、Andres Velasco、Philippe Aghion、Michael Spence、Ann Harrison、Célestin Monga、我自己以及其他一些人推动的第三波经济发展思潮正在形成中。它旨在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并强调市场和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经济学家一致认同市场应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政府也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对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投资行为进行协调,并对动态增长过程中先行者产生的外部性予以补偿。
本书阐述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为这一第三波经济发展思潮开辟道路。考虑到过去数十年中经济增长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
一国的要素禀赋在任意特定的时刻是给定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它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从而决定了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一个特定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即由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结构升级到资本相对丰裕的结构)和新技术的引进,同时基础设施也要相应改善以有利于经济运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对于新技术的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
然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需要协调投资行为,并对由先行者产生的、无法被私营企业内部化的外部性予以补偿。没有这样的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补偿,经济发展的进程将放缓。因此政府应主动设法缓和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从而促进结构转变。
第一章回顾了经济发展思潮的演变,并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论点和推论。这一章还包括了我的同事Anne Krueger、Dani Rodrik和Joseph Stiglitz对这一体系富有深刻见解的评论,以及我对他们的评论的回应。
第二章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是如何对以往关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思想做出补充的。本章比较了新结构经济学的预言和由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在2008年出版的增长报告中认定的成功国家的特征事实,并讨论了从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得出的政策建议。比较优势原则和国家在促进结构转型方面的作用是本体系的两个关键方面,在本章后面张夏准和我的辩论中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GIFF)在本书第三章阐述。该框架依据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为政策制定者促进结构转变设计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它指导政策制定者如何甄别与一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新产业。同时,它讨论了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等产业升级的内在问题,也讨论了有助于克服这三大制约的政府政策。通过解释以往的产业政策缘何屡屡失败,本章也提示政府不要采取那些旨在保护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的政策。Dirk Willem te Velde、Suresh Tendulkar、Alice Amsen、K.Y.Amoako、Howard Pack和林佑赫对这一思路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评论。最后,本章以我的一个回应作为总结。
第四章说明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应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以尼日利亚为例,本章选取了合适的参照国(comparator country)并选取了许多尼日利亚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而参照国可能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本章认为,以下产业可以作为政府干预的目标:食品加工、轻工制造业、 箱具制造、制鞋、汽车零部件制造和石化制造业。本章还讨论了这些产业的价值链中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紧约束,以及对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与治理结构相关的各种问题的一些解决机制。
第五章集中探讨金融结构和发展的问题。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金融结构都有着显著性的差异。本章论证了一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内生于该国对金融服务的真实需求,后者以该国的产业结构为基础,而产业结构又取决于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历史上,金融学文献曾认为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本章概述了支持如下观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且内生于产业结构。本章还讨论了实际金融结构背离最优结构的一些情形。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第六章提供了支持这一观点的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那些遵循比较优势的国家有着更高的增长率、更低的经济波动性和更小的不平等。本章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不合理。在过去,政府优先发展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集中全力促进该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并为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部门创造可行的发展环境。
第七章指出,随着经济有力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如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迅速上升,在21世纪的多极增长世界中,这些新兴市场经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这为其他低收入国家进入这些行业提供了黄金时机。仅中国现在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有8500万个制造业岗位。如果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低收入国家能够得到这些工作岗位,它们就能实现有力增长,减少贫困,并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因此低收入国家应该在认真挑选的领先国家中甄别成熟产业,并为本国私营企业或来自参照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这些产业提供便利,以将其后发劣势转变为优势。同时,本章还概括了主要的一些政策建议,并做了总结。
正如2011年5月4日我在马普托发表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年度演讲中所说,我相信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数十年,显著地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只要它的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体系促进该国私人部门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Lin,2011)。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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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1],[2]
几十年后,那时的经济史学家在回顾人类过去百年历史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对这一期间(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不同国家迥异的经济发展绩效而着迷。一方面,他们会对巴西、智利、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少数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感到吃惊。在这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快速地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农业经济,使数亿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摆脱了贫困。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对许多其他国家未能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感到迷惑不解——在这些国家,仍有超过六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他们还将注意到,尽管发展中国家自身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也得到了许多多边发展机构的援助,但是除了少数成功的经济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缩小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长期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驱动力。当前所发生的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促使我们对现有的经济理论进行反思。因此,这也是经济学家重新检验经济发展理论的好时机。本文讨论了二战结束以来经济发展思潮的演变,然后提出了一个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可称为“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一个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它的要点如下: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工业化”)这种两分的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目标,未必就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
第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然而,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以产业升级以及“硬件”和“软件”(有形的和无形的)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这样,在市场机制外,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本章以下部分组织如下:首先,回顾经济发展思潮的演变,并对其中的几个主要学派做出评论。然后,我将给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以及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作用。最后,我将比较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异同,并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下对一些主要政策议题做出初步讨论。
对经济发展思潮和发展经验的简要回顾
人均收入可持续增加和经济可持续增长(这种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特征)的过程是现代以来才发生的。从亚当·斯密时代一直到20世纪初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放任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好方法。他们假设,在那些繁荣的经济体中,所有关于资源配置的决策都由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中互动的经济个体做出。价格机制不仅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还决定为谁生产。家庭和企业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却使他人和整个社会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尽管自由放任的主张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挑战,但它仍然在所有国家都成为研究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框架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理论框架确实提供了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真知灼见,但却忽略了连续的、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区别现代经济增长和前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之处(Kuznets,1966)。
经济发展研究沿着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两条彼此相关却又独立的路径前进着。尽管一些现代增长理论的关键要素(竞争性行为、均衡动态机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收益递减的可能性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已经在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出现(Ramsey,1928;Schumpeter,1934),但是系统性的建模工作是从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那时一些开拓者使用一些基本变量构建了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般模型。Harrod (1939)和Domar (1946)引发了大量基于这些路线的研究。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索洛斯旺(Solow-Swan)模型激起了第一波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分析的浪潮。这一研究浪潮的目标是理解增长机制、甄别增长的决定因素、发展增长核算技术,而这些都有助于解释动量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作用。这一代研究者强调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这些模型中的一个重要预测是条件收敛,这一预测以资本收益递减的假设为前提——穷国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更少(相对于其长期或稳态工人平均资本水平),所以穷国可以增长得更快。尽管这一假设使得模型得出了条件收敛的重要预测,但它仍然看起来很奇怪:技术这一决定一国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却被这些模型排除在外(Lin and Monga,2010)。
这就需要有一个对技术变迁有说服力的理论,于是形成了新的一波研究经济增长的浪潮。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假定技术是非竞争性的,因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资本和劳动大不相同——它可以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被他人无限使用(Romer,1987,1990;Aghion and Howitt,1992)。然而,重要的是下一个逻辑环节,我们需要对技术的公共品属性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把它看做一个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这波研究对技术做出重新分类,不仅把技术当做一个公共品,还把它看做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私人控制的物品。然而,把它看做是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从而给予它某种程度的可排他性或私人专用性,不足以保证生产和使用它的激励是社会最优的。因此,技术市场偏离完全竞争是必要的。这种偏离导致了较高的方法论回报。新古典增长模型把技术和要素积累看做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模型则通过新思想的形成解释了技术随时间增长的原因,并为技术边界(technological frontier)模型提供了微观基础。
接下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技术扩散是如何发生并带来或维持接受国的经济增长的,以及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另外一些国家。为了回答这些重要问题,人们近年来考虑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可能性(Jones,1998;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Glaeser and Shleifer,2002)。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取得了进步。然而,在甄别用以维持和加速某些特定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操作的政策工具方面,经济增长研究仍面临方法论上的重大困难和挑战。在经济发展理论的这一特定领域,理论进展非常缓慢。Rosenstein-Rodan在1943年的一篇论文将发展问题带入了这一学科的前沿。这篇论文表明,发展的良性循环从本质上取决于单个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的互动。具体而言,它认为,只要市场大到能够让现代生产方法的高效率足以弥补高工资所带来的成本,现代生产方式就会比传统的生产方式更有效。但是,市场规模本身又取决于这些现代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因此,如果现代生产方式被大规模采用,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就将是自我加强且自我维持的。反之,经济将被无限期地困于贫困陷阱中。
Rosenstein-Rodan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研究(Chang,1949;Lewis,1954;Myrdal,1957;Hirschman,1958),这些研究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这些早期的发展理论认为,市场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手段 (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3;Hirschman,1958)。大萧条期间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导致战后出现了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的经济窘境和贸易条件恶化,以及Prebisch(1950)和Singer(1950)的文章的强烈影响,认为初级出口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是长期的,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所谓的进口替代过程来发展本国制造业。此外,在亚洲、中东以及之后在非洲,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独立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
但是,在许多国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用心良苦的政府干预失败了。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拉美、非洲和南亚国家的情形,这些国家那时采取的发展战略中,进口替代和贸易保护是其关键特征。许多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未能实现有力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违背了由自身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顾国内资本的稀缺,去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了实施这种战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去保护优先部门中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Lin,2009a;Lin and Li,2009)。
保护这些不可持续的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也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其他成本:(1) 提高了进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相对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强化了激励结构的扭曲,使得经济的消费组合未能达到应有的经济效率;(2) 过多的小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进一步降低了效率;(3) 减少了外国企业的竞争,加强了国内企业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国内企业的所有者在政治上有着紧密的联系;(4) 带来寻租和腐败的机会,提高了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Krueger,1974;Krugman,1993)。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经济发展思潮,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被加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都对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出现了,并反驳了结构主义关于如下论断的理论基础: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一些曾经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无节制借贷的国家无法偿还其贷款。当国际金融市场意识到这一点后,拉美债务危机在1982年爆发了。危机发生前,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美经济体正因其占世界相当比例的债务而不堪重负,一连串相互联系的外生冲击更使得它们雪上加霜(Cardoso and Helwege,1995)。这次危机促使一些多边借贷机构以及双边借贷者(尤其是美国)要求拉美各经济体进行一揽子综合性改革,并提出一整套因循新古典范式的自由市场政策,这套改革方案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1990)。
华盛顿共识很快被认为是“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施加于那些不幸国家,并使这些国家走向危机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Williamson,2002)。这套政策要求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执行一套严格的经济稳定方案。然而,就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来说,其效果不尽如人意,充其量是值得讨论的(Easterly,Loayza and Montiel,1997;Easterly,2001)。到90年代末,随着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逐渐褪色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盛行,在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时代的主流研究方法是跨国回归,旨在甄别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个方法重点分析多个增长决定因素的独立效应和边际效应,这导致了对复杂经济模型的线性化。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增长决定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若想取得成功,一项政策改革必须与其他改革配套进行。人们也普遍认为,从这些回归模型导出的政策方案没有产生切实的结果。
关于非线性的一个替代视角是由Hausmann,Rodrik and Velasco(2005)提出的增长诊断(Growth Diagnostics)或者决策树方法。他们认识到了结构变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并认为各个国家的增长都面临一些“紧约束条件”(binding constraints)。他们指出,这些紧约束因时、因国而异,因此在实践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找出这些约束条件。这个理论实际上强调,政府没有能力同时推进所有改革,政府需要依据影子价格揭示的信息排出各项改革的优先序。值得注意的是,增长诊断方法是难以操作的,除非我们放弃各领域改革的互补性假设,而这一假设正是线性增长回归模型的主要特征。
尽管主流经济学理论预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但事实上却越来越大,这引起了争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政策处方错了,或对其效果的预期错了,或者二者都错了;另一些人则指出经济增长的研究者忽视了异质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的跨国分布可能具有多种模式(存在“收敛俱乐部”(convergence clubs)),但这仍未解决关于经济增长研究新方向何在的争论。相反,一些基本问题又回到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中:在寻找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发展经济学家们是否找错了地方?是否更应关注制度(或制度结果),而不是关注政策或仅仅关注政策?此外,如果它们没有反映其他因素的影响,良好的制度结果是怎样得到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在搜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试图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度变迁或外国援助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因果关系和传导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些因果关系和传导渠道也正是经济增长研究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住户和企业层次上的微观行为的根源所在,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允许经济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内)存在异质性;二是弄清楚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如何具体作用于微观层面。
国际援助的有效性也越来越令人失望,使得人们开始对发展项目和方案的效果进行更严格的评价。这就产生了发展研究的一条新思路,由麻省理工学院贫困研究室的经济学家们领衔推动,其目的是通过随机化控制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RCT)或社会试验,“以基于科学证据的政策来减贫”。尽管随机化控制试验有助于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观发展项目的效果,但它们的出发点往往不是在战略上清晰地评估一个特定的方法如何填补我们最为迫切希望知道的知识空白(Ravallion,2009)。他们往往是先选定某一特定的研究方法,再选择适合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来研究。由此产生的对政策制定有用的结果往往是研究过程中偶尔出现的副产品,而不是一开始就设定的目标。
最近的微观实证研究可能的确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投资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家庭行为对生产率的影响等(Rosenzweig and Wolpin,1985)。但是,“存在一种风险,发展经济学如今的大部分研究,其领域过窄且/或普适性较差,对于减贫、促进结构变迁和持续增长益处甚微” (世界银行,2010)。
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从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中学习、提供新的思想和框架的时候了。下一部分我将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经济学理论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这一新的结构经济学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及其动态变迁。[3]
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
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是经济的禀赋特征。一个经济的禀赋特征在任何给定时间是给定的,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按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一国的禀赋仅由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构成。[4]这些实际上是要素禀赋,是经济中的企业在生产中使用的。应该指出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资本劳动比的动态变化。这是因为,在实事求是地讨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时,土地都是外生给定的,而自然资源的存量是固定的,发现也是随机的,例如矿产资源。理论上说,也应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经济的禀赋的一部分。基础设施包括硬件(有形的)基础设施和软件(无形的)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的例子包括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网和其他公共设施等。软件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条例、社会资本、价值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基础设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收益。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不同,相应也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同时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有维持生存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采用传统的、成熟的技术,生产“成熟的”产品。除了矿业和种植业,这些生产活动很少有规模经济。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一般而言相对较小,市场交换往往也不正规,通常仅限于在当地市场上跟熟人进行交易。这种生产和交易对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要求不高,只需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初级的基础设施就可以了。
位于发展阶段谱线另一端的高收入国家,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禀赋结构图景。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资本;因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各种硬件(电力、通信、道路、港口等)和软件(法律法规体系、文化价值系统等)基础设施也必须与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场活动相适应,这种情形下的市场交易是远距离、大容量、高价值的。
经济发展要求在现有产业中不断引入新的、更好的技术。低收入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技术的改进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贫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经济发展也要求经济不断地从现有产业向新的、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扩展,从而实现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构变迁,人均收入持续增加的余地就很小。因此,本文的讨论将集中于与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有关的问题。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资本密集度从小到大的所有产业都可供选择。然而,要实现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而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Ju,Lin and Wang,2009)。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由于资本设备的不可分性,该国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该国企业的规模更大,需要更大的市场,这些都反过来要求基础设施(比如电力、交通、金融以及其他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变化。
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过程也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企业离世界科技前沿越近,就越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也就越需要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面对的风险就越大。根据风险的来源,一个企业独有的风险可以分为三类:技术创新风险、产品创新风险和管理才能风险。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倾向于使用成熟的技术为成熟的市场生产成熟的产品。此时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企业所有者—管理者的管理才能。当发展到了更高水平,企业往往发明新技术以向新市场生产新产品。此时除管理才能风险以外,企业还会面临技术和市场成熟的风险。因此,虽然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才能都影响到企业的总体风险,但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却因产业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大不相同。
随着企业规模、市场范围和风险性质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对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要求也发生变化。倘若基础设施无法同时改善,各个产业的升级过程都将面临Leibenstein(1957)讨论过的X-低效率(x-inefficiency)问题。在任何给定时点,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上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因此,随着资本积累或人口增长,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变化,使其产业结构偏离原来发展阶段下的最优产业结构。[5]
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6],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7]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将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表现为工资和利润)。而且,由于产业结构在那个要素禀赋结构下是最优的,如果把这些经济剩余重新投资的话,其回报也将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将不断积累实物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且使得本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品中越来越有竞争力。
企业关注的是利润。要想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该经济的价格体系就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竞争性的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Lin,2009a;Lin and Chang,2009)。因此,无论在哪一个发展水平上,市场都应被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这种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法对于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看起来或许是缓慢而令人沮丧的。但事实上,这种办法却是积累资本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法;并且,只要能得到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发出来且依然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并进入这类产业,其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还可加快。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可以选择适合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并进入相关产业),而不用自己重新研发(Gerschenkron,1962;Krugman,1979)。正是这种利用已臻完善的技术进入现有产业的做法,让一些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维持了年均8%—10%的GDP 增速。
随着发展中国家沿产业和技术阶梯拾级而上,许多其他变化都随之而至: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资本需求增加,生产和市场规模也有了变化。远距离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因而,为了给新升级的产业中的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其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一个灵活、平稳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就需要教育、金融、法律和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同时做出相应改进(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显而易见,单个企业无法有效地内部化所有这些变革成本,而多个企业之间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进行的自发协调往往也不可能实现。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
当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其潜在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哪些新产业符合这一新的比较优势呢?这就出现了信息不足的问题。要想成功进行产业升级,就要求有一些先驱企业去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先驱企业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的经验教训都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外部性。因此,除了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中发挥积极作用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跟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还需要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Rodrik,2004;Lin,2009a;Lin and Monga,2011;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8]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正如所有的科研活动一样,对经济发展的思考必然是一个不断融合、发现和再创造的连续过程。我们现有的知识,都源自过去数十年来不同背景、不同学科的思想家的努力,而且是在一波又一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十分自然地,这里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与已有的发展经济学文献相比,既有类似之处,又有差异。评价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的依据,应该是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见解,以及由它引发的未来研究议题的相关性。
与早期结构变迁文献的不同之处
早期的在经济发展背景下讨论结构变迁的文献大多与Rostow (1990\[1960\]) 和Gerschenkron (1962)有关。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来促进经济发展,前者认为,根据各国的增长水平,可以把世界各国分为五类:(1) 传统社会,特征是维持生存的经济,产品未被用于交换,甚至未被记录,以物易物的存在,农业在经济中占比较高且是劳动密集型的;(2) 具备增长所需的前提条件的社会,资本在农业中的使用增加,采矿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储蓄和投资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3) 处于经济起飞状态的社会,投资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更高,储蓄有了进一步的积累,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4) 走向成熟,且财富积累既导致在高附加值产业的进一步投资也导致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此时经济增长变得可自我持续,产业多元化,更尖端的技术被使用;(5) 高消费社会,产出水平很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对于Rostow的观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相似的发展水平序列,以及这一观点的推论——把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进行普遍化是可能的,Gerschenkron提出了质疑。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并非五个不同水平的机械序列。尽管一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反映了该国禀赋结构的变化,但是在禀赋结构类似的国家,产业发展的方式可以是不同的和非线性的。在市场全球化、新产品层出不穷、技术变迁持续不断的今天,这一点尤为正确,各国可以利用许多在过去不可能获得的机会,并专门发展彼此不同的产业。
经济增长委员会(the Growth Commission,2008)以及Jones and Romer (2009)提出了现代增长分析的一些关键的特征事实:在发展产业中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在本国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都是最强的。其结果是,该国的收入可能达到最大,用于储蓄的剩余也可能达到最大。资本投资的收益也会达到最大。这样,家庭就会有最高的储蓄倾向,使得该国的禀赋结构得到更快的升级(Lin and Monga,2010)。围绕这些特征事实,存在一些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与旧结构经济学的异同
“新”与“旧”结构经济学的相同之处是,二者的理论基础都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并且都认为,在经济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时,政府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就政府干预的目标和方式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深刻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其对结构刚性的根源看法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存在一些市场失灵,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市场失灵是由结构刚性外生决定的,而这些结构刚性的存在,又是源于垄断的存在、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反常反应和/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若想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来说,资本的稀缺、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新配置无利可图。
旧结构经济学对世界的看法是两元的、有局限性的,它把世界各国仅仅分为两类:“低收入的外围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因而也就相应用两分法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处于一整个谱线上的不同发展水平。新结构经济学还抛弃了依赖理论。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世界上,通过进行产业多样化并建立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在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上通过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经济收敛,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逆转不利的历史趋势。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其对经济管理中运用关键工具的理论依据不同。旧结构经济学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看做现代化目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经济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的主要政策工具有泛保护主义(如政府强加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刚性汇率政策、金融抑制,以及在大多数部门设立国有企业等。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把进口替代看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爬升产业阶梯的自然现象,前提是进口替代符合禀赋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但是,新结构经济学抛弃了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该战略依靠在低收入的、劳动或资源密集的经济中运用财政政策或价格扭曲来发展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新结构经济学还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该国比较优势的变化相一致,后者反映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是,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Lin,2009a;Lin and Chang,2009;Lin and Monga,2011)。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降低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并为经济的产业发展过程提供便利,因此,政府还必须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一些政策启示
经济发展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穷国取得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尽管从新结构经济学推导出来的具体政策措施尚需进一步研究,而且这些政策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国情,我还是将在这一部分就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财政政策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出现极高的失业率以及发生大萧条以前,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政府适当的财政政策就是维持预算平衡。20世纪早期严重经济危机导致了凯恩斯主义反周期观点的出现,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使用税收和支出政策来缓和经济周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有一个隐含的假定,那就是乘数大于1[9];这一假定的推论是,政府可以做一些私人部门做不了的事情:以几乎为零的社会成本动员经济中的闲置资源(失业劳动力和闲置资本),也就是说,在政府这样做时,GDP的其他部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不会因这些政策而下降。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提出了质疑。新古典经济学指出了所谓“李嘉图等价”陷阱存在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家庭事实上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调整消费和储蓄决策。他们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经济刺激方案)会被看做是需要在未来偿还的即期支出或税收减免。他们的结论是,在GDP 给定的情况下,乘数有可能小于1,政府支出的增加并不能引起GDP 其他部分的同等增加。新古典经济学甚至还指出了一些罕见的乘数为负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政府财政紧缩的效果反而是扩张性的(Francesco and Pagano,1991)。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效果可能会不同,原因在于两类国家利用反周期支出进行促进生产率的投资方面的机会不同。一般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实物基础设施是一个紧约束;而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在这种情况下,衰退就将成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绝佳机遇,原因有三。第一,这些投资不仅增加了短期需求,也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10];第二,投资成本低于正常时期;第三,未来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将弥补这些投资成本,从而避免李嘉图等价陷阱(Lin,2009b)。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遵循本国比较优势来促进产业发展,其经济强劲增长的可能性很大,贸易方面将表现良好,需要政府补贴的无自生能力的企业也会较少,因此其经济将更有竞争力,财政状况和对外收支也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该经济发生内源性危机的次数将更少。而如果经济受到外部冲击的打击,比如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来执行反周期的财政刺激政策,对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事业进行投资。这些公共投资将提升经济的增长潜力,降低私人部门的交易费用,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并在未来产生足以清偿初始投资成本的税收。
新结构经济学除了对财政刺激措施的态度不同,就管理自然资源财富提出的战略也不同。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建议,从资源商品收入中拿出适当比例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并对非资源部门的先行者进行补偿以促进结构转型。为达到最大效果,用这些资源性收入进行的投资项目应该有助于消除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紧约束,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教育部门。微观经济分析表明,即使穷国工厂里的出厂成本跟富国相同,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也将导致这些穷国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非洲国家的货运成本和保险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0%[11],道路货物运输时间是亚洲国家的2到3倍。由于缺乏金融资源和合适的政策框架,许多这类国家往往无力维持必要的投资水平和维护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政府财政措施不应是将自然资源收入存入主权基金并投资于外国股权或外国项目,而应将其相当大的比例投资于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的国内或地区性项目,比如那些刺激新制造业发展、使产业多样化、提供就业,以及使得产业不断升级的潜力有所提升的项目。[12]
货币政策旧结构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必须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即中央银行不是独立的),并通过影响利率甚至影响部门信贷配置来执行。但旧结构经济学同时也认为,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也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需求曲线,这些因素的影响过于强大,以至于单凭货币政策并不能实现足够的投资、将资源配置到战略部门以及减少失业。
在理性预期革命的基础上,对于货币政策可被用来支持产业发展这一观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质疑。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并提倡由独立的中央银行采用短期利率政策来维持总体价格水平(或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速),而不是刺激经济活动,引发通胀。
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利率政策完全有可能被用做反周期的调控工具,也完全有可能在衰退时期被用做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投资的工具。这些措施将有利于经济在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对于发达国家,在衰退和产能过剩时期,以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经常是无效的,尤其是在经济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很少、人们的预期普遍比较悲观、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经济很有可能已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这时名义利率已接近于零。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是不太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即使国内现有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空间仍然很大。在衰退时期,只要利率足够低,这些国家的企业就会有激励进行能够提升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的投资。况且,这些国家通常面临很多基础设施瓶颈,在萧条时期降低利率将促进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
新古典经济学对货币政策目标的传统观点太狭窄了。在经济衰退中,货币政策应该着眼于刺激那些能够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在衰退时应该不仅仅降低利率(如多数情况下标准的泰勒规则)。它还意味着,货币当局需要诉诸暂时的利率补贴、灵活的信贷配置规则、类似的限时政策工具等手段,政策指向是被开发银行看做紧约束的基础设施项目,最好是那些处于回报最大、政治经济约束易于管理的地理位置上的项目。
金融发展人们普遍认为,金融系统的发展对于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但对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具体作用却众说纷纭。人们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之一是缺乏资本积累。从这一点出发,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欠发达国家金融部门的问题源自普遍的市场失灵,这些市场失灵无法单靠市场力量自身来克服。[13]他们建议政府插手干预这一资本积累过程,动员储蓄,配置信贷,以支持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常常导致金融抑制(McKinnon,1973;Shaw,1973)。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对预算软约束的信念导致政府在国有金融机构积累了赤字,并产生了一个普遍的、自我抑制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不仅存在于银行业,还存在于私人企业(Monga,1997)。吸取这些教训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倡金融自由化。他们认为,官僚们通常既无激励也无能力有效地干预信贷配置和定价,而界定清晰的产权体系、运作良好的合约制度安排以及竞争会为一个健全的金融系统的出现创造条件。他们建议政府放弃对银行的所有权,并去除对信贷配置和利率的限制(Caprio and Honohan,2001)。
新结构经济学尽管也同意金融压抑的负面效果,却强调如下事实:那些扭曲是人为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保护发展中国家优先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新结构经济学还强调,要在转轨过程中同时实现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对国内金融和对外贸易部门进行自由化时的政策顺序就很重要。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每个给定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可能取决于当时的主导产业结构、平均企业规模和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内生决定于当时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国家的政策往往不顾自身经济结构状况偏爱大银行和股权市场,但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这些收入较低的国家不应复制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金融结构,而应将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作为其金融系统的基础,以使得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小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金融服务。随着产业升级,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越来越依赖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型银行和复杂的股权市场也将在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Lin,Sun and Jiang,2009)。
外国资本旧结构经济学认为世界以中心—外围关系为特征,倾向于认为外国资本是工业化国家及其跨国企业用以维持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有害的控制的工具。他们否定跨国资本自由流动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看法,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看做发达国家取得对穷国企业的所有权和主导穷国经济的工具。旧结构经济学因此倡导对一切形式的国际金融流动予以严格管制。
新古典经济学则认为,跨国资本流动有以下几个好处:使储蓄不足的国家能够为国内有前景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使投资者多样化其投资组合;使投资风险分散更广;推动跨期贸易,即以今天的商品换取明天的商品(Eichengreen等,1999)。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赞成开放资本市场或使其自由化,以期实现更为有效的储蓄配置、更大的投资多样化可能性、更快的经济增速以及更为缓和的经济周期。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不完全信息、资本的大进大出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也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金融市场,导致次优结果,损害社会总体福利。
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跟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它的目标投资方向往往就是与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相较银行贷款、债务融资以及资产组合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而言,在恐慌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不太会突然逆转,也就不会像债务和资产组合投资那样因资金流向突然逆转而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外商直接投资一般都会带来技术、管理、市场渠道和社会网络,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也是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应成为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有益的组成部分。相反,资产组合投资快速进出,金额巨大,主要从事投机活动(集中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会引起泡沫和经济波动,因而在发展中国家不应受到鼓励。[14]Lucas(1990)提出了一个谜题:资本为什么会从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流向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解释这一谜题;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改善,也未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所积累的资本可能面临收益递减的困境,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本收益降低,资本就流向了发达国家。
贸易政策对于外贸,旧结构经济学曾有多种研究思路,但它们都一致认为,与全球经济相融合必然会固化现有的世界权力体系,在这个权力体系下,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主宰发展中国家并剥削其经济。为摆脱这种依赖陷阱,旧结构经济学家建议优先考虑进口替代战略,让发展中国家先在封闭的、受保护的环境中发展,直至其现代产业有能力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
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危机都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些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外汇以偿还债务和购买进口商品。他们建议外贸自由化和大力发展出口,以出口收入挣取外汇,从而解决这一问题。这也与如下观点一致:在长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比内向型发展战略更有效。还有人认为,外向型发展战略能够提高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这些工人的工资水平,正如在几个成功的东亚经济体所发生的那样(Kanbur,2009),这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观点。
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都认为进出口内生取决于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出口是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特征,其变化反映了比较优势的变化)。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达到比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和结构转型速度。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收敛至关重要。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也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攀登产业阶梯的时候,往往面临着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留下的诸多扭曲。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渐进法。在转型中,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在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放开准入。已被自由化的部门的高速增长为改革旧的优先部门创造了条件。在转型过程中,这种实用的两轨法思路有可能在没有人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实现增长目标(Naughton,1995;Lau,Qian and Roland,2000;Subramanian and Roy,2003;Lin,2009a)。
人类发展关于人类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旧结构经济学言之甚少。与之相反,新古典经济学表明,许多国家在19到20世纪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因为这种进步提高了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生产率。而经济理论则进一步阐明,增长是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如下现象:所有那些取得显著经济增长的国家都同时出现了科技的巨大进步和教育培训的大幅增加。教育、培训、健康,这三者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Becker,1975;Jones and Romer,2009)。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资源禀赋的组成部分。对经济个体而言,在与经济发展相伴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风险和不确定性将增加。当各个企业沿着产业阶梯攀登至新的、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并越来越接近世界产业前沿的时候,它们面临的风险水平也更高。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者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Schultz,1961),但其形成则需要很长时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若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以后可能就没有能力弥补这一损失。在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中,新产业、新技术要求新的劳动技能,因此提前做好规划并进行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必须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保持齐头并进。否则,人力资本要么因为投资不足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紧约束,要么则因为教育培训投资过快使一批高学历的劳动者无法找到相应的工作,而造就沮丧的年轻一代。
一套精心设计的人力资本开发政策应该是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结构经济学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教育的传统观点,认为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促进产业升级,并使经济体充分利用所有资源。这些战略的关键是要遵循Lucas(2002)的建议:人力资本拥有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这个战略还应针对各个劳动者在其生命周期上所处的不同阶段来设计提升其劳动技能的政策[15],政府和私人部门应该通力合作以预计和应对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者技能要求的变化。二战后,有13个国家或地区[16]实现了持续超过25年的7%以上的高速增长,新加坡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是把人力资本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成功范例(Osman-Gani,2004)。它的人力资本发展战略已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范畴,把在职培训也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新加坡还根据本国的其他战略性经济政策不断修订和调整其人力资源战略。
结语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要素禀赋、不同发展水平上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带来的影响,这些扭曲来源于政策制定者过去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这些政策制定者对旧结构经济学的信念,使他们高估了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方面的能力。新结构经济学还指出了如下事实: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常常未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结构性差异,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对各种扭曲进行改革时的次优性质。
这里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框架,来理解人们观察到的、关于持续增长的各种特征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如下:(1) 建立一个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考虑在内;(2) 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换机理;(3) 分析经济扭曲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措施。过去几十年中,有一些分析框架曾主导着人们对于发展的思考,却同各国的经验事实鲜有联系。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方向,并不是用另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框架来替代它们,而是考虑各国的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提出一条因国而异的、严谨的、有创见的、对于发展政策来说切实可靠的路线。这一框架强调,应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水平上结构差异的影响,尤其是涉及适当的制度与政策,以及结构转变过程中私人部门面临的各种约束与激励的方面。
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影响都强烈呼唤着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研究议程应该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消除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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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自从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寻找经济发展的唯一核心所在。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产业发展、制度效率、社会资本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曾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对应于每一个因素,都或明或暗地涉及政府的作用。
如果我对林毅夫的观点的理解是对的,那么他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NSE)认为传统思想忽略了由市场决定的比较优势,以及经济增长要求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有“软件”和“硬件”(无形和有形)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样的升级和改善需要协调,并且内化由企业交易成本和投资收益带来的外部性。因此,除了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之外,政府也应该在推动结构转变中起到积极作用。
他似乎还认为经济增长几乎完全取决于产业的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的核心挑战是不断的产业“升级”或者说不断地沿增加值链向上移动。他认为,“自由放任思想……忽略了连续的、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区别现代经济增长和前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之处。”
问题是,这种转变和升级是否必须在发展过程的早期进行。在许多国家,非熟练劳动力进入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出会扩张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越来越多的工人熟悉了现代生产技术,对这类产品的出口也相应增加。只有到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后期,在农村劳动力被大量吸收之后,产业升级才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内容。这种升级的大部分发生在现有企业,是这些企业对真实工资上升、资本成本下降的反应,也是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学习的结果。
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时农村劳动力才会被吸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将增长等同于工业扩张,而忽略了农村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农业研发投入不足以及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它们发展战略的主要劣势。虽然在减少对农业的歧视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支持工业和城市偏向,而这个偏向本身在许多国家就是非常大的扭曲。
我同意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比较优势,而且政府有责任保证一个合理的激励体系,并且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和林毅夫所说的“软件”基础设施)。
但是这个观点没有任何新意。能够称为“新”的部分是如下断言:协调和基础设施升级应该以某种方式与一些特定产业相联系。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在选择基础设施项目时应该采用成本—收益分析,如果“外部性”与“协调”是重要的,那么它们是对特定产业重要还是对整个工业经济重要?如果是前者,那些产业如何确定,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又如何估计外部性?或者这些产业会被确定吗?如果认为基础设施是与特定产业相关的,也无法搞清楚是什么基础设施。就像讨论幼稚产业的存在性一样,相信它(可能)存在是一回事,确定哪些产业是幼稚产业又是另一回事。即使这些产业存在而且能够被甄别,又会出现如下问题:政府该提供怎样的激励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这些激励会是企业专有的吗?是以关税的形式么?或是对企业或产业的补助呢?每一种形式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如果这个显得更“传统”,那么什么是新的呢?如果基础设施是产业专用的(或者产业群专用的),同样的问题仍然需要解决。
关于林毅夫是如何考虑的,很多地方都有线索:“当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其潜在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哪些新产业符合这一新的比较优势呢?这就出现了信息不足的问题。要想成功进行产业升级,就要求有一些先驱企业去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先驱企业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的经验教训都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外部性。因此,除了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中发挥积极作用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跟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还需要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
这样,幼稚产业的问题就又出现了。如何预测这些信息外部性呢?Baldwin(1969)指出,除了甄别这些外部性之外,这个观点还存在着很多困难。而且生产和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企业通常都了解国际市场中的机会,并在积累了经验之后选择进行升级。这种学习过程对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企业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林毅夫总想的另一个线索是他倡导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协调。他说道:“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这将如何实施我们还不清楚。林毅夫坚持认为,只要基础设施同比较优势未来的演化方向是一致的,它就应该随着经济增长而升级。但是他并未深究未来演化方向的甄别方法。把单个企业或产业卷入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又似乎赋予了它们过大的影响力。
尽管我们承认所有事情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在进行大型投资时只关注特定领域却忽略其他领域的战略非常值得怀疑。为什么在分配稀缺资本时,使得一些活动具有很好的基础设施而其他的却基础设施不足?这个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扭曲。另外,我们还要问一问:为什么软件基础设施,例如“商业环境”(由商业准则、税收和补贴结构、相关规定等构成),不能适用于整个经济体?而且,哪些领域或产业应该受到特别优惠?林毅夫没有就选择这些领域或产业的标准展开讨论。而硬件基础设施到底有哪些不包括道路和港口且是产业特定的,对此也没有进行讨论。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如下命题的基础上:公共部门的决策者知道多快的“升级”速度是合适的,也知道外部性的程度有多大。这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即使我们能够知道哪些活动具有比较优势,这样的优势通常是这样形成的:小企业进入,它们中的一些取得成功并逐渐发展壮大。任何升级战略都将不可避免地偏爱大型名企,因此将遇到以前进口替代战略同样遇到的问题,而按照林毅夫的看法,进口替代战略是失败的。在产业中挑选优胜者非常困难;这种挑选不能是针对特定企业的,否则就会出现腐败和任人唯亲这一类老问题。同时,要支持的“产业”作为一个内部无差别的实体也很难认定:纺织业是一个产业么?合成纤维是一个产业么?尼龙是一个产业么?当然,这样的细分还能够继续下去。随着资本和劳动技能逐渐积累,如何决定把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建在哪里呢?又如何决定哪些企业将有资格进入这些园区呢?
林毅夫的另一条论点与扭曲的作用有关。他似乎认为,原先采用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扭曲了产业结构,从而影响了后续政策的制定。具体地,他说道:“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攀登产业阶梯的时候,往往面临着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留下的诸多扭曲。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建议贸易自由化应该采用渐进法。在转型中,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在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放开准入。”
那么,对这些产业应该给予多少保护;保护持续多长时间;如何选择需要保护的产业;等等。林毅夫同样没有说明。而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想象,要求力度更大、时间更持久的保护的政治压力会有多大。大家都知道,保护一些产业就意味着不保护其他产业,所以改革的收效必然会被削弱。更麻烦的是,对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使人们相信这些政策的改变都是不可逆的。林毅夫的解决方法将使创造可信度的难度加大。而更缓慢的转型意味着时间更长,而在这段时间内增长是缓慢的,反对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也将逐步积聚。
总的来说,林毅夫的分析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很多人会支持的,但有两个方面不足以令人信服。一个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甄别,另一个是产业专用的基础设施的提供。林毅夫希望大家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证明产业(或产业群)外部性的存在;如何事先甄别和测度这种外部性;何种政府支持将提高潜在福利和增长前景,而不像进口替代政策那样带来寻租机会。
在这些问题未被回答之前,新结构经济学恐怕会被作为政府支持特定产业甚至特定企业的许可证,其作用方式可能并不比进口替代策略更有助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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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希望让结构主义经济学重回历史舞台,我十分支持他的想法。他希望将结构主义的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思维结合起来,我同样支持这一想法。我已经支持他两次了,我暂时保留我的第三次支持,这样我就能对他写的一部分内容持保留意见。
结构主义最中心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不只是富裕国家的缩小版本。要理解低发展水平的困难,就必须理解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是如何决定的,特别是传统和现代生产活动下社会边际劳动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还必须理解如何克服结构转变的障碍。
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我们想要对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提出建议,我们就需要理解人们面对的激励。比如说,为什么老师会教书,并把有用的知识和技巧传授给学生;为什么企业家会在新的经济活动中投资;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政府部门的工作者也必须有激励去做经济意义上“正确”的事情。)
把这两套思想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它既不摒弃当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又能够适当考虑到发展中经济的特定情况。这样的发展经济学才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合适的依据。它既不假设政府全知,又不假设政府完全利他。它能正确看待市场的力量和效果。但它也不会毫无保留地认为发展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只要政府不加干预,发展本身就能自动进行。
因此,正如林毅夫正确指出的,政府在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列举了政府的许多值得期待的功能,例如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企业间和产业间的投资、信息外部性的内部化、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等。这类政策在发达的经济体中可能是不必要的或者多余的,但是对于急需发展的贫穷国家来说则是必需的。
为了区分传统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他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林毅夫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传统的结构主义学派倡导的政策与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不一致。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林毅夫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服从”比较优势,而不是“抵制”它。
这里就是我要跟林毅夫讨论的地方。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我不明白这如何进行。如果你像林毅夫一样相信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那么你就必须承认这些问题妨碍了企业合理地进行投资,你就必须承认市场给企业家发送了错误的信号——在这里投资,而不是那里,这时根据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对社会来说就是次优的。只有当市场价格能够真实反映比较优势的时候,比较优势才对企业有实际意义。
所以当林毅夫建议政府介入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且向政府推荐上面列举的政策——协调投资、培育新产业等——的时候,他也同时建议政府抵制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在这一方面,在传统学派和新学派之间并没有太多分歧。
林毅夫不希望政府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培育那些“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培育那些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就是日本和韩国在转型时期做过的事情吗?不就是中国一直在成功进行的吗?根据我的计算,中国出口的产品是一个比它富裕3—6倍的国家应该生产的。如果中国凭借其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专门化生产它的要素禀赋决定的产品,那么它会像现在这样出口高级产品吗?
在这种条件下,有些人区分了静态和动态的比较优势,但我不认为这个区分是适当的。市场失灵在市场价格和社会边际价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并且扭曲了用以显示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这些扭曲是反映在跨期相对价格上,还是反映在现在的相对价格上,这些都不重要。林毅夫推荐的那些政府政策旨在抵消这样的市场扭曲,它们的预期效果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
我觉得我与林毅夫的分歧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甚至可能只是用语上,也许实际上并不重要。可能林毅夫心中所想的,是现在的产业政策需要比旧结构主义者推荐的温和一点。它们必须更尊重市场和激励;必须充分注意到政府失灵的影响;还必须特别考虑市场失灵,而不是去特别考虑私人部门那些模糊的缺点。我同意以上所有观点。
但是存在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它与我们刚刚得出的政策含义相关。原则上来说,用于应对市场失灵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如果问题是一种信息溢出,那么最优的方法就是补贴信息产生过程。如果问题是缺乏协调,政府的最优方法就是撮合各方,协调投资。事实上,我们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现实情况是,结构主义——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新学派——要求的那类政策必须在一个次优的环境中实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一切就不再是那样直接有效了。
可想而知,这就是林毅夫所建议的渐进法,比如渐进地进行贸易自由化。对于一些难以事先准确甄别,或者不能用庇古最优干预手段适当应对的市场失灵来说,这样一种方法至多是一种次优的补救方式。但是这与旧结构主义方法有多大不同呢?大部分结构主义者不也认为政府保护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具有了必要的工业能力之后就该摒弃吗?
我再次重申,我与林毅夫的分歧是次要的,相比我们在大部分观点上的一致,这些分歧不值得一提。我们的争论有点像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内部争论——革命是需要加强阶级斗争呢,还是可以跳过阶级斗争呢——而他们的观点跟外部世界大不相同。
作为一个同行者,我被林毅夫所尝试做的事情深深地鼓舞着。现在是应该恢复他理论中的那些常识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地位的时候了。
12年前,当我还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提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挑战是从此前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学习。这几十年中,一部分国家(大多数在亚洲,一小部分在其他地区)实现了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的巨大成功;然而其他许多国家却在缓慢增长,甚至停滞或倒退——这与传统经济学模型的收敛预测是不一致的。那些成功的国家实行了与华盛顿共识大不相同的政策,虽然有些部分是相同的。华盛顿共识中所建议的政策并未带来高增长、稳定或者贫困的减少。我离开世界银行后不久,采取华盛顿共识政策建议的阿根廷出现了危机,这加重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的疑惑。
全球金融危机也使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质疑。发展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都被认为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成功地向市场导向型政策框架(即所谓的“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型?这场讨论不是关于目标本身,而是关于实现目标的路径。其中有些人支持“休克疗法”,其他人则觉得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方式更加合理。全球金融危机向这个模式提出了质疑,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需要重新审视。
在这篇短文中,我希望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增长和稳定的长期经验,以及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局限性的更深层次的理论理解,对研究发展的“新结构方法”提供了支持。这种方法在某些方面与林毅夫的观点类似,而在其他方面则有很大不同。这种方式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严重——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本身都既不稳定也不有效。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反复发生金融危机的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是大萧条之后世界主要国家实行强力金融管制的短暂时期。有趣的是,那段时期也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增长的成果被广泛共享的时期。
但是政府不仅只有一个限制性的功能,它也能起到建设性的和推动性的作用。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家精神,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保证教育机会和金融渠道,支持技术和创新。
我的思路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对无约束市场的效率和稳定的看法上,还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自从索洛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文(Solow,1957)发表以来,人们已经知道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的革新。[23]
“知识的增加是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一说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似乎更加具有说服力。《世界发展报告(1998—1999)》中强调,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只是资源的差距,还有知识的不同。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受到哪些限制理解得很好,但对国家间知识差距缩短的速度受到哪些限制就不那么了解了。
但是,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观点所得出的发展战略与从新古典模型中得出的发展战略有很大差异。前者注重吸收、消化并最终生产知识,而后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增加资本和资源的有效分配。既然经济体的部门结构取决于资源禀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的结构会有一个自然的进化。市场有效地分配资源,使得经济结构随着(内生的)资源禀赋变化而变化。在这种观点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不妨碍市场机制的运行。
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通过提出一系列的市场缺陷来驳斥上面的观点。例如,资本市场的缺陷意味着新的企业往往很难融资,而这些新企业的融资是部门调整的要求。个人没有足够的资金供自己教育使用。经济中普遍地存在外部性——不仅是环境外部性,而且还有那些与系统风险相关的外部性,这次经济危机里就表现得甚为明显。过去20年的研究探讨了像资本市场缺陷这样的市场失灵造成的结果,并将这些缺陷归咎于不完美和不对称的信息,并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在一些国家的一些时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好的金融管制(比如印度的金融管制)能够保护一个国家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破坏。
但是“学习型社会”的观点——我和Greenwald称之为“婴儿经济”——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Greenwald and Stiglitz,2006)。知识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商品。知识积累与外部性有内在的联系——知识溢出的存在。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公共品。如果知识的积累、吸收、消化、生产和传递对发展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就无法保证市场本身能走向成功。而事实上,的确有人认为市场做不到这一点。
林毅夫所倡导的“新结构主义方法”和这种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对政府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式提供了建议,强调政府调控经济时应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式。问题是比较优势的某些最重要的元素是内生的。瑞士制表业的比较优势与它的地理位置就没有关系。
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强调商品交易是要素移动的替代品。这个理论提出之后,资本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才以现在的方式流动。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对于除农业之外的产业,就不再需要用自然资源禀赋来解释生产和专业化的模式了。[24]简而言之,国家无需受限于传统的资源禀赋决定的发展方式。更重要的是知识和企业管理的“禀赋”。政策应该关注促进和改造这些禀赋的政策。
即使一国政府希望避免提出这些问题,它们也难以避免。因为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都会给“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的投资方面,这显然是正确的;事实上对于金融、贸易、知识产权和竞争方面的政策来说,这也是成立的。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中心问题是甄别有必要学习的部门,这些部门学习的收益未被企业自己全部得到,因此在学习方面投资不足。在其他文章中,Greenwald和我提出,这意味着应该对工业部门予以鼓励,因为工业部门一般具有较大的溢出效应。以上观点能够解释亚洲国家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成功。如果韩国让市场自己运行,它就不会走上成功发展之路了。静态的生产效率要求韩国生产大米;如果韩国真这样做的话,它今天可能成为最高效的大米生产国之一,但是它仍然会是一个穷国。正如Arrow (1962)指出的,人们可以在工作中学习(并且通过学习来学会如何学习[Stiglitz,1987])。
以上论述凸显了与强调短期效率的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静态和动态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在对专利法的讨论方面有很多应用。
对于这些产业政策来说[25],主要的关注点是实施问题,发展中国家真的有能力做到么?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予以考虑。一个国家的成功成长离不开政府的重要作用。政府不仅需要约束和创造市场,还要推出这些产业政策;不论是东亚国家还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不论是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还是现在,都是如此。政府的关键任务在于采取各种政策并拿出实际行动(来创造一些制度,比如有效的公民服务),以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质量。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那些有意或无意削弱国家的政策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
经济政策必须反映国家实施这些政策的能力。对出口产业有利的汇率政策获得支持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具有普遍效力:政府不需要挑选需要支持的特定“战略性”产业。这里同样存在权衡取舍:如果选择具有最大外部性的部门作为扶持对象,效率可能会更高。
还有很多其他具有普遍效力的政策,比如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鼓励技术转移、促进地方企业管理水平提升、有助于学习型和创新型社会建设的投融资政策等(Hausmann and Rodrik,2003;Stiglitz,2004;Emran and Stiglitz,2009;Hoff,2010)。一些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可能带来负效果。
政府干预从来不会是完美的,也未必具有改善经济绩效的效果。[26]问题不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完美的市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场之间做出选择,二者应该成为互相检验的工具。它们应被看做是互补性的,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种平衡不应仅仅是给一个分配一些任务,给另一个分配另外一些任务,还应设计一些制度使二者有效地互动起来。
我讨论的虽然是发展经济学,但这个话题和更宽泛的社会转型主题是分不开的(Stiglitz,1998),正如Hirschman(1958,1982)在他的文章中强调的。种族和阶层作为社会构件(social constructs),有效地抑制了世界许多地区大量人口的人类发展。关于这些社会构件如何形成、如何改变的研究就成为发展研究的核心(Hoff and Stiglitz,2010)。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建设学习型社会予以强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那些改变部门构成的政策。但是成功的根本还是在于教育系统,以及它如何引导人们对变化和学习技能的态度。其他政策(例如法律系统、以性别为基础的微信用系统、肯定性行动计划等)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结束之前,我希望再提出两点评论。第一条是关于增长和减贫的关系。增长可能是持续性减贫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是所有的发展政策都是对穷人有利的,有些是对穷人不利的。至少在一些国家,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造成了更大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的结果之一是更严重的贫困。[27]为了应对危机而实行的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得经济下滑加剧,导致更高的失业和更多的贫困。促进学习型社会的政策可能对穷人有利,也可能对穷人不利,但是最成功的政策必然是具有普遍效力的,能够改变所有人的学习能力,从而对穷人是有利的。
第二条评论与经济发展更广义的目标(即一国公民福利的可持续提高)和我们用以评价成功的标准有关。[28]我们用以评价成功的标准一般没有包含在这里倡导的学习政策所导致的一国财富的增加。这种财富的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被实现和认可。
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对于经济学家,包括发展经济学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因为它显著地显示了主流范式的缺点。这种范式对发展经济学曾有过巨大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已经因它未能解决问题而逐渐减弱。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可行的分析框架——有许多新思想为一些国家的巨大成功和另外一些国家的悲惨失败提供了新的解释。出于这一点理解,我们也许能够创造出新的政策框架,从而为经济增长的新时代奠定基础——这种增长应该是可持续的,并且能提高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大部分人们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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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发展思维3.0:未来的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减少贫困,缩小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但是,根据它的建议来制定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没能实现预期目标。在发表于最近一期《世界银行研究观察》的一篇题为“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的文章中(这篇文章重印在本书的第一章),我综合了半个世纪以来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各种发展思路,并且对发展经济学的未来做出了展望。在这期刊物上,安妮·克鲁格、丹尼·罗德里克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对此感到非常荣幸和幸运,因为他们是这个领域最受尊敬的专家和最杰出的思想者,他们中的两位碰巧还是我的前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我的主要观点是,把发展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子学科而发起的早期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市场失灵,倡导旧结构主义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这些政策未能合理地考虑比较优势,也没能创造有竞争力的产业。而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启发的第二波发展思潮,关注的是政府失灵,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型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也失败了,未能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也没有能够实现减贫。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所有成功经济体的发展史,我提出了一个一般的分析框架,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的一部分。这个分析框架着重考虑由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改变驱动的结构变化。这套框架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国家在结构转型中起到积极作用。它也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围绕市场功能设计和发展战略实施的方面更加专业一些。
不出所料,安妮·克鲁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丹尼·罗德里克和我都认可重新掀起发展战略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在目前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但同时我们在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上也有着微妙却又重要的分歧。
我与安妮·克鲁格最大的分歧在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我认为这二者是增长机理的核心,对于增长机理至关重要)是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进行?她认为,“只有到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后期,在农村劳动力被大量吸收之后,产业升级才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内容。这种升级的大部分发生在现有企业,是这些企业对真实工资上升、资本成本下降的反应,也是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学习的结果”。我对经济发展的看法有些许不同:非熟练的农业劳动力向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就是结构变迁的一种形式,而这种结构变迁是不会自发进行的。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积极行动以管理劳动力需求:政府确实需要促进现有的和新兴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沿着新结构经济学所指出的路线增长。没有这样的行动,许多农村外出移民将会失业,就像非洲、拉美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一样。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政府也需要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培训,以促使农村外出移民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满足工业部门的要求。另外,那些成功赶超的国家可以在它们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枯竭之前很久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2009年,中国有39.1%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作,这一问题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一些经济学家怀疑中国是否已经达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用尽了它的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产业迅速和持续的升级仍在继续,典型表现是向美国出口的高质量、多品种的产品。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980年的韩国,当时韩国有34%的劳动力处于农业部门。但是,韩国当时不仅已经进入了消费电子产业,还进入了造船业、汽车制造业、存储芯片等行业。
我完全同意安妮关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工业化进程必须同时进行的观点。但是,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政府就必须积极地引入农业新科技,提供扩展服务,提高灌溉水平,扩大市场渠道。政府还需要创造条件促进农业多样化,以生产出更多具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安妮同意“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比较优势,而且政府有责任保证一个合理的激励体系,并且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但是她明确反对以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为目标的政府干预,并且问道:“为什么在分配稀缺资本时,使得一些活动具有很好的基础设施而其他的却基础设施不足?”
事实上,对发展中国家制定成功的发展战略来说,甄别新产业和优先利用政府资源来发展这些产业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础设施的改善往往是产业专用的。看看非洲国家最近一些成功的案例,你就知道甄别产业的必要性:毛里求斯的纺织业,莱索托的服装业,布基纳法索的棉花产业,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业,马里的芒果产业和卢旺达的猩猩旅游业。它们都需要政府提供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把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运往欧洲拍卖地点需要在机场和正常航班上有冷藏设备,而毛里求斯的纺织品出口需要港口设施的改善,二者需要的基础设施显然不同。类似地,莱索托服装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与马里的芒果生产和出口,或者卢旺达用以吸引猩猩观光者所需的基础设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财政资源和实施能力的限制,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设立优先级,以决定哪些基础设施应予优先改善,以及公共设施的最优位置应设在哪里,这样才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就解释了这种实用智慧,他同意允许一些地区和人们先富起来,最终使所有中国人能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地区和产业的增长能够提高财政收入,从而使得政府以后有更多的资源来为国内的其他地区改善基础设施。
还有别的原因使得有必要甄别新的部门或商业链并为基础设施投资设立优先级。要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一个新的产业不仅需要符合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尽可能地降低生产要素成本,还需要尽可能降低与交易相关的成本。为什么呢?假设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很好,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自发地发生,如果没有政府协调,企业可能会进入很多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多数产业不能形成足够大的产业集群,因此不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在许多产业失败之后,可能会最终出现少数产业集群。但这样的试错过程会非常漫长和昂贵。它减少了单个企业的预期回报,也削弱了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激励,减缓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甄别和选择那些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新产业,使用政府的有限资源为精心选定的少数产业改善基础设施,为先驱产业提供合适的激励,并且协调这些产业中各个私营企业的相关投资行为,以便快速地建立产业集群。政府是否这样做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几十年保持8%甚至更高的增长,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不能。
我同意安妮的观点,即成本—收益分析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应该被用来评估每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潜在价值。这样的分析为评估其他竞争方案的有效性提供了依据,并且有助于做出更好的公共投资决策。它迫使政策制定者提供定量的数据来支持定性的观点,因此对于提高社会福利来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技术。但是它本质上是微观的。如果没有甄别那些有潜力的产业、这些产业的所在地和所需的基础设施,政策制定者就会面临过多可行的项目,它们都需要严谨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且,对于每一个公共投资项目,会有很多无形的成本和收益,其价值很难评估。众所周知,这种分析的结果对贴现率非常敏感,用于决定未来收益和成本的信息也受限于当前的知识。
在她关于幼稚产业的讨论中,安妮发现那些生产和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通常能够从国际市场波动所提供的机会中学到经验。她说道:“这种学习过程对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企业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学习是企业商业活动的副产品,它自然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它不是随着商业活动自发产生的过程,企业可能就不会有投资于学习的激励。一个低收入的国家应该在许多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这些国家可能还在进口此类商品。国内的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能获得这样的产品信息。但是,在哪里购买制造这些产品的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如何经营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大多数企业家来说,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信息和知识的获取成本就相对较高了。此外,即使获取这些信息和知识不成问题,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协调、为投资和运营进行融资、进口发展新产业的设备所需的外汇,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可能依然是大问题。
安妮对所有产业专用型政府干预的怀疑,源于过去政府在选择优势产业方面的普遍失败。这种怀疑在主流经济学界和华盛顿的发展研究机构中广泛存在。那些失败主要源于许多政府错误地尝试发展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它们的投资和生存取决于政府的保护、大量的补贴和政府通过垄断租金、高关税、定额限制和信用补贴等方式进行的直接的资源配置。这些措施导致的巨额租金造成了许多扭曲,很容易成为政治活动的猎物。所有这些都会造成治理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随着一个国家禀赋结构的改变,其比较优势也是改变的,就会出现符合变化了的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当政府促进这些新产业的发展时,上述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安妮也担心,甄别这样的新产业“将不可避免地偏爱大型名企,因此将遇到以前进口替代战略同样遇到的问题”。她的担心对于旧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是对的,因为那些受到优待的产业背离了所在国家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过于资本密集,只有一部分富裕的、政治关系好的企业才能进入这些产业。然而,如果这些被甄别的新产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一致,无论它们是否是资本密集型的,都会有许多新企业有能力进入并且同大企业进行竞争。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汽车产业,70年代毛里求斯的纺织产业和中国台湾的电子产业,80年代孟加拉国的服装产业和智利的三文鱼养殖业都是典型的例子。
新结构经济学建议的政府为先驱企业提供的激励仅限于补偿这些企业产生的外部性,而非像旧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那样去支持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因此,对先驱产业几年内免税,以及给它们优先获得外汇(如果外汇对相关国家的企业是紧约束的话)和信贷的机会就足够了。
最后,安妮对政府保护的范围、深度、期限的不确定性提出了质疑,并且指出在从严重扭曲的经济向良好运行的市场经济转型时,政府若采用双轨方式,会存在政治掠夺和寻租的风险。她认为,“对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使人们相信这些政策的改变都是不可逆的。林毅夫的解决方法将使创造可信度的难度加大。而更缓慢的转型意味着时间更长,而在这段时间内增长是缓慢的,反对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也将逐步积聚”。可信度的观点被用来支持东欧和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转型中实行的休克疗法。但是,即使那些企业被私有化了,转型经济的政府常常被迫以其他变相的、不那么有效的形式提供保护和补贴,以阻止大量的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这样一来,很多转型经济体都落入了“有休克无疗效”的尴尬境地。他们的发展沿着一个“L形”的增长路径(GDP急剧下跌后长期缓慢增长),而不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所预期的“J形”复苏路径。相比之下,中国、越南、老挝、斯洛文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成就斐然的国家通过采用一种更实际的双轨制方法转变了它们原本扭曲的经济结构。它们逐渐降低了政府对优先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补贴,同时允许原先受到抑制的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自由进入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部门。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任何已经存在严重扭曲和经济增长表现不佳的发展中国家,自由化改革过程中重获信心和信任的最好方法就是在转型过程中实现稳定和动态高速增长。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丹尼·罗德里克对我文章的评论表明,他们与我的分歧主要是侧重点和风格的不同,而非本质上的差别。我同意丹尼的观点,我们的分歧“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甚至可能只是用语上,也许实际上并不重要”。然而,有一些分歧还是值得着重说明的。
除了提供管制的传统理由之外,约瑟夫还认为,政府在“鼓励企业家精神,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保证教育机会和金融渠道,支持技术和创新”方面具有催化作用。他强烈挑战了人们对无约束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的信念,并强调技术进步才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关键条件。所以,他支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公共行动。
在学习的重要性上我同意约瑟夫的观点。但是,学习的机制和内容可能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国来说是不同的。仍处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必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因而不能直接跨入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对它们来说,更有效的学习和发展道路是利用后发优势,根据随禀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朝着新产业进行升级和多样化。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产业和技术升级最终将为这些国家提供机会,使它们进入和掌握处于全球前沿上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内部创新产生新知识的需求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知识差距(距离全球科技/工业前沿的距离)的缩小而增加。因此,学习和对人力资本的提升需要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否则,单单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创建学习型社会,可能不符合新的、有活力的部门(这些部门与反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一致)的需要。这时,受教育的青年人将找不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导致稀缺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的浪费,还很可能会像北非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造成社会形势的紧张。
约瑟夫指出“比较优势的某些最重要的元素是内生的”,并且说“瑞士制表业的比较优势与它的地理位置就没有关系”。事实上制表业在16世纪时还是一个新兴产业。瑞士的金匠们在1541年开始制造手表并且在1601年形成了第一个制表业协会。[29]根据Maddison(2010)的估计,瑞士1600年的人均年收入是750国际元(以1990年为基年),是同年英国人均年收入的77%。因此,瑞士是当时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之一。为了获得持续的收入增长,它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以发展一些高附加值的新产业。
虽然如约瑟夫所说瑞士制表业的比较优势与它的地理位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地理因素可能是使瑞士成为16世纪以来制表业领头羊的重要原因。手表通常很小、轻便、附加值高,而且具有持续技术进步的潜力。这样一个产业对于瑞士这样的内陆国家来说非常合适。这也许解释了如下事实:自16世纪以来,瑞士通过持续创新维持了技术领先地位,保住了制表业,而放弃了服装、纺织、制鞋等早期兴盛的产业。
约瑟夫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完全的资本流动将使得各国摆脱资源禀赋决定的发展模式。我认为他可能有一点过于乐观了。根据他的推断,“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对于除农业之外的产业,就不再需要用自然资源禀赋来解释生产和专业化的模式了”。但是,短期的资本流动太不确定了,这样的资本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长期生产性投资的可靠来源。20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到了这一点。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就显得更为可靠,这是因为它们是由逐利的动机驱动的。这些资本大多都流向与接受国比较优势一致的贸易品部门或者生产活动,将其作为出口基地,或者进入该国的国内市场——除了它们偶尔会被诸如公用设施或电信之类大型非贸易部门的私有化情形所驱动。出于他对资本流动性的乐观态度,约瑟夫强调了知识禀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知识禀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们的确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进行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驱动力。然而,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新知识取决于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新产业的知识需求。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家如果投资于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产业,他就不会取得成功。
约瑟夫认为,在鼓励贸易品产业进行升级方面,低估汇率是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政策。这个问题有一点微妙:它可以帮助出口,也会使得设备的进口更加昂贵,这恰恰是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一个障碍(因为企业需要外国的新资本设备来升级或者多样化以进入新产业)。因此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帮助已有产业的出口,但是无助于长期增长。如果以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作为参照的话,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似乎的确采用了真实汇率贬值的政策。但是,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这些国家一般是在从具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二元经济向一个具有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现代经济趋近。在某些阶段这个定理不适用:在剩余劳动力被用光之前,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率不会增长,而工资的这种变动是该定理中真实汇率升值的必要条件。那么此时看上去像是低估了的汇率事实上可能正是均衡汇率。
丹尼与我的分歧似乎与他提出的假设相关。他的假设是:协调和外部性问题只在市场给企业家发送了错误信号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他因此认为我可能“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这一点需要澄清一下: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如果一个产业和国家的比较优势一致的话,生产的要素成本会比不一致时要低。但是为使该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与交易相关的成本也需要尽可能地降到最低。然而,单个企业无法内部化交易相关成本的减少,这样的减少来自基础设施、物流、融资、劳动力的教育等。如果政府不去协调和扶持以降低这些成本,并为先驱产业产生的外部性提供补偿,这些产业将只会一直是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许多低收入国家在多数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一般都具有比较优势,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些产业中有竞争力,这正是因为政府没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对于丹尼的反对应该这样解释:一个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与“实际”比较优势(或者,用迈克尔·波特的说法,竞争优势)是不一样的,前者决定生产的要素成本,而后者还要求降低与交易有关的成本。因此,我虽然建议政府应该介入经济过程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这一建议不应被误解为抵制一个经济体中的市场价格所表明的“自然的”或“不可去除”的比较优势,而应被看做是一种打开商业竞争力的黑匣子的方式,这种方式将一个经济的潜力转化为现实,为国内企业走向市场成功创造条件。
丹尼和我之所以就政府作用的理解产生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日本、韩国和中国等成功国家的经验有不同的理解。他将日本和韩国的成功赶超看做是背离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证据。当日本在明治时代(1868—1912)早期开始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时,它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林、渔业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70%以上,对国家产出的贡献在60%以上。从明治年间、大正年间(1912—1926)到战前的昭和年间(1926—1936),日本出口最多的是生丝、茶叶和海产品。这些商品的主要出口地是美国。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随着日本港口的开放,对这些初级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国内的生产者从中获利不菲。尤其是蚕丝,给农村地区带来了财富,还带来了日本急需的外汇。而从江户时期就已开始的采矿业,先是被政府征用,后来出售给了私人部门,成为日本的主要产业之一。这些产业的成功使得日本的人均收入从1870年的737美元增至1890年的1012美元,涨幅达到40%,并在1929年大萧条开始之前达到了2026美元(Maddison,2010)。[30]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成功促进了日本的资本积累,并改变了日本的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日本历史学家大野健一说道:“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是一次‘轻’工业革命,它使得日本从进口转向国内生产再进而转向出口。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棉花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钢铁、造船、化学工业,以及电器制造等产业都还在婴儿期,日本全国依旧处于模仿西方的学习过程中……到明治晚期,私人部门的造船、铁路车辆和机器制造业已经开始缓慢出现。”[31]日本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雁阵形道路,循序渐进地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转向更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Akamatsu,1962)。
韩国也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产业升级,并且把战略调整为进入那些与自己潜在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20世纪60年代韩国发展并出口的是服装、胶合板、假发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当资本逐渐积累,禀赋结构因为经济发展而改变时,韩国便向汽车等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升级。但是在升级初期,国内的生产主要集中在进口部件的装配,这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同时也是与当时韩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类似地,电子业起初主要生产家用电器,如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等,之后才转向存储芯片的生产,这是信息产业中技术最简单的区段。韩国的技术提升是迅速的,其提升的速度同潜在比较优势变化的速度是一致的。这种变化也反映了有力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而增长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该国的主要产业部门时刻与该国现有的比较优势保持一致。
丹尼还观察到,中国成功地背离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其出口的产品是一个比中国富裕3—6倍的国家才应该出口的产品。但他忽略了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是加工品这一事实。中国仅在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和配件生产上提供了附加值。实证研究 (Wang and Wei,2010)表明,中国出口的产品与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
对于我说的渐进型贸易自由化和旧结构主义政策的区别,丹尼也表示了质疑。旧结构主义倡导政府保护和补贴,以建立背离比较优势的新产业;而我倡导的两轨法、渐进式贸易自由化政策则建议转型国家的政府给老产业提供临时保护或补贴,这些老产业是在错误的旧结构主义战略下建立的,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符合实际的两轨法有助于转型经济体避免不必要且代价高昂的经济和社会紊乱,最终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和资源分配体系,正如我在对安妮的回应中解释的那样。
总而言之,安妮似乎对我的理论框架的实用性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源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探究:如何甄别哪些新产业与国家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何协调先行者的行为并对它们提供合适的激励?约瑟夫和丹尼倡导影响面较大的干预政策(比如低估真实汇率以支持贸易部门),但却不支持部门专用性政策。他们的观点也是跟“如何甄别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在我和Célestin Monga合作的题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一文中,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此文发表在《发展政策评论》(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上,收录在本书中的第三章。基于经济分析和历史经验,我们提出了这个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该框架建议,政策制定者在具有类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约为本国两倍的高速发展国家中,寻找和甄别那些具有活力的贸易品产业。如果国内本部门已经存在私营企业,政策制定者需要找出它们并且消除那些影响它们进行技术升级或影响新企业进入的障碍。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企业,政策制定者应该尽量从所模仿的国家中吸引直接投资,或者制定和实施各种规划以扶持新企业的建立。政府还应该对私营企业开发新的、有竞争力的产品的活动予以关注,并且支持成功的私人部门在新产业中创新规模的扩大。在那些商业环境不好的国家,特别经济区或工业园可以促进企业进入、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产业集群的形成。最后,政府还可以通过有限期的税收优惠、参与投资项目融资、提供土地和外汇等方式帮助新产业中的先驱企业。
我感谢安妮、约瑟夫和丹尼,以及其他许多为我的文章提出评论和建设性批评意见的人们。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是一个共识似乎正在出现;那就是需要根据前两次主要的经济发展思潮(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留下的经验教训,形成一个正确认识并界定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新综合体系。在通往第三波发展思潮(它也许可以被称为“发展思维3.0”)的道路上,显然会存在健康有益的学术分歧。正如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参考文献
Akamatsu,K.1962.“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Tokyo),supplement issue no.1;3—25.
Maddison,A.2010.“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 (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vertical-file_02-2010.xls).
Wang,Z.,and S.Wei.2010.“What Accounts for the Rising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Exports,” in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eds.R.Feenstra and S.We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 本文改编自作者代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发表的同名文章(“New Structural Economics: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193—221,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2] 我于2011年3月1日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以本文内容做过一个报告,作为该中心的Kuznets讲座。我也于2009年6月2日就本文的主要观点在本人到任世界银行一周年时举行的讨论会和DEC的第四次首席经济学家研讨会上进行了阐述。我以本文的缩减版本在以下场合做过报告或讲座:2009年10月19—20日墨西哥银行举办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战略”研讨会,2009年11月5日开罗大学的公开讲座,2009年11月17日韩国发展研究院,2009年12月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0年1月19日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2010年1月21日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研究院,2010年9月8日柬埔寨国立管理大学,2011年4月26日意大利银行,2011年4月29日达累斯萨拉姆大学。Célestin Monga 为本文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帮助;本文同样获益于Gary Becker,Otaviano Canuto,Ha-Joon Chang,Luiz Pereira Da Silva,Augusto de la Torre,Christian Delvoie,Asli Demirgü-Kunt,Shantayanan Devarajan,Hinh T.Dinh,Shahrokh Fardoust,Ariel Fiszbein,Robert Fogel,Alan Gelb,Indermit S.Gill,Ann Harrison,James Heckman,Aart Kraay,Auguste Tano Kouame,Norman V.Loayza,Frank J.Lysy,Shiva S.Makki,William F.Maloney,Mustapha Kamel Nabli,Vikram Nehru,Howard Pack,Nadia Piffaretti,Mohammad Zia、 M.Qureshi,Martin Ravallion,Sergio Schmukler,Claudia Paz Sepúlveda,Luis Serven 和 Harald Uhlig 等学者的评论。我还要感谢编辑和三位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
[3] 我将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早期贡献如Prebisch (1950) 和 Furtado (1964,1970),以及最近的成果如Taylor (1983,1991,2004)和Justman and Gurion (1991)称为旧结构经济学。
[4] 任一特定时刻一个经济的总资源禀赋,也就是该经济的总预算约束,与资源禀赋的结构,同家庭的偏好和企业的生产技术,三者共同决定了经济中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总预算和相对价格是经济分析的两个最基本的参数。另外,在任一特定时刻,资源禀赋是给定的,但会随时间变化。这些特点使得资源禀赋及其结构成为经济发展分析的最佳出发点。除了赫克歇尔俄林的贸易理论以外,经济学界没有给予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足够的重视。
[5] 每一发展水平上的产业结构内生于一国禀赋结构的观点成为大量理论研究的主题。例如,Lin and Zhang (2009)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建立了一个把结构变迁和不断的产品升级结合在一起的内生增长模型,来研究一个欠发达国家(LDC)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合适的技术和经济增长。他们采用了两部门模型:传统部门的技术变迁主要采用Romer (1990)提出的以扩展产品种类为基础的横向创新的方式;而现代部门的技术变迁主要是不断用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来替代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需要一个利润驱动型的企业或企业家进行有目的的投资(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该模型告诉我们:(1) 欠发达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和发达国家(DC)的不同;(2)适宜欠发达国家现代部门采用的技术应该在发达国家的技术边界之内;(3) 由于欠发达国家资本相对稀缺,一个进入资本密集型先进产业(以发达国家为标准)的该国企业将无法生存下去。Ju,Lin and Wang (2009)利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证明:随着一国的资本禀赋变得更加充足,该国的产业将会内生地升级到资本更密集的产业。该模型描绘了一个连续的倒V形产业演化路径:当资本积累到一个特定点的时候,一个新的产业产生、繁荣,然后衰落,最终消失。当该产业衰落的时候,一个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将会出现并蓬勃发展。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资本是流动的;但是这种资本的流动性不会使高收入的、资本充足的国家的资本劳动比和低收入的、资本缺乏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相等。这是因为资本从高收入国家流向低收入国家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利用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或自然资源)充足的比较优势,把其当做出口基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产业应该与低收入的接受国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尽管外商投资企业采用的技术可能比本国企业资本更密集。第二个目的是获得进入低收入国家市场的通道。就这种类型的资本流动而言,外商投资的产业要比当地企业的资本更密集,但仅有那些与接受国的比较优势一致的生产活动会被安排在该国,比如把零件组装成最终产品。因此,即使资本具有流动性,由“一个国家在任一给定时点的相对资本丰裕度是给定的”这一假设得来的理论观点依然是成立的。
[6] 对于非贸易品,成本最小的生产技术也是由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也就是说,当资本相对充足的时候,生产非贸易品的技术也是相对资本密集的,这与贸易品部门一模一样。为了简洁,本文的讨论集中于贸易品部门。
[7] Porter (1990)使“竞争优势”这一名词流行起来。基于他的论述,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符合如下四个条件,这个国家将在全球经济中获得竞争优势:(1) 这些产业在生产中,密集地使用该国丰富的、相对便宜的要素;(2) 其产品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3) 每个产业形成一个产业集群;(4) 每个产业的国内市场是竞争的市场。其中,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这些产业应符合由该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第三和第四两个条件仅当产业与该国要素禀赋相符时才会成立。因此,上述四个条件可以归结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条件:比较优势与国内市场大小。而在这两个独立条件之中,比较优势又是最为关键的,因为如果一个产业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该产业的产品就可以以全球为市场。这也是这个世界上很多最富有的国家都很小的原因所在(Lin and Ren,2007)。
[8] 发达国家当今的产业已处于全球的最前沿,面临着下一个前沿产业将会是什么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国家支持先驱企业的政策措施往往以对大学中研究(这些研究对私人企业的研发有外部性)的支持、专利、资本投资的税收优惠、行政命令、国防合同和政府采购的形式出现。税收优惠、国防合同、政府采购形式的支持是针对特定产业或特定产品的。同样,因为预算约束,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也应优先考虑特定的产业或产品。然而,政府对先驱企业的支持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经常是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支持的企业往往属于不符合该经济体比较优势的产业(Lin,2009a;Lin and Chang,2009)。
[9] Barro (2009) 将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称为“极端需求观”或“新巫术经济学”。
[10] 最近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中,通信项目的平均回报为30%—40%,发电项目为超过40%,而道路建设平均超过200%。在泰国,2006年因断电造成的生产损失相当于做生意的总间接成本的50%。企业常常依赖自有的发电机去弥补不可靠的公共电力供给的不足。在巴基斯坦,2002年被火灾毁掉的被访者中,60%以上拥有自己的发电机。而要维护一个发电机往往成本高昂,负担很重,对解决就业最为重要的中小企业尤为如此。然而,虽然这些成本是由私人负担的,但其收益却扩散到整个经济。
[11] 以成本的百分比计算(资料来源:UNCTAD 统计数据库)。
[12] 开采自然资源可以创造很大的收益,但却常常是资本非常密集的活动,只能创造有限的就业机会。在最近一次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访问中,我观察到,塔布比尔的奥克泰迪铜金矿的出口收入占全国出口的将近80%,给政府的收入占到政府总收入的40%,但只提供了2000个工作岗位。目前正在审查的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在2012年完工后,将使得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民收入翻一番,但只能提供8000个工作岗位。而该国650万人口的大部分仍然需要靠维持生存的农业为生。那些在现代采矿业就职的极少数工人精英,和在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农业就职的农民之间的巨大生活水平差距,成为社会紧张的根源之一。在博茨瓦纳也有类似情况:虽然钻石采掘业的巨大成功在过去40年中一直支持着博茨瓦纳的增长奇迹,但博茨瓦纳没有在该产业之外实现多样化,也没有创造就业机会,这就解释了该国不平等程度加大,以及许多人类和社会发展指标恶化的原因。
[13] Gerscherkron (1962)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指出在一个较弱的制度环境下,仅靠私人部门无法有效地解决金融渠道不畅的问题。
[14] 大量突然涌入的投资组合资本,更可能投向投机性而非生产性部门,原因有二:第一,在已有产业大幅增加投资会使得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第二,产业的快速、大幅升级受制于人力资本,以及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
[15] Carneiro and Heckman (2003) 证明了人生早期形成的认知性和非认知性技能对于解释不同社会群体间教育程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成功程度等指标差异的重要性。他们提供了早期教育回报高、后期补偿性教育回报低的经验证据。
[16] 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
[17] 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的国际经济学教授,并且是斯坦福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18] 本文改编自安妮·克鲁格代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发表的文章(“Comments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by Justin Li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222—22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19]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学约翰\5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20] 本文改编自丹尼·罗德里克代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发表的文章(“Comments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by Justin Li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227—22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2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商务学的教授,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思想委员会的主席。这篇文章最初是为世界银行就林毅夫的论文“新结构经济学”所开的研讨会准备的。此处的观点以斯蒂格利茨和Bruce Greenwald(2006;forthcoming)的合作作品为基础。斯蒂格利茨对Eamon Kirchen-Allen提供的科研协助表示感谢。
[22] 本文改编自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代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发表的文章(“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 (2):230—23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23] 甚至在索洛之前,熊彼特就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力量在于它促进创新和发明的能力。索洛的理论提出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大量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文献,相关贡献者有Arrow、Shell、Nordhaus、Atkinson、Dasgupta、Uzawa、Kennedy、Fellner和Stiglitz,此后,Romer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详见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Dasgupta and Stiglitz,1980a,1980b;Fellner,1961;Kennedy,1964;Nordhaus,1969a,1969b;Romer,1994;Shell,1966,1967;Uzawa,1965)。关于内生创新(有时也被称为“诱致性”创新)的早期文章不仅研究了创新的速度,而且研究了创新的方向。关于这一研究路线相关最新成果的讨论可参见Stiglitz(2006)。
[24] Krugman的著作强调了,事实上现在多数贸易都与要素禀赋的差异无关。
[25] 我更为宽泛地使用了这个术语,以包括那些旨在改变经济走向的所有政策。
[26] 实际上,如果所有项目都成功,那就意味着政府承担的风险太少了。
[27] 正如我也指出的,这样的政策可能在促进国内学习能力方面具有负作用。
[28] 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测量国际委员会强调GDP不能反映持续性或者福利(Fitoussi,Sen and Stiglitz,2010)。人均GDP无法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即使大多数人的收入在降低,人均GDP也可能在上升(正如美国已经发生的那样)。GDP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而不是收入。它也不反映环境的恶化或者资源的消耗。更宽泛地说,GDP不能反映发展的可持续性。美国和阿根廷都是典型的例子。它们的增长看起来很好,但都是依靠不可持续的债务支撑起来的,这些债务收入被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
[29] http://www.fhs.ch/en/history.php.
[30] 此处的美元是经过Geary-Khamis 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以1990年为基年的美元。
[31] 摘译自:Tojokoku no Globalization:Jiritsuteki Hatten wa Kanoka (Global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Is Autonomous Development Possible?) by Toyo Keizai Shimposha (2000),引自Japan's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GRIPS)。参见 http://www.grips.ac.jp/forum-e/pdf_e01/eastasia/ch5.pdf。
2 增长报告和新结构经济学
塞莱斯汀·孟加合作[1]
引言
经济周期和长期增长对人类的福利都很重要,因此经济学家在其中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往往很矛盾。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这次危机证明了学术界将关注点聚集于稳定政策的正确性,特别是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协调一致且果断坚定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成功地阻止了全球衰退演变为世界性萧条。然而,世界许多地区贫困的持续,和这次危机对全球减贫活动可能存在的长期影响,也突出了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那些政策的重要性。[3]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导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正如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所说:“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政府的哪些政策选项能够对长期增长率有影响,即使再小,我们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也远大于对反周期政策和微调进行研究的整个宏观经济分析史所做出的贡献。”
事实上,经济增长也许是经济学家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国家间国民收入和工人平均产出的差异依然是个谜。根据Maddison(2001)的计算,在过去的千年当中,世界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3倍,全世界GDP增长了接近300倍。这与再之前的千年形成鲜明对照——在那个千年中,世界人口仅增长了六分之一,而人均收入没有增加。按照今天的生活水平衡量,在18世纪初叶,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在1820年之后才开始,至今人均收入翻了不止八番。
一个著名的事实通过最近这次危机被证实,那些保持高增长率的国家,在面对全球危机时也表现得更好。它们充满活力的表现使得它们的经济更有灵活性。在危机发生前,良好的对外收支和财政状况使得它们能够采取反周期的政策来对抗外部冲击。“一次危机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一位杰出的增长理论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这样说道。尽管导致了沉重的人力、金融和经济成本,最近的这次危机为检验近几十年来的增长研究成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们可以从成功国家的经验中学习,并探索继续前进的新方法。
观察数据,人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这次危机太突出了,它的存在模糊了我们对这个时代宏观经济大背景的理解,特别是过去十年中很多贫穷国家卓越的经济表现。除了世界人口第三大国美国,世界上其他四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年均增长率超过6%。这意味着,40%的世界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提高。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许多其他的南美国家(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和一些非洲国家(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突尼斯和加纳)。
毫无疑问,减少贫困仍然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发展问题。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对抗贫困不仅是一项道德义务,更是对抗那些跨越国界并导致全球不安的问题(疾病、营养不良、不安全和暴力)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思考实现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就成为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因而,就必须对财富创造机制继续进行新的思考。在过去的50年当中,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最近的成果体现在经济增长委员会的报告(Growth Commission Report)中。[4]但除了对一些大原则的共识和对“放之四海而皆准”(one-size-fits-all)方法的反对之外,经济学家仍然面对重要的挑战,那就是针对特定的国家如何甄别那些可执行的政策杠杆。
本文重新检视了关于增长的知识的演进过程,并建议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这个问题。第二部分对从增长研究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提供了一个简要的、批判性的回顾,并探讨了我们还需面对的挑战,特别是政策方面的挑战。第三部分总结了最近的经济增长委员会报告的重要贡献,以及那些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有关的特征事实的甄别问题。第四部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提供了理解其核心结论的内在一致的框架。第五部分提供了一些结论性的思考。
对增长的探索:一段未终结的旅程
回顾经济增长演进的历史,经济史学家倾向于将其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覆盖了人类绝大部分历史的18世纪中叶之前,以不变的生活水平为标志,尽管存在人口增长——即所谓的马尔萨斯条件。第二阶段,从1750年左右持续至19世纪20年代,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趋势的变化(更高的出生率和更低的死亡率)为特征。第三阶段,初见于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英格兰,也就是现代经济增长(Cameron,1993)时期。解读现代经济增长的奥秘并解释其收敛和发散,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尽管在理论和实证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政策前沿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理解和探索。
从历史视角看增长分析
在18世纪早期,对于经济增长,以及维持增长的具体原因和与之相伴的结构变化的分析,成为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一个重要话题。被罗斯托称为“第一位现代经济学家”(Rostow,1990:18)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把经济分析置于其人类状况分析的核心位置。他提出的一些经济学概念被认为“对增长的动态特征形成了合理且连贯一致的理论”。追随他的足迹的古典经济学家,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阿林·杨格(Allyn Young),也着迷于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或许是因为被启蒙时期人类进步思想所吸引,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探索了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推动繁荣方面政策制定者能够起到的作用。他们开拓性的成就提出了现代增长理论的许多核心概念,例如要素积累、要素替代、技术变迁或专业化。
然而对于增长的研究在大萧条之后减缓下来,研究重点从长期问题转向短期问题。事实上,除了罗伯托·索洛(Robert Solow)著名的开创性成果,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当然也包括60年代和70年代,宏观经济学家倾向于研究作为战后时期特征的经济周期问题。他们尝试理解稳定经济的政策(即货币和财政政策,当时用以避免具有破坏性且代价高昂的通货膨胀),很少有人分析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直到80年代,随着许多杰出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表现的差异,这一切才发生改变。对经济增长的调查结果和世界各个地区迥异的经济表现表明,增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确是不均匀的:从1900年至2001年,西欧人均GDP增长了5.65倍(西方附属国增长了5.7倍),与之相比,拉丁美洲这一数字为4.2,东欧为3.2,非洲仅有1.5。[5]在过去的30年当中,生活在高经济增长国家或与OECD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的人口数,已经从10亿增加到40亿,增加了3倍(经济增长委员会,2008)。
在Harrod和Domar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索洛斯旺模型激发了系统性增长分析的第一波浪潮。这一研究浪潮的目标是理解增长的机制,甄别其决定因素,开发经济增长核算技术,这些将有助于解释增长动力的改变和经济政策的作用。第一代增长研究者强调了资本的核心作用。他们的模型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特征,这些生产函数具有如下特征: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报酬递减以及投入品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弹性。为了得到关于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研究者采取了储蓄率恒定的假设。尽管这是一个粗糙的假设,但却是模型构建的重要一步,它清晰地阐明一般均衡理论能够令人信服地被应用于真实世界的问题。这些模型的一个重要预言是条件收敛:人均资本较少(相对于它们的长期或稳态人均资本存量)的穷国将增长更快。[6]这个预言是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推导出来的。
这一增长研究流派的主要优点在于把技术(除了资本和劳动)明确引入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中。但是当时研究工具的局限导致这一方法有一个主要的缺点:技术被看做外生给定的公共产品。模型的主要预言是,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因此,如果不存在持续的技术进步,那么人均产出的增长将会停滞。尽管这一假设能够使模型保持“条件收敛”这一关键预言,但也显得有点怪异:技术,作为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却外生于整个增长模型。[7]
经济增长建模的新浪潮必须给出一个关于技术变迁的令人信服的理论,让技术这一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摆脱新古典模型的外生性假设。第一步是设计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这一理论把投资宽泛地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并假定对这些投资的回报是不递减的,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随着经济增长投资回报并不递减,那么这一过程无疑能永久持续下去(Romer,1986)。第二步,也是更有效的方法,是挣脱完全竞争假设的束缚,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和研发理论。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这些大胆的技术上的尝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济中会有源源不断的新思想,以及为什么在长期中能够维持正的经济增长率(Romer,1987,1990;Aghion and Howitt,1992)。
这正是后来为人所知的内生增长理论,它假定技术是非竞争性的,因为技术的确是不同于资本和劳动的一种要素——它能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被其他人无限地使用。但重要的是下一个逻辑环节,以及对技术的公共物品特征的更深入的理解,把它看成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因此,这一波经济增长理论不仅把技术看做一种公共物品,还认为技术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私人控制的物品。通过使技术成为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从而使之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或专属性,我们就有可能保证生产和使用技术的激励。因此,放弃完全竞争假设是有必要的。这种处理已经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回报。相比于新古典模型将技术和要素积累作为外生变量,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为什么技术会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随时间进步,并为技术前沿模型提供了微观经济学基础。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理解技术扩散是如何在有些国家之间产生并引发或维持经济增长的——以及它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其他国家之间。在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时,人们已经探讨了很多种有趣的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将技术转移的渠道作为内生增长模型的一个新的部分,也就是将不同国家获得使用各种中间资本品的能力的机制内生化(Jones,1998)。另外一种较为流行的途径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模型甄别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区别于之前增长建模的两次浪潮,这一研究流派不关注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要素,而是关注制度或者治理结构质量这类因素对增长的影响(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Glaeser and Shleifer,2002)。经济增长研究的一些其他方法,也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奥秘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视角(Barro and Sala-i-Martin,2003;Jones,1998)。
解释收敛—发散的挑战
近几十年来,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前沿,我们在理解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上都已经取得一定的进步。在理论前沿,对于内生技术变革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分析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把握经济增长全貌及其内在机制的框架。索洛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理解了资本积累(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和技术变迁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从Becker、Heckman、Lucas[8]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研究贡献,我们同样明白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人力资本作用的实现要依靠新知识的扩散或“干中学”(这些研究成果通常是通过贸易刺激产生的),以及所谓的高等教育工资溢价。通过North(1981)以及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Greif(1993)和Glaeser and Shleifer(2002)等人支持性理论和实证分析的例证,我们知道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创新和各种制度驱动的,这些制度在那些创新活动受到促进、变革发生所需要的条件已经具备的国家不断演变。从罗默以及内生增长理论家那里,我们明白需要将增长理论的关注点从要素积累转向知识创造和创新。总而言之,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要素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
在实证研究方面,标准化数据集的可获得性,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经济表(the Penn World tables),已经激发了很多人对跨国比较研究的兴趣。这些研究着重考虑高增长国家和低增长国家的一些系统性差异,包括:(1)初始条件,例如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人口结构、基础设施、金融发展状况以及不平等状况;(2) 各种政策变量,例如贸易开放度、宏观经济稳定性、公共支出的水平和构成、税收以及管制情况;(3)制度变量,例如总体治理结构、行政管理能力、法制情况、产权保护情况以及腐败行为。
然而,增长研究仍然面临方法论上的困难,也面临如下挑战:对于一些特定国家,甄别可执行的、有助于维持和加速增长的政策杠杆。[9]
Deaton(2009)表达了存在于经济学家之间的失望情绪。他说道:“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然而重新整合几乎不是一个选项,因为没有距离就不可能有长期的科学进步。” 尽管几十年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甄别增长面临的系统性约束,然而学术和政策议程的未来走向依然模糊不清。
与大多数新古典模型的预测相反的是,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收敛是非常少见的现象(Pritchett,1997)。2008年,美国(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人均GDP是其邻国墨西哥的3倍,印度的16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145倍,而且差距还在日益扩大。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已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不管从相对比例还是绝对数值来看都是如此。[10]
然而,实证观察显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散的趋势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当中,一些国家已经能够赶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最著名的例如德国、法国、19世纪末期的美国、北欧国家、日本,以及经济增长委员会报告分析过的20世纪的13个经济体)。自从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后,实验室进行的科学实验成为最主要的技术发明和创新的来源(Lin,1995)。对于那些大的发明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因为这些大的发明包含了根本性的新思想,并涉及大的、离散的、全新的变化,正如Mokyr(1990)定义的那样。对于发达国家,这样的发明对技术进步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对研发的投资,创新转变为内生变量(Romer,1986;Lucas,1988)。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生产率提高,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开始实现经济起飞,南北差异开始出现(Baumol,1994)。
历史证据表明,诸如“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样在20世纪后半叶赶上先进西方国家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其增长过程是类似的。同样的发展过程随后使中国、越南、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差别甚大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现了快速而持续的增长(Lin,2003,2009;Rodrik,2005)。除了上述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之后并未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宏伟目标。事实上,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付出了努力,国际发展机构提供了援助,很多国家仍然遇到了频繁的危机。但是,这些国家的经历突出了理解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创造条件以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即使是在次优的微观经济政策、较差的制度安排以及私有产权不完善的大环境下。
增长研究在预言收敛方面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些理论并未找到决定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实现收敛的根本要素。一些研究者最近提出各个国家经济绩效的演进是由条件收敛决定的。条件收敛的意思是,在决定稳态特征的所有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各国是收敛的;换句话说,世界收入的分布表明,在国家间存在收敛俱乐部(convergence club)。[11]但是,依据深入的国别研究和历史经验进行的比较分析,可以更容易地解释这一经济发散之谜:成功经济体实现收敛的关键要素可能在于它们同时改变禀赋结构、加速采纳新想法、加速产业升级、改善制度安排的能力。对于全球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并复制使得后发者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战略和政策仍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应用增长研究的新方向
增长研究的令人失望之处——尤其是从政策制定者寻找实现繁荣的具体行动方案角度来看,已经导致对现有知识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的重新评估,以及全新的研究思路的出现和发展。世界银行(2005)的一份重要研究关注20世纪90年代的教训,该研究强调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并认识到简单的公式解释不了经济增长。这份报告同时提到,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台的改革关注面太狭窄,仅关注资源的有效利用,却忽视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经济增长。尽管它们实现了现有生产能力的更好利用,从而建立了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却没有为生产能力的扩张提供充分的激励。[12]这份报告总结说,在指导政策制定者方面,不存在唯一的、普适的规则。它建议政策制定者不要过度依赖简单的公式和对“最佳实践”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探索,而要更多地依赖对每个国家经济本身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以找到一到两个经济增长的紧约束条件。
这一研究路线在增长诊断框架中得到例证。这一框架致力于甄别任一发展中国家一到两个经济增长的紧约束条件,然后集中考虑如何解除这些条件。其主要的原理是确保经济改革跟经济环境是一致的。“在认识到需要进行众多改革时,政策制定者要么尝试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要么从那些对该国增长潜力没有重大影响的改革入手。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各项改革互相干扰,一个领域的改革在另一个领域产生预想不到的扭曲。通过关注对经济增长形成最大障碍的一个领域,这些国家更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Hausmann,Rodrik and Velasco,2008) 该思路提供了一种决策树方法,来帮助每个国家甄别其紧约束。尽管这一方法并不能甄别不同改革策略的政治成本和收益,但它对于备择假设的关注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认清可供采纳的选项,以应对政治约束。“我们主要关注短期约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关注点是如何引发增长,并甄别随经济扩张必然会出现的约束,而不是预言增长在未来将面临什么约束。” (Hausmann,Rodrik and Velasco,2008)。
这一思路的关键教训是:就促进增长而言,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点上)需要不同的政策选择;经济增长需要的那些“大的原则”——稳健的货币、产权、开放、自由市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它们的实现依赖于各国特定的环境和信息。特别是,这些原则不需要以某种特定的制度或政策形式呈现。每个国家都被认为存在一些对增长潜力构成束缚的约束,如果不能有效辨别并解除这些约束,经济发展将会受阻,即使其他生产要素是令人满意的。增长诊断方法无疑是增长分析的一个重要进步。然而它的模型并不能充分地将“紧约束”的概念具体化。[13]对变量的定义是有意不准确的,这使得要操作这一方法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新思路是麻省理工学院贫困实验室的研究员所采用的,他们认为,对增长的探索应该重新以评估一个发展计划或者项目的影响(以明确的不同条件下可能发生的结果作为参照)为中心。他们相信,为了确保最有效的项目能被提高至国家或国际水平,就需要对这些影响进行可靠的评估,于是他们设计了随机控制试验(RCT)或社会试验来获知哪些项目可行而哪些不可行 (Dufflo,2004)。这一思路是基于如下观念:标准的总量增长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而且是错误地依赖于理性代表个体的假设。这一新的研究思路强调国家环境和微观个体的异质性,试图在发展分析和发展政策中明确引入单个家庭和企业的异质性。[14]这一方法为理解一些特定微观项目的有效性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但即使假设他们能够将局部的发展经验推广至不同的地理或文化区域[15],随机控制试验还是不能为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发展战略时提供有用的全局性指导。
尽管这些增长研究的新方法解释了一些重要问题,但是它们并没有为政策制定者如何启动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过程提供充分的指导。因此,有必要用对经济增长决定要素的结构分析来对这些方法予以补充——特别是甄别那些能够使贫穷经济体从一个发展阶段跨越至另一发展阶段的因素。
增长报告的独特贡献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进展,但是我们现在在增长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关键问题和之前几代研究者遇到的一样:如果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创新驱动,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在创新和适应各种变迁方面取得成功,有的却不能?是什么力量推动收敛,而又是什么原因扼杀了实质性的进步?使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乃至高收入国家的结构变化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初始条件、制度、政策)?增长的动态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明确回答这些迫切的问题是困难的,从增长分析中得出可执行的政策建议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一困境,一些增长研究者分析,一个有用的办法是避免寻找经济增长的稳健决定因素,而是寻找可以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特征事实。这一方法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最著名的就是Kaldor(1961)从美国和英国宏观经济数据中归纳出的20世纪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1)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2)人均资本的持续提高;(3)稳定的真实利率或资本回报率;(4)稳定的资本产出比;(5)稳定的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6) 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增速差异较大,差距达2%—5%。
最近,Jones and Romer(2009)归纳出了另外一组特征事实:(1)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通过全球化和城市化;(2)增长速度的加快,从接近于零增长到相对较快的增长率;(3)人均GDP增速随着与技术前沿的接近而降低;(4)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较大;(5)工人平均人力资本的增加;(6)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
《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The Growth Report: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是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于2008年发布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它沿袭了相似的研究思路但将其发展到新的水平上。这份报告基于世界银行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发起的其他一些实证研究的发现,重新评估过去的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理论,重新思考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16]该项目于2006年4月启动,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召集了22位来自政府、商界和政策制定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和世界银行副行长Danny Leipziger担任主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该委员会试图“汇集支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政策和战略的最佳理解”。
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对关于经济增长的现有理论和实证知识进行总结、评估和反思,希望得到一些政策建议,并避免陷于纯粹的理论探讨之中。该委员会认为具体原因如下:(1) 他们感觉到减少贫困不能与经济增长相分离,而这一纽带在许多发展战略当中是缺失的;(2)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对于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理解远不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多——对于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议来说,现有的知识不足以支持人们对它们的信心;(3) 他们认识到,过去二十年高度相关的增长经验(包括成功和不成功的)的积累为人们提供了独特的学习源泉;(4)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之外,发展中国家需要显著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以使其收入水平赶上工业化国家,并使得全世界财富和机会的分布更加平衡。
该委员会的独特性不仅体现于其构成的多样化,还在于它重新思考增长分析的方式。它的思路是“尝试吸收并消化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所累积的经验,以及存在于各个领域的细致、审慎的政策分析;然后将这些理解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包括下一代的领导者们)分享,与国际社会的顾问们分享,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以及其他有相同目标的国际机构分享”[17](增长委员会,2008:x)。
报告的开头是如下观察结果,“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长期承诺,这个承诺需要以耐心、坚持和现实主义来实现”(增长委员会,2008:2)。然后,报告归纳了二战后能够以超过7%的增长率持续增长25年以上的13个高增长经济体[18]的特征。以这样的增长速度,一个经济的规模能够每十年翻一番。[19]报告接着提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效仿这些国家的问题。认识到每个国家都有特定的自身特征和历史经验,而这又将反映于其增长战略当中,因此报告并不试图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通用的公式。但是,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设计发展战略的框架。尽管它并没有给出一套完整的答案,但提出了应该解决的问题。
结论是令人感到乐观的:快速、持续的增长并不是局限于世界部分地区的奇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实现。比“增长要素”(包括效果取决于特定环境和条件的各种政策处方)清单更重要的是,该报告列出了所有成功国家的“五个惊人相似之处”:
对世界经济开放在这些国家快速增长时期,它们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它们至少在两个方面是这样做的:首先,它们从世界——自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开放,并成为一个越来越紧密的整体——其他地方引进创意、技术和专业技能。其次,它们开拓了全球的需求,为其产品提供了几乎无穷大的市场。总之,所有成功的经济体 “都进口世界其他地方之所知,出口世界其他地方之所需”。而不成功的国家与之背道而驰。这点给我们的启发是清楚的:为了实现持续的动态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必须:(1)依靠其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出口世界其他地方之所需,并为保持经济竞争力,按照禀赋结构的改变一步步升级其产业结构);(2)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从世界其他地区引进创意、技术和专业技能)。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高增长国家的第二个特征事实是它们维持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它们最成功的时期,所有13个国家都避免了可能损害私人部门投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可预知性。尽管经济增长在一些国家有时伴随着温和的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90年代中期的中国)、预算赤字或是较高的债务-GDP比例,但形势从未失去控制。
高储蓄和投资率高增长国家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它们愿意放弃当期消费而追求未来更高水平的收入。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相匹配。一些国家,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采取了强制储蓄计划,使得一些研究者强调政府有意的储蓄政策是这些国家高储蓄和投资率的主要原因(Montiel and Serven,2008)。事实上,主要的原因或许是这些国家能够生产大量的经济剩余,并产生足够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为储蓄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在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储蓄率很接近。20年之后,东南亚的储蓄率比拉丁美洲高20个百分点。
市场配置资源报告提到,20世纪曾经有很多企图替代市场体系的实验。这些实验都失败了,都未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增长。尽管成功的国家在产权体系的强度和保护力度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它们无一例外地都采纳了运转良好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提供了适当的价格信号、透明的决策制定过程和良好的激励。在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没有抵制市场机制的运转。
领导体制和治理结构有助于消除贫困的持续增长通常是跨越几十年的过程,它仅能发生于稳定和运转良好的投资环境当中。它需要适当的政治领导体制和有效的、奉行实用主义甚至有时奉行激进主义的政府。
增长委员会报告也同时列出了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该避免的一系列“坏主意”。这些“坏主意”至少包括:对能源的补贴;依靠行政部门解决失业问题;通过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支出降低财政赤字;对国内企业提供无限制保护;利用价格管制来治理通货膨胀;长期禁止出口;抵制城市化,通过基础设施的变化衡量教育的发展;忽视环境问题,将其视为“支付不起的奢侈品”;对银行系统采取管制;允许本币过度升值。
总而言之,可以说增长委员会报告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帮助其理解经济赶超的动态过程;它也为甄别到底是哪些具体的机制(这些机制可能因国而异)创造了合适的基础设施、激励体系和制度,来促进和维持不断演进的增长过程。它同时也向增长研究者提出了新挑战:他们必须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这份报告的主要发现。
对增长报告的新结构分析
增长委员会归纳的这些典型特征事实对经济增长过程而言,可以是内生变量,也可以是外生变量。为了理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并对公共政策进行优先排序,我们有必要超越这些典型特征事实指出的简单联系,仔细考虑可能的因果关系的动态过程。正如Zellner(1979)指出的,这需要有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就是这样一个理论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新结构经济学框架(Lin,2010) 的基础是对各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现代分析。它的出发点是如下观察结果: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续的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够让该经济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而这一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而后者又由该时点上经济的禀赋结构决定。[20]如果仅仅依靠对现有产业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或者劳动来实现增长,那么经济将最终面临报酬递减的约束;偏离比较优势的经济往往表现很差。
因为任一时点上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国家若想在技术发展的阶梯上不断爬升,首先应当改变其要素禀赋结构。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演进,从而推动其产业结构偏离由此前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企业就需要升级其产业和技术。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经济服从比较优势,那么它的产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将实现最强的竞争能力。从而,这些产业将占有最大可能的市场份额,获取最多的潜在剩余,资本投资也将获得最大可能的回报。其结果,家庭将会有最高的储蓄倾向,进而导致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以更快的速度升级。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产业的发展中国家,也将从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中获益,比发达国家实现更快的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将从它们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中获益,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它们将获得与自身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和技术革新。
所以增长的关键问题就转变为如何确保经济能够按照与比较优势一致的方式增长。大多数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是投入要素相对价格的函数。企业选择产业和技术的标准一般是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企业能够按照经济比较优势的原理选择技术和产业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能够反映禀赋结构中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体系。这样的相对价格体系仅存在于竞争性市场体系中。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条件往往不能满足,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完善市场制度,创造并维护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有效竞争。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企业需要获得有关生产技术和产品市场的信息。如果相关信息并不能自由获取,那么每个企业就需要投入资源寻找、搜集和分析这些信息。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企业来说,产业升级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过程。第一批进入新产业的先行者可能失败——因为他们找错了产业,也可能成功——因为他们进入了与国家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成功者的经验为潜在的后来者提供了免费且有价值的信息。然而由于有新的企业加入该行业与之竞争,先行企业并不能获得垄断租金。而且,这些先行者经常需要投入资源培训工人以掌握新的商业流程和技术,而他们之后可能被竞争者雇用。先行者引发了对原本不存在的新活动和人力资本的需求。即使先行者失败了,他们失败的经历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用的知识。然而,他们却要自己承担失败的成本。也就是说,先行者投资的社会价值通常远远大于私人价值,他们投资成功的收益和失败的成本并不对称。一个经济体产业升级的成功还要求有新型的金融、法制以及其他“软件”(或无形的)和“硬件”(或有形的)基础设施来促进生产和市场交易,使得经济到达生产可能性边界。“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协调,而这种协调是个体企业决策无法做到的。
所以,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包含外部性,并需要协调。在发展的任一阶段,市场都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基础机制,但在推动经济跨越不同阶段时,政府必须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对这种跨越提供便利。政府必须干预经济以使市场正常运转,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做到这一点:(1)提供与新兴产业相关的信息,让企业知道哪些产业是与由经济禀赋结构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2)协调相关产业的投资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3) 对工业化和结构转变过程中带有外部性的活动予以补贴;(4)通过孵化或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催化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克服社会资本的短缺和其他无形约束。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的三大支柱是:它包含了对一国比较优势的理解,这种比较优势受制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演化;在发展的任一阶段都把市场作为最优的资源配置机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应该起到因势利导作用。新结构经济学有助于解释那些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
对增长委员会的主要发现的新结构分析
增长委员会报告给出了五个特征事实:(1)通过对外开放利用世界经济;(2)维持宏观经济稳定;(3)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4)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5)拥有坚定的、可信赖的和有能力的政府。围绕这五个特征事实,出现了一些外生性和内生性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前三个特征事实是一个国家在发展的每个阶段按照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时的合理结果。第四个特征事实,即市场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最后一个特征事实,即一个坚定的、可信赖的和有能力的政府,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合理预测,同时也是必然结果。
首先,如果一个国家在发展战略[21]中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那么它的经济就会是对外开放的,生产那些与现有禀赋结构相一致的产品和服务并出口至国际市场[22],进口那些不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这个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内生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将会大于其他任何情况下的贸易依存度。这个经济体将达到最有竞争力的状态,它的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将以可能的最快速度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这个国家能够通过向发达国家借鉴技术和产业,充分挖掘自身的后发优势,并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率,因为它的创新成本将小于那些已经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国家。因而,这个经济体将能实现与高收入国家的收敛。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对外开放利用世界市场(特征事实 1)是按照由一个国家的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推动产业升级的增长战略的结果。
宏观经济稳定 (特征事实 2)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战略中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经济将会有竞争力,它的产业也能够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存活下来 (Lin,2009)。它的产业升级将主要依赖于自身的资本积累过程。政府将会有健康的财政状况,原因如下:第一,它将从有力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第二,政府将没有必要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第三,经济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失业较少。同时,这个国家将较少出现由于产业缺乏竞争力、货币错配或者财政危机而导致的内源性危机。由于该经济体的对外竞争力较强,经济增长对资本流入的依赖度不高,该国的对外收支状况也可能更好。因此,在全球性危机对该国经济产生外来冲击时,政府在采取反周期政策方面也将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
发展与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的另外一个逻辑结果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特征事实 3)。这样的一种发展战略使得发展中经济体达到最强的竞争力并生产出可能的最大经济剩余(利润)。这为经济获得了最高的储蓄水平。有竞争力的产业同时也意味着高投资回报,这反过来又为储蓄和投资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此外,成功的公共投资能够提高一个经济的增长潜力,减少私人部门的交易成本,提高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并在未来产生足够的税收收入,以清偿初始的投资成本。
采取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 (特征事实 4) 是经济在发展当中遵循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大多数企业是为追求利润而生的。如果相对价格能够反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在技术和产业选择上就会遵循经济的比较优势。而这个条件仅能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成立 (Lin,2009;Lin and Chang,2009)。所以,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竞争性市场都是一个经济体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
建立一个坚定、可信赖和有能力的政府(特征事实 5),即创造一个具有因势利导作用的政府,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一个条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要想不断升级,政府就得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改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克服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等问题。因此,一个坚定、可信赖和有能力的政府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然而,有能力的政府也可以看成是这一发展战略的一个结果: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促进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发展过程,那么,它对于经济的干预将更容易实施且更加成功,而这将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因此,一个坚定、可信赖和有能力的政府也被看做一个国家遵循其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结果。
除了给出这些特征事实之外,增长委员会报告同时也给出了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应该避免的一些“坏主意”。虽然这份报告谨慎地警告说,部分被列出的政策在某些情况和条件下或许有一定的或暂时的理由,但它也指出“占压倒性多数的证据表明,这样的政策具有巨大的成本,它们所宣称的目标——往往非常令人向往——能通过其他方式更好地实现” (68)。这些“坏主意”包括代价很高或不可持续的政策,例如补贴能源、依赖公共部门解决失业问题、对企业提供无限制的保护、通过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支出来降低财政赤字,以及允许本币过度升值。
从新结构经济学推导出来的政策建议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避免这些“坏主意”。例如能源补贴,大多数国家采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支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基于政治经济学依据)或者帮助穷人(基于公平考虑)。发展中国家巨大、昂贵而且不可持续的政府补贴之所以存在,根源就是其发展战略严重偏离了最优产业结构。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遵循其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将很少,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补贴这些企业。经济将会实现动态高速增长,这将导致贫困的快速减少。因此,政府也就没有必要通过扭曲价格来补贴穷人。通过快速增长,经济也将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具有自生能力的私人企业就成为最好的失业保险,因此政府没有必要把增加公共部门就业作为对抗失业的手段。而且,政府也将不必为了支持或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采取无限制的保护措施。
由于整个国家良好的经济表现,政府将会有健康的财政状况,也就没有理由采取错误的财政预算政策(削减支出,公共投资延迟,拖欠应付款,工资冻结等),而这些往往是巨额财政赤字引发的。同样,一个采取与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发展战略的政府,将不必借助高估本币汇率的手段来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的产物。
结语
最晚从18世纪以来,对于经济增长的探索已经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目光。在过去50年间,无论是在理论领域还是实证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理论前沿,对内生技术进步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研究为经济学家掌握经济增长全貌和理解其内在机制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大框架。在实证方面,诸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等标准化数据集的出现激发了人们对跨国研究的兴趣,这些跨国研究强调高增长国家和低增长国家在初始状态、政策和制度变量等方面的系统性差异。
然而,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些成就,全球的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依然难以找到可执行的具体政策工具,以激发和维持减少贫困所需要的动态经济增长率。近年来,增长研究者试图通过解决各种各样的新挑战来回应这些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各国经济收敛不足;甄别经济表现的稳健决定因素;有助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被广泛认为是结构变迁和经济繁荣的基础;甄别经济发展的紧约束;通过随机控制试验评估成功的发展项目,以期在可能的时机到来时将其推广。
通过完全不同的增长分析方法,增长报告对于人们知识的扩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找出了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五个特征事实(对外开放,维持宏观经济稳定,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市场机制,坚定、可信赖和有能力的政府)。尽管做了这些事情,但增长报告并没有理清其中的因果关系。
林毅夫(2010)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助于解决围绕这五个特征事实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贯穿这篇文章的一个核心命题是,那些实施违背自身比较优势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往往经济表现不佳,并遭受着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它们并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的好处。这种发展战略的典型特征包括: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支持所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过度消费导致的通胀政策,金融抑制以及低生产率背景下的汇率高估。相比之下,那些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往往能够实现经济的有力增长。它们在发展的任一阶段都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机制,它们还有可信赖的和有能力的政府。正是由于它们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这些国家才拥有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并获得了创纪录的高储蓄率和投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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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
林毅夫
引言:增长和产业升级
目前,当周期性动荡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促进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长期目标时,我很高兴有机会能够与我的朋友张夏准就此重要话题进行一次讨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Lucas(1988)曾说过:“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他所思考的,正是一些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最近几十年来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持续增长,以及与之形成对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停滞(至少在那个时代如此)。
对于Lucas教授的评论,我想补充一点: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很难不把重点放在作为持续经济增长特点的产业和技术的连续升级上。从理论上讲,人们早已认识到,贫穷国家应能通过引进其他国家的现代技术和制度,来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但是,尽管一些国家已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仍有许多其他国家在产业升级上远没有那么成功,因此在减贫方面也就不成功。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个国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从出口假发和胶合板发展到能够在技术最先进的领域参与竞争呢?
答案不是 “一个有活力的私人部门”这么简单,虽然这是最终的驱动因素。历史上的例子清楚地表明,答案必须包括有效的政府政策,以促进私人部门的增长。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促进工业化和技术升级,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用得好的话,政府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权力能够启动并支持生产要素和生产力长期持续的改善。作为发展经济学家,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从这些历史上的例子,以及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学习,使我们可以帮助现今的较贫穷国家找到并走出一条持续增长的道路。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最好推动者是一种我称之为“因势利导型政府”(facilitating state)的政府,这种政府为私人部门利用该国比较优势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正如我将说明的,关键是要利用该国当前的比较优势——不是利用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拥有的生产要素,而是现在已经拥有的生产要素。
政府干预的理由:阻碍创新的市场失灵
然而,因为因势利导型政府的思想要求政府做的事情远远多于自由放任的政府,所以首先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需要政府主导发展过程?发展中经济体受市场失灵困扰,这一点不能仅仅因为我们害怕政府失灵就予以忽视。有一种这样的市场失灵是由重要的“信息外部性”造成的。经济创新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能提供有利可图和无利可图的市场机会的相关信息。但由于大部分信息不仅能被创新者本人获得,同时也会落到竞争对手和潜在模仿者手中,这些人无须承担任何创新的成本,因此往往使得市场供应不足。政府补贴则是一个可能的鼓励创新和抵消先发劣势的机制。
第二种市场失灵是由“协调问题”造成的。发展中国家落后于较发达国家,不仅在技术和产业结构方面,还在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制度方面。一个国家要想攀登产业和技术的阶梯,还需要许多其他变化:技术更加复杂,资金要求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市场规模增大,以及远距离市场交换越来越频繁。因此,一个灵活、流畅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需要同时改进教育、金融和法律制度以及基础设施。单个企业内部显然无法以有效成本内部化所有这些变化,而为了实现这些变化,众多企业之间的相互协调又往往是不可能的。出于这个原因,就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要么自己直接实现这些变化,要么协调企业行为。[25]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进入和实验所产生的正外部性,以及对各个企业活动进行协调的需要,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正当理由,并且其干预方式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完美相容。确实,这种观点的说服力会因政府失灵的高风险性而遭到削弱,但对政府治理不善的担忧,并不能免除我们尝试设计有效的战略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Arthur Lewis(1955)正确地指出:“离开高明政府的正面激励,没有一个国家能获得经济进步”,即使他也警告过“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能出现失误”。半个世纪后,以下观点依然正确: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而不去解决市场失灵的国家,即使有成功的,数量也很少;而政府有效主导的国家取得快速增长的例子却很多。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就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去找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促进生产力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最有效途径。
因势利导型政府:帮助私人部门利用比较优势
总而言之,是这些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为政府干预经济、启动增长提供了理由。但是,应进行什么样的干预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认识到,最优产业结构是内生于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该国的劳动力和劳动技能、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度。产业结构的升级,首先需要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否则所得到的产业结构就会成为发展的拖累。因此,政府的任务便是确保经济建立在这种内生的升级过程上。
让我解释一下这个观点。因势利导型政府的任务,是鼓励一些一经建立便能有效利用该国当前的比较优势的企业、产业和部门的出现。在许多贫穷国家,这将意味着将重点放在劳动力和/或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和服务上。虽然近几十年来,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但低成本资本仍然相对稀缺,而劳动力和资源则相对丰富,成本更低。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为重点,可让贫穷国家的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因势利导型政府会提供必要的协调,以消除这些企业和相关产业出现的障碍,帮助它们克服外部性,然后让这些企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有机增长。
随着这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它们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利润和工资的形式创造尽可能大的经济剩余。剩余被再投资时,也会获得最高的回报率,因为其产业结构在那个要素禀赋结构下是最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战略使该经济体不断积累物质和人力资本,要素禀赋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得到升级,使得国内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型的产品上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
虽然这一遵循比较优势的思路听起来是渐进的,因此当我们考虑到贫困的巨大挑战时并不令人满意,但是,由于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开发出来并已存在的技术和产业,实际上进步是加速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取得这些技术,并进入适合它们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而不必自己做前沿创新。正是这种使用现成技术和进入现有产业的能力,使一些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8%甚至10%的GDP年增长率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政府应作为助产士而不是永久性保姆
太多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在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内生过程中走捷径。他们把目光和政策固定在了被他们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理想产业结构上,但这种结构当然通常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与他们自己国家相比,是一个相对较高收入国家的特点。正如我在我的马歇尔讲座中主张的(Lin,2009),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产业战略被误导了,误导他们的就是对发展紧约束的错误认识。这些国家采纳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即集中利用这些国家大量缺乏的要素,而忽视了对它们富有的要素的使用,如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实际上,这些政策制定者把最优产业结构当做他们可以外生强加的,而不是决定于经济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随时间的变化。
这种思路是背离比较优势的,在金融和政府治理质量方面都有较高的成本。为了实施这一战略,政府必须为那些离开政府补贴和保护就无法生存且无法迅速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提供大量的保护和补贴。这样的企业不能为社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剩余。没有连续的剩余流,对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的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就将更加困难,而要使一个更高级的产业结构在中期内具有自生能力,这种改善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扭曲市场信号,把资源从有竞争力的部门转移到没有竞争力的部门,这种高水平的政府保护和补贴会减缓该国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还鼓励企业把精力从生产性创业转移到寻租上,从而腐化制度,并进一步减缓资本积累。
假设政府试图保护和补贴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其他该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增长,在此情况下,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受阻,减缓了最优技术/产业结构的升级。政府可能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一个长期在职保姆,照顾永远不会成熟的、体弱多病的幼稚产业,而不是充当健康的新兴产业的助产士。可能出现的寻租文化,将进一步固化保护网,使以后的改革更加困难。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让国内企业定位于开发一国的比较优势,可能听起来合理,但却略显过时。与Michael Porter(1990)在过去20年里推广的“竞争优势”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有什么不同呢?在“竞争优势”战略的文献中,竞争优势的四个主要来源是:
能很好地利用国内丰裕要素的部门/产业;
庞大的国内市场,使企业能实现规模化;
产业集群;
充满活力的国内竞争,以促进效率和生产率增长。
但在我看来,这些要求是可以简化的。首先,考虑国内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它通常会无法参与竞争,因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将需要保护。产业集群也将难以建立和维持,因为除非政府给予补贴和保护,否则企业不会进入这个行业。然而,政府没有能力同时为一个行业的众多企业提供补贴和保护,以形成一个产业集群。而如果一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就不需要巨大的国内市场,因为产业和企业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因此,这四个方面的要求主要可以归结为一个处方:利用你的比较优势。
结束语
我很高兴能与我的朋友兼同事夏准展开此次交流。我们都深切关注人们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源和如何减少贫困的理解,而且我们都审慎考虑过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东亚经济增长的成功。毫无疑问,我们在贸易和产业政策方面得出的结论是有差异的,但明确的是,我们都没有质疑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也许这是因为,在我们最深入了解的国家——中国和韩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一个有能力的、大体上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问题是要确定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中,政府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我对这些案例的理解是,虽然它们采取了积极措施,加快产业升级,但使得这些经济取得成功的主要要素,是一个可以让比较优势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获得有效利用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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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准
很高兴能与林毅夫辩论这个问题,他学术兴趣极其广泛,其理论立场坚定地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却从来不是教条式的。
在他的开篇论文中,毅夫阐述了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性。这在现今强调静态分配效率的主流发展经济学中往往被忽视;因此毅夫对产业升级的重视确实很受欢迎。
最重要的是,毅夫还阐述了国家干预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因为在新的科技知识的供给中存在着重要的市场失灵,比如创新者尝试新事物而产生的外部性,以及不同投入要素市场间的协调失灵(例如,教育、金融、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毅夫还正确地警告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他还指出:“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而不去解决市场失灵的国家,即使有成功的数量也很少;而政府有效主导的国家取得快速增长的例子却很多。”
到此,我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观点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异。我们的主要区别是,毅夫相信国家干预虽然重要,但应该主要是促进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利用;而我则认为,比较优势虽然重要,却不过是一个基线,一个国家要想升级产业,就需要违背其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的概念最早由大卫·李嘉图提出,在经济学中是少数几个高于普通常识的概念之一(其他概念包括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和熊彼特的创新)。这一概念的妙处在于,它显示了一个即使在任何产业都没有绝对国际成本优势的国家,如何能通过专门从事其最不差的行业,而在国际贸易中获益。事实上,正是李嘉图的出色概念,吸引我进入经济学领域。而且,在其现有的禀赋下,作为寻找最大化一国当前消费机会的最好方式的指南,我们无法比这做得更好。
众所周知,这个理论,尤其是毅夫所使用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eckscher-Ohlin-Samuelson,HOS)版本,是基于一些严格假设的。当然,所有理论都有假设,因此理论本身有一些严格的假设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批评点。但是,我们仍然需要问,模型设定的特定假设对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来说是否适当。我的观点是,虽然当我们关注短期配置效率时(即当我们要研究一个国家是否能最大效率地利用其给定资源时),HOS理论所做出的假设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若我们关注于中期调整和长期发展,这些假设就是不能接受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期调整的问题。HOS理论的主要假设之一,是(在每个国家内的)生产要素的完全流动性。在此假设下,没有人会因为由外部冲击引起的贸易格局的变化而遭受损失。因此,如果一家钢铁厂关闭,假设是因为政府减少了对钢铁产品征收的关税,该行业原先使用的资源(工人、建筑、高炉)会被另一个已经变得相对更有利可图的行业(比如计算机行业)所吸收(以相同或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因而有更高的回报)。在此过程中大家都没有损失。
然而,在现实中,生产要素的物理性能往往是固定的。一个倒闭的钢铁厂的高炉不能被重新改造成计算机行业需要的机器。钢铁工人也没有适合计算机行业的技能:除非他们接受再培训,否则他们将继续失业;充其量,他们最终能找到低技能工作,而他们现有的技能则会被完全浪费。换句话说,即使整个国家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即使在短期内这也并不是总能发生),流动性较低甚至没有流动性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也将因此而遭受损失,除非有专门的补偿。这就是为什么贸易自由化产生了这么多的“输家”,尽管HOS理论的预言与此不一致。
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因其补偿机制即使有也很弱。在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作为一种机制,通过失业救济金、医疗和教育保障甚至最低收入保障等方式,来部分补偿贸易调整过程中的受损者。在一些国家,如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还有为失业工人制订的高效再培训计划。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种机制非常薄弱,往往几乎不存在。因此,在这些国家,贸易调整的受害者甚至连部分补偿都得不到,虽然他们对社会的其他群体已经做出了牺牲。
如果生产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使HOS理论不足以分析中期调整,那么其有关技术的假设则使其尤其不适合分析长期经济发展。
HOS模型的假设是,对生产某种特定的产品来说,只有一种最好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有相同的能力来使用该技术。因此,在HOS理论中,如果厄瓜多尔不应该生产宝马车,不是因为它不能生产,而是因为这样做有太高的机会成本,因为生产宝马将使用太多其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本。
然而,这恰好把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的最关键的因素给假设没了,这就是各国开发和利用技术的不同能力,或所谓的“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最终的结果是,富国富有,穷国贫穷,是因为前者可以使用并开发技术,而后者不会使用技术,更不用说开发了。
此外,获得更高技术能力的过程的本质,是一个试图赶上技术更先进国家的国家,需要建立和保护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国家不能等到它积累了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本时,再进入更先进的、更密集使用物质和人力资本的行业吗?
不幸的是,该国不能完全这样做。要素积累的发生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资本”或“劳动”这样的东西,能让一国积累并配置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资本积累是以一定的具体形式进行的,如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机床、高炉、纺织机器。这意味着,即使一个国家已经拥有了汽车行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比,如果它的资本是以纺织机器等形式积累的,它也不能进入汽车行业。同样,即使一个国家积累的人力资本多于进入汽车行业的需要,如果所有的工程师和工人接受的都是纺织行业的培训,它也不能开始汽车生产。
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技术能力是通过具体的生产经验积累的,并且其形式体现在组织惯例和制度记忆中的“集体知识”(collective knowledge)。即使一个国家拥有所有恰当的机器、工程师和工人(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他们仍然不能在一夜之间组合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因为他们实际上需要经过一个(可能非常冗长)的学习过程,才能获取所有必要的技术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不得不用近四十年之久的高关税保护其汽车产业,提供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并几乎禁止该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直到该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出于同样的原因,诺基亚集团的电子类子企业,在能赚取任何利润之前,不得不由它的姊妹企业交叉补贴了17年。从18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韩国,历史上有诸多这样的例子。
当然,毅夫说要避免过多地偏离比较优势,这是绝对正确的。比较优势的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指南,告诉我们国家为保护其幼稚产业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越偏离比较优势,在新产业获取技术能力所要付出的就越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毅夫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应遵循其比较优势。我说过,考虑到要素积累过程的性质和技术能力的建设,一个落后经济根本不可能在新产业中积累起技术能力,除非其违背比较优势,并在其拥有“正确的”要素禀赋之前就真正进入该产业。
鉴于此,一个好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可能倾向于认为,一个国家在决定进入一个新的产业之前,应该做一次成本—收益分析,权衡技术升级的成本和未来的预期回报,把比较优势作为一个测量基准。然而,这虽然符合逻辑,但最终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很难预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必要的技术能力,以及最终能带来多少“回报”。所以,不是说诺基亚在1960年进入电子行业是因为它能够清楚地计算出来它将需要花17年时间投资多少来发展电子产业(通过交叉补贴),随后将获得多大金额的巨大未来回报。诺基亚很可能并不认为它需要17年时间才能在电子产业获得利润,也不知道最终回报会有多大。在一个充满有限理性和根本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这就是创业决策的本质。换句话说,除非你真正进入并发展一个行业,否则是不可能知道国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掌握必要的技术能力,以变得具有国际竞争力。
在最一般的层面,毅夫和我有着相同的政策结论。我们同意,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我们同意,这不会纯粹通过市场力量发生,将需要政府干预。我们还一致同意,政府不应该推动经济偏离其目前的结构太远、太快。
不过,我们两人之间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在毅夫所使用的新古典主义比较优势理论中,生产要素流动性有限的问题被忽视了,导致贸易自由化的成本被系统性低估,因此需要良好的再分配机制。更重要的是,技术能力被该理论所忽略,而这正是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的东西。一旦我们认识到,很多技术能力是以产业专用的方式、通过实际生产经验而获得的,我们就开始领会到,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进入新的行业、升级产业结构,违背比较优势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保护的时长和强度可能非常大,正如丰田、诺基亚和其他无数成功幼稚产业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也内在地很难预测。
林毅夫
夏准很好地总结了我们意见一致的关键领域:政府在促进技术和产业升级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偏离一国的比较优势太远也有风险。我们的分歧在于如何界定“太远”——如何解释贸易模型和历史证据,以及如何低成本地促进技术学习。
调整成本和技术差别真的动摇了比较优势理论吗?
夏准认为,由于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实际上,即调整成本)和关于技术的简化假设,基于标准贸易模型的、反对保护幼稚产业的论点(如Baldwin,1969)并没有为政策提供良好的指导。显然,劳动力市场应对产业竞争力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是存在摩擦的,而有形资本往往也是产业专用的。工人从一个产业转移到另一个产业,或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都不是没有成本的,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少补偿输家。但在不动摇基本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情况下把调整成本引入标准的贸易模型,并不是一件难事(Mussa,1978)。此外,如果一个国家在现有产业中失去了比较优势,它的产业专用资本可以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重置到其他国家,这就是在东亚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出现过的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Akamatsu,1962)。
夏准的第二个论点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错误地假设,同样的技术能被所有国家的生产者所利用。然而,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要求各国拥有相同的技术。例如,李嘉图的原始比较优势模型就认识到,英格兰和葡萄牙用不同的技术生产葡萄酒和布。此外,理论模型本身就是一种简化;在实证贸易模型中,富国和穷国经常被认为使用不同的技术。由于信息和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甚至可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将精力集中在同行业的不同环节,分别使用不同的技术,生产不同的产品。以信息产业为例:高收入国家,如美国,专业进行产品/技术的开发;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专业进行芯片制造;而低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则专注于零部件的生产和最终产品的组装。
夏准正确地指出,在现实中,贸易自由化在过去20年中制造了很多输家。但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从许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这是它们的政府过去曾采用过的比较优势违背型(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CAD)战略的结果。以休克疗法的方式取消保护,导致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崩溃。但是,在自由化进程中,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开放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并逐步废止对CAD产业的保护,正如我在马歇尔讲座(Lin,2009)中所主张的,该国就可以在此过程中同时实现稳定和动态高速增长,从而取得帕累托改进。事实上,这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
从成功案例中,我们对技术升级可以学到什么?
夏准的论点的基础,是他和其他人对一些最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的研究。在这里,我将就韩国的案例做出评论,并对他所举的诺基亚的例子做一个简要说明。
一方面,很难争辩说,主动的产业和贸易政策大大阻碍了韩国的经济增长。该国确实以高贸易壁垒的方式保护了某些产业,并在某些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过去的40年里,韩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GDP增长率,而且,在向汽车和半导体等行业的产业升级中,韩国政府的表现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我们不应夸大韩国领先其自身比较优势的程度。例如在汽车产业,在其增长早期,韩国厂商主要集中于进口零部件组装——这在当时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且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样,在电子工业中,重心最初是家用电器,如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之后转移到存储芯片这一在信息产业中技术复杂性最低的区段上。韩国的技术升级一直很迅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如此,这要归功于韩国主要的产业部门遵循了当时的比较优势,并因此改变了其比较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韩国政府在管理被保护部门时,一直使这些部门服从市场约束,这使得韩国经济不可能大幅偏离其比较优势。从保护和补贴中受益的行业需要证明,在出口市场中它们的竞争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的。此外,政府努力确保韩国制造商能够以世界市场价格获得中间投入,例如,通过退税和免税计划,以及出口加工区。所以,韩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比较优势是重要的,成功的技术升级依赖于受到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世界价格影响的企业。有证据表明,韩国政府担当了一个因势利导型政府的角色,正如我在开场论述中所说的。
让我对诺基亚的例子做一点补充说明,我对诺基亚的例子的解释与夏准有所不同。诺基亚的技术升级——从木材企业到鞋类企业,到为飞利浦生产,然后成为自主品牌家用电子产品的制造商,并最终到手机生产——过程与芬兰物质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过程大致一致。芬兰政府的帮助是有远见的,但是,我对此的解释是,芬兰政府是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起到了因势利导作用。它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在手机行业的研发和竞争,创建了一个泛北欧移动网络(Ali-Yrkkö and Hermans,2004)。诺基亚从“干中学”中获得的经验非常宝贵,但这一战略的核心要素不是对国内市场的高度保护。诺基亚显然是利用在其他领域的利润交叉补贴其手机部门的发展。然而,以20世纪90年代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芬兰1970年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9600国际元,接近于同年德国10800国际元的水平(Maddison,2006)。诺基亚的决定与一个开放、竞争的高收入国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的技术/产业升级模型完全一致。
动态比较优势和幼稚产业保护是产业政策的合理依据吗?
最后,我们应谈谈夏准把贸易政策用于促进产业升级工具的理论基础问题。他的观点的基础是动态比较优势和幼稚产业保护的思想。然而,如果产业升级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一步步推进,学习成本就低于国家试图一次性大飞跃的情况。拿数学学习打一个比方。通常情况下,学生最开始学习代数,然后学微积分,再学实分析。相反,如果他一开始就学实分析,尽管他最终可能掌握它,但学习成本很可能比其他情况下高得多。同样,如果一家企业从制造自行车开始,然后学习制造摩托车,并最终转向制造汽车,总的学习成本可能会大大低于它直接从高效汽车生产开始的情形。
如果政府试图为在20多年后才有自生能力的部门提供保护或激励措施,这将不可避免地要从当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抽取资源。这将减少它们所赚取的剩余,并因此将减缓资本积累以及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升级,使得幼稚产业处于幼稚状态的时间更长(Baldwin,1969;Saure,2007)。
此外,过度保护有制度化寻租文化的风险。鉴于制度和治理的质量对发展十分重要,在治理不善的情况下,保护的间接影响甚至可能比其直接影响更有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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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准
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理论传统,毅夫和我在产业升级分析的一般框架上意见却是一致的。但我们之间也有分歧。虽然我们可能都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仅仅把它看做一条“基线”,而毅夫认为,如果不能完全遵循,也应该非常严格地坚持该原则。我们都认同调整成本和技术学习的重要性,但我们在它们的重要性上有不同的观点,并且我们的分析方法也不一样。
然而,这些差异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想通一些细节并增进我们的知识,而不是导致那些毫无意义的争吵。
首先,关于调整成本。毅夫说,这些成本是可以(且在一些情况下已经被)纳入到主流贸易模型中的,这点是正确的。但我的问题是:如果调整成本是重要的,那为什么在实践中它们被主流经济学家如此忽视?他们一直在推荐贸易自由化,即使关注调整成本,也只是持敷衍的态度。说调整成本可以被纳入到主流模型中是不够的。主流阵营中的学术领袖,像毅夫,应该鼓励人们先做这些事情,再将分析结果充分运用到设计贸易政策改革中去。这同样适用于相同技术的假设。如果不假设相同技术更好(正如毅夫隐含认为的那样),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使用比较优势的HOS版本,而不是技术差异决定不同国家比较优势的李嘉图版本?
至于毅夫的观点——在调整过程中产业专用性资产不会完全失去其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我感谢他提醒我这一要点。然而,这主要适用于物质资产,而且只在有限范围内。并非所有的物质资产都可以运往国外,其中许多都需要互补性资产和技能,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此外,有特定技能的工人(或人力资本,如果你倾向于这样说)不能转移到“雁阵上的下一个国家”,除了数量有限的技术人员可能会被邀请为新东道国的工厂提供建议。对于工人来说,知道他们过去工作时使用过的物质资产会在被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保留它们的部分价值,并不能起到安慰作用。更糟的是,与物质资产的所有者相比,工人的资产通常更少,且资产的多样性更差(即使包括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本),所以相比之下,他们在应对调整所带来的后果方面能力更弱,即使他们与资本拥有者受到的冲击(按比例计算)是大小相同的。
由此可以看出,毅夫的“雁阵”观点并没有降低将调整成本纳入贸易政策设计的必要性。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它实际上强调了,需要为拥有特定技能的工人提供更好的补偿方案(例如,对再培训计划提供资助)。
毅夫认为,过去20年的贸易自由化产生了许多输家,“因为这些国家从许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的行业开始”,这正是源于过去错误的政策。事实可能经常(但并不总)是这样,但这并不能证实在过去20年中进行贸易自由化的方式的正确性。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已经偏离了其比较优势“太远”,审慎的行动方针将是不要试图使贸易自由化过多过快,否则调整成本将会非常高。
用错误改正不了错误。
这自然使我想到了毅夫的第二个论点——如何确定一个国家应偏离比较优势多少?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用韩国和芬兰的例子,他认为,这些国家的成功是因为它们并没有过多地偏离自己的比较优势。他认为,韩国沿着国际劳动分工的“阶梯”上移时,步伐较小(如果也较快的话),这是正确的。虽然我不完全同意对产业升级特征的这一描述(例如,转移到如钢铁、造船等行业就是大跨越,几乎没有“中间”的步骤),我也同意,过大的跨越可能会导致过多的学习成本。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可以假设,在一个经济偏离其比较优势的程度与该经济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某种倒U形关系。如果偏离太少,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其长期增长会由于没有升级而放缓。因此,截止到一个点之前,对比较优势的偏离越大,增长率也将越高。过了这一点后,保护的负面影响(例如,过多的学习成本、寻租)可能会超过“幼稚”产业带来的生产率增长的加速,导致整体上的负增长。
我认为毅夫可能会同意上述看待问题的方式。然而,在实施这一想法上,我们两个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就是以下问题:“(偏离比较优势)多少才算太多?”(或者,倒U形曲线的顶点在哪里?)
以芬兰为例,毅夫说,诺基亚进军电子行业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芬兰已经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国家,人均收入(以国际元计)在1970年只比德国低13%(9577元对10839元)。然而,相关年度不是1970年,而是1960年。这一年,诺基亚的电子子企业成立,而在这一年,芬兰与德国的收入差距要大得多,为23%(7705元对6230元)。[26]不管怎样,这些数据是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往往会夸大一个较贫穷国家的收入。购买力平价数据在我们对衡量相对生活水平感兴趣时是可取的,但如果我们对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感兴趣,当前的美元数据,而不是购买力平价数据,将是更适合使用的数据。
如果我们使用当期的美元,图景将变得相当不同。[27]1960年,芬兰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41%(1172美元对2881美元),而美国当时在电子产业和整体上都处于世界前沿。这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严格坚持比较优势的例子。如果芬兰关于诺基亚的决定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错误”,那么日本呢?1961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9%(563美元对2934美元),但日本那时正保护和推动着各种“错误”的产业——汽车、钢铁、造船等。
韩国的例子更为明显。韩国(当时)的国有钢铁厂,成立于1968年的浦项钢铁,于1972年开始生产,当时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5%(322美元对5838美元)。[28]更糟的是,在同一年,韩国决定进一步偏离其比较优势,推行其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化和化学工业化计划,推动造船、(国内设计的)汽车、机械和许多其他“错误”的产业发展。即使在1983年年底,当三星决定设计自己的半导体产品时,韩国的收入也只有美国的14%(2118美元对15008美元)。这听起来像毅夫所说的 “比较优势遵循型”战略吗?
毅夫的论证中更深一层的困境是,在所有这些违背比较优势的例子中,市场给了芬兰、日本和韩国不应该推进这些产业的明确信号;这些产业中的所有企业都遭受了亏损或仅仅赚取账面上的利润,这还是只因为它们受到了同一企业集团中的盈利企业和/或政府(通过直接补贴和间接的保护、进入限制)的补贴。但是,如果毅夫认为,诺基亚的经历“与处于开放的、竞争的高收入国家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的技术/产业升级模型一致”,那他是不是在说,市场信号不应被认真对待?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除了考察相关企业的利润和亏损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遵循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呢?
我认为,归根到底,毅夫和我的意见实际上是一致的。我们同意,各国应偏离比较优势来提升自己的经济,虽然毅夫认为,这种偏离应该是相当小的,而我认为它可以较大。然而,因为毅夫太忠实于新古典经济学,他不得不说,一个收入水平只有前沿国家5%的国家进入资本最密集的产业之一(韩国和钢铁产业)与比较优势理论是一致的。一旦毅夫将自己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的辩论将会更像是两个木匠,在应该用什么样的铰链和门把手来组装成一个新橱柜上,产生了友好的分歧,而在基本设计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林毅夫
我很享受这个广泛深入的交流过程,它凸显了我们之间的分歧,也找到了我们的一致点。为了回复夏准的最新意见,集中在以下两点上是很有用的:产业升级的动态特征和政府在其中的推动作用。
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的产业升级
首先,让我重申,创新是产业升级和发展所必需的,并且政府应该支持这种创新,因为这种创新会产生正的外部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用夏准和其他人的比喻来说,攀登科技的阶梯是艰难的工作。在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对前沿产业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支持——直接的支持包括授予新发明的专利,有时也通过给予国防合同的方式;间接支持包括支持大学的基础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会溢出到产品开发,惠及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和产业。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许多是处于技术前沿内部的创新,这种创新会涉及类似的风险和外部性,因此公共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取的和合理的。审慎的补贴不仅与因势利导型政府的角色是一致的,甚至就是这种观点的应有之意。但是,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用于弥补创新型企业外部性的补贴,将小于对违背比较优势而需要保护才能存活的企业的补贴。
其次,经济中的产业升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虽然政府需要帮助先驱企业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但它们的升级是基于以下事实:该经济已经成功地利用了其现有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比较优势的转移。当韩国政府在1968年创办其世界级的国有浦项钢铁公司(用夏准的例子)时,这项投资是建立在成功地发展了服装、胶合板、假发、鞋类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基础之上的。有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功,韩国积累了资本,其要素禀赋的资本密集度增加,从比较优势遵循型战略的角度来看,让几家企业升级进入更加资本密集的产业就有了必要性。
“雁阵”的比喻在国内背景以及国际背景中都是有用的:当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遵循其比较优势时,其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会动态地变化。有些企业需要扮演“领头雁”的角色,率先升级进入新产业。这似乎是夏准和我之间有分歧的一个领域:我把领头雁看做动态过程中一个小而重要的楔子,而他则认为它是在一个经济中数量较大的部分,进行着大的离散性技术跨越。数量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本质的差异。当领头雁是动态过程中的一个小楔子时,经济的性质与自身的比较优势相一致。与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的比较优势违背型战略中的升级不同,给领头雁的补贴大多源于企业内部的利润,这些利润来自竞争市场上的其他产品业务,如三星和诺基亚的例子。
再次,全球技术前沿不断地向外推进。诸如钢铁生产和造船行业,在19世纪是全球最先进的工业,但到了20世纪中叶,它们不再位于这一领先地位。与航空、信息和重化工业品等新行业相比,它们的技术已趋于成熟。这些成熟产业的投资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需要大量资金,但其资本密集度仍比新兴产业低得多。因此,并不奇怪,对于一个拥有不发达金融部门的经济体,如果在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动员大量资金的困难,这些行业在已实现或接近低中等收入的国家中是有自生能力的。正如夏准指出的,当韩国成立浦项钢铁的时候,其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5.5%。我还想指出的是,中国在2000年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者,当时其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大约2.5%。[29]韩国和中国能够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获得钢铁行业的成功,是因为钢铁生产已成为全球产业谱中一个成熟的和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低的产业。
相关的一点是,在一些产业内部,某些环节可能比其他环节更适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包括各种不同阶段——产品研发、设计、复杂部件的生产、简单部件的生产,以及组装,不同环节具有不同的要素要求,并符合不同的比较优势。国家也因此以雁阵模式,动态地衡量着行业内各个环节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度。三星1983年进入64千比特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芯片的开发,当时在微芯片技术谱中它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并且利用来自美国镁光和日本夏普的专利技术进行生产,此时消费类电子产品已经成功运行了15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1983年成功进入了微芯片领域,三星到现在还没有进入更复杂、更先进的CPU芯片领域,却一直保持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成功运作。
促进比较优势的发挥,兼顾两端:理想与现实
总结我在这次交流中的论点,我要重申的是,比较优势遵循型方法在本质上是动态的,而政府在这一进程中应发挥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务实地利用现有的、嵌入在一国的比较优势领域中的机会,当那些领域的比较优势被充分利用后,同时也要认识到产业升级的潜力。产业升级是一项涉及风险和外部性的创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从而需要政府发挥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赔偿等渠道,来发挥这些作用,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讨论的。
尽管受到了夏准修辞上的嘲弄,但新古典经济学对这一切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制约因素。它很灵活,足以用模型分析外部性、动态性和协调失灵这些让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要素;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判断政府是否支持了过于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没有前者,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缺乏应有的智慧去抓住发展优势产业的机遇,并为可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后者,如历史记录所强调的,政府可能会犯下许多代价高昂的错误,最著名的就是为大规模、不切实际、不可持续的比较优势违背型项目和产业提供资金。通过促进国内企业能够在其中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升级,政府可以采取可得到最大社会回报的干预方式。
张夏准
正如此次交流所显示的,毅夫和我在很多事情上有同样的观点。我们都认识到,“攀登阶梯”是一个艰难的跋涉,涉及比“矫正价格”更多的东西。它需要英明的产业政策、组织建设,以及通过研发、培训和生产经验积累技术能力等一系列努力。我们同意,在攀登阶梯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可以在产业政策的帮助下跳过一些梯级,但如果它试图跳太多的梯级,它可能会滑落、倒下,甚至死亡。毅夫所说,我也同意的比较优势原理,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固有的”登梯能力,从而帮助我们看到试图跳过一定数量的梯级有多大的风险。
但是,我们有一些重要的分歧。
毅夫强调,新古典经济学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使我们能够处理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复杂问题。我认为这还不够。
我同意,新古典经济学比许多批评者通常所认为的要灵活得多,它可以证明大多数类型的国家干预的合理性,甚至包括相当“非正统”的国家干预。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Oskar Lange曾试图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合理性。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和个人主义基础,限制了它分析技术学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集体性的能力,而这种不确定性和集体性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强调有限理性、根本上的不确定性(而不只是可计算的风险)和集体知识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产业升级的进程将是混乱的。要想一国紧密遵循市场信号,并在其具有合适的要素禀赋时进入一个产业,就像毅夫主张的那种平稳的比较优势遵循型战略中会发生的那样,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如果要实现产业升级,可能需要创建、保护、补贴和培植前景不明朗的企业,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实际上,我与毅夫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比较优势何种程度的偏离在我们看来才是明智的。毅夫认为,攀登阶梯时对梯级的跳跃应非常小(以他的话来说,是“比较优势遵循型”的),但我相信跳跃可以而且有时不得不大一些(以他的话来说,是“比较优势违背型”的)。当然,这种尝试也有可能不会成功,但这是探索任何新活动时的自然现象,无论是纯粹的私人活动还是有国家的帮助。
毅夫正确地指出,韩国对如钢铁、造船和微芯片等行业的进入并没有它们第一眼看起来的那么突然。韩国进入这些行业的时候,钢铁、造船等技术已成熟,虽然我不确定那是否必然意味着资本密集度较低,如毅夫假设的;技术成熟会增加资本密集度,原因是资本品的技术含量更大,它也可能会降低资本密集度,原因是相关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会降低。即使在芯片生产方面这一韩国进入的区段,即DRAM芯片,在技术上是(现在仍然是)最简单的。
然而,所有这些仍然不意味着韩国进入这些产业是遵循比较优势的。首先,不管技术成熟与否,事实依然是,像钢铁这样的产业对当时的韩国(或者,就这个问题来说,今天的中国)来说仍过于资本密集了。更有趣的是,韩国在钢铁上的成功要特别归功于如下事实:它专门追求最先进和资本最密集型的技术(从新日铁购买),从而获得了最大的规模经济。
最重要的是,市场提供了明确信号,表明这些是不该进入的“错误”产业,如使生产者出现亏损,或迫使政府或相关企业集团通过保护和补贴来为它们制造“人造”利润。我不认为任何版本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会认为保护一个产业长达40年(如日本和韩国的汽车)或交叉补贴一个亏损的子企业17年(诺基亚)是合理的。
我从这次与毅夫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术传统,但我们进行了一次诚恳且非常有成果的辩论,讨论中没有任何不愉快或狭隘的感觉。我希望在《发展研究评论》和其他地方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
[1] 塞莱斯汀(Célestin Monga),喀麦隆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高级顾问。他在世界银行13年的职业生涯中,在实际工作部门和研究部门都工作过。他也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理事会成员(斯隆理事),并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和法国波尔多大学任教。
[2] 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世界股市的市值2008年跌了一半——大约32万亿美元。2008年美国家庭损失的财富大约是11万亿美元(金融资产损失8.5万亿美元,住房资产损失2.5万亿美元),英国大约1.5万亿美元(金融资产0.6万亿美元,住房资产0.9万亿美元)。这么大的损失对消费和储蓄具有很大的财富效应。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工业生产急剧下滑,1929年以来世界贸易在2009年首次下降。资料来源:Global Stability Reports,IMF Survey Magazine,June 24,2009。
[3] 全球金融危机前,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25美元这一国际贫困线的人口有14亿。把国别增长预测应用于调查数据并加总,世界银行的专家计算得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低于这一国际贫困线的人口将增加5000万,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的人口将增加5700万。按照目前对2010年的预测,金融危机将有进一步的影响,到2010年,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25美元的人口将累计增加6400万,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的人口将累计增加7600万。
[4] 该报告于2008年发布,题目是《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该委员会由20位资深的政策制定者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和Robert Solow)组成。这一研究工作得到了澳大利亚、瑞典、荷兰、英国四国政府,威廉和弗洛拉·休莱特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集团的支持。
[5] Maddison (2007),也可参见《世界经济千年统计》(http://www.ggdc.net/maddison/)。“西方附属国”(Western offshoots)是Maddison (2001)使用的一个术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
[6] 条件收敛是索洛斯旺模型的一个主要特点。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在这一模型中,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态水平决定于各国的以下特点: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函数的位置。最近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许多其他因国而异的变量也应被考虑进来,比如政府政策和初始人力资本存量。
[7] Cass (1965)和Koopmans (1965) 版本的新古典模型建立在Remsey对消费最优化分析的基础上,试图研究储蓄率的内生决定问题。尽管这些研究有助于得到条件收敛,但依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决定于外生技术进步的问题。
[8] 参见Becker (1992),Heckman (2006)和Lucas (2004)。
[9]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发展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的很多其他分支学科中也出现了。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之后,就现有的主流模型及其政策建议的适用性,在经济学家之间出现了热烈的讨论。例如,可以参见Blanchflower (2009),Krugman (2009)或Stiglitz (2009)。就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和政策问题的争论的评价,参见Deaton (2009)和Ravallion (2009)。
[10] 从1970年到1990年,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比例增加了大约5倍。参见Pritchett (1997)。
[11] 这是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以及Baumol (1986)表达的观点。Prescott (1999)甚至更为乐观,他认为,持续发散是不可能的,世界收入的分配最终将收敛。
[12] 正如Zagha等(2006)指出的:“尽管改革有助于实现效率增进,但不能把经济置于持续增长的轨道,除非改革同时加强了生产激励、解决了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这些影响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的因素。” Pritchett (2006)建议经济学家不要继续寻找单一的增长理论,而是针对各国的国情发展一系列增长和转型理论。
[13] 用于甄别增长的紧约束的方法依赖于影子价格。即使在影子价格可以广泛得到的国家,也不清楚是否能够准确甄别每个国家最需要的进展在哪个领域。例如,对于一个技术和人力资本存在互补关系的低收入国家,可以构造一个简单的增长模型;在这样一个国家,教育和技术的回报都会比较低,因为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都较低。仅考虑影子价格、忽视国别比较就会给出不需要提高教育水平、鼓励技术采用的建议。
[14] 参见Banerjee and Dufflo (2005)。Bourguignon (2006) 就此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
[15] 随机控制试验的批评者指出如下事实:它们的出发点往往不是对一个特定的方法如何能够填补最需要填补的知识空白做出明确的战略评估。参见Ravallion (2009)。
[16] 这些以前的研究包括:East Asian Miracle(1993),Growth in the 1990's(2005),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on 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等等。
[17] 该委员会组织其研究工作的方式也很特别:首先,确定他们认为对于增长和发展重要的主题和问题。然后,他们邀请世界知名的学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撰写文章,探讨关于这些主题和问题的现有知识;这些文章在若干研讨会中进行评估和讨论。一个与学者和委员会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工作小组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些文章进行审阅和评论。这个工作小组还通过审阅中期报告和提供评论来协助委员会主席起草最终报告的工作。
[18] 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
[19] 由于持续如此长时期这么高的增长率在20世纪后半期之前从未出现过,作者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可以被称为是对“经济奇迹”的一份报告,只是他们认为这个术语在这里不完全恰当:跟奇迹不一样的是,持续高速增长是可以被解释的,也是可以被重复的。
[20] 说一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指的是本国产业满足如下4个条件的情形:(1) 它们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而且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2) 它们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3) 每个产业构成一个集群;(4) 每个产业的国际市场是竞争性的(Porter,1990)。说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指的是如下情形:它生产一种产品或服务的机会成本比竞争者低。这一条件的基础是该国在任一给定时刻在生产那种产品或服务方面拥有由其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Lin,2010)。
Porter列出的竞争优势的第一个条件假定了这些产业应该符合该经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第三个和第四个条件也仅在其产业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才成立。因此,这四个条件可以被简化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条件: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规模。在这两个条件之间,比较优势最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产业符合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的产品就会拥有全球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都很小的原因所在(Lin and Ren,2007)。
[21] 我们对发展战略的定义跟Rodrik (2005)一样,指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取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目的是实现向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趋近。
[22] 可出口的制造业产品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它们使得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后发者能选择跟发达国家相比它们具有低工资和其他竞争优势的产业。
[23] 这是《发展政策评论》杂志一个系列讨论会的第一场讨论稿。该系列讨论会的目的是探讨国际发展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每场辩论的参与者是两位著名的研究人员或从业者,给他们机会在三轮的讨论中检验和挑战对方的观点。按照该讨论会的设想,发言应当是稳健有力的,且易于理解,还应该植根于严谨的研究,同时也能对《发展政策评论》的广大读者有所帮助。
张夏准是剑桥大学经济学院发展政治经济学专业的高级讲师。他的著作有: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2002);Bad Samaritans:Rich Nations,Poor Policies,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Random House,2007);等等。
[24] 改编自“Should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Defy It?A Debate Between Justin Lin and Ha-Joon Chang,”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7 (5),August 2009 (DOI:10.111/J.1467-7679.2009.00456.X)。© 2009 Justin Lin,Ha-Joon Chang.
2009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经John Wiley and Sons / Blackwell Publishing许可重印。
[25] 请注意,这是一个与过去经常提到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协调作用所不同的说法。“大推进”(big push)理论强调,如果每一个潜在企业的生存能力都取决于来自另一家尚不存在的企业的投入,那么这样的潜在企业就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理论上可以利用能导致上游和下游企业同时出现的“大推进”,来推动经济达到一个福利水平更高的均衡(Rosenstein-Rodan,1961;Murphy et al.,1989)。但是不断变化的全球条件使得传统的大推进理论退出了人们的关注范围。近几十年来,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下降,导致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仅生产最终产品的某些部分。
[26] 所有的购买力平价收入数据都来自Maddison(2006:Tables 1-c,欧洲,2-c,美国,5-c,韩国)。
[27] 所有的当期美元收入数据都来自http://www.nationmaster.com/red/graph/eco_gdp_percapeconomy-gdp-per-capita,其中使用了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据。
[28] 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收入也只有美国的16%(2561美元对15944美元)。
[29] 在这里,我使用了夏准基于市场汇率的比较方法,但是在我看来,购买力平价收入是更为合适的比较基础。尽管市场汇率支配着国际贸易,但购买力平价数据是经济发展和产能水平的更好指标,因此对产业升级的讨论更合适。
3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作用
与塞莱斯汀·孟加合作[1]
引言
近来发生的全球危机是自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迫使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反思他们之前所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个不是由它们自己造成的金融和经济动荡的环境下,前方的道路看起来困难重重。由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复苏非常缓慢,加上此次危机使各国付出了沉重代价,发展中国家将被迫面对一个对其出口和融资条件更加不利的全球环境。然而,为继续应对贫困问题的巨大挑战并实现经济收敛,发展中国家必须回到危机前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路径。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以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经济学著述的一大主题。市场机制在为基本生产要素估值、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和适当的激励机制以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这些方面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现代经济增长——一个相当新的现象(Maddison,2001)——是一个持续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各类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这些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提供了企业发展和财富创造的环境)不断改善的过程(Kuznets,1966)。
无论是像西欧和北美这样的老牌工业强国,还是像东亚这样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它们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家实现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帮助单个企业克服不可避免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时,政府都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事实上,现今的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政府仍扮演着这个角色。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虽然都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不幸的是大多数都失败了。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此种带有普遍性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一个好的行业选取标准,以找到适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的行业。事实上,政府倾向于选择那些过于先进但却与本国比较优势不相匹配的行业,这大体上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从“选优”的目标出发却以“选劣”的结果告终。[2]相比之下,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意无意地选取了一些特定国家的成熟行业,这些特定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本国相似,发展水平也未超越本国太多。上述国家的经验教训是一目了然的:为了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政府必须制定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从而新的产业一旦建立起来,便可迅速地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本文介绍了两种类型的政府干预之间的重要区别,从而拓宽了产业政策分析的范围。第一类政府干预的目的是为结构变化提供便利条件,方法是提供信息、补偿外部性以及协调“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3]的改善——私人部门要想以符合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的方式增长,“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改善就是必需的。第二类政府干预旨在保护本国选定的、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由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些企业及产业,这些产业或者过于先进,或者过于衰落从而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
本章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运转良好的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动态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简要地回顾了世界范围内早期工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经验教训,并分析了在当今发达经济体的结构变迁中政府所起的作用。这一部分还考察了各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的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多样化提供便利的各种政策干预措施,并分析了它们成败的原因。在新结构经济学(Lin,2010)的基础上,第四部分基于被称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新方法,为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了一个框架。第五部分给出了一些结论性的思考。
结构变迁,有效市场及因势利导型政府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被现代经济增长之谜所吸引,这个谜题是通过观察国家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发散过程而发现的。世界经济大约于1820年左右开始起飞(Maddison,2001)。自此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率基本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其高峰出现在所谓的“黄金时代”(即1950—1973年),增长率高达近3%。但是,这样的增长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是不均衡的。持续增长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现象首先发生在西欧、北美和日本,最近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和其他新兴的市场经济。不同国家间最初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异(从1870年到1990年,最富和最穷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比增长了五倍多)(Pritchett,1977)在最近几十年以来在一些国家集团之间有所减缓。随着收入分配两端差距的缩小,国家间似乎出现了“收敛俱乐部”现象(Evans,1996)。然而,许多最贫穷的国家仍然被排除在收敛过程之外,尤其是一些非洲国家。
现代增长理论尝试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发散路径做出解释。尽管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各异,理论界存在这样的共识: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生活水平的变化主要反映了资本积累率和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异。从增长核算角度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两大因素之间,“国家间生产率的差异是造成各国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相似地,生产率增长差异是各国收入增长率差异最重要的解释”(Howitt and Weill,2010:43—44)。在长期,生产率增长是与技术[4]和结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产出水平下利用更好的知识降低生产成本,并将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中去。[5]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多样化和收入增长加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Kuznets,1966;Maddison,2006)。[6]每个国家在任一给定的时间点拥有给定的要素禀赋。这些要素禀赋由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是国家用以分配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中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总预算约束。这些禀赋是可以随时间改变的。从理论上说,在原有禀赋里加入“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是有益的(Lin,2010)。[7]这些基础设施对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影响着交易成本以及投资的边际回报率。
在任意给定的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该国拥有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了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进而决定了最优产业结构(Ju et al.,2009)。拥有充裕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但资本稀缺的低收入国家在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类似地,拥有充裕资本要素和稀缺劳动力的高收入国家将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因此,使得一国最具有竞争力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为了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依据资本密集度来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距,而实现缩小这一差距的战略是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当企业选择进入与该国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采用与该国比较优势相符的技术时,经济是最具有竞争力的。这些企业将占有最大可能的市场份额,并以利润和工资的形式创造最大可能的经济剩余。因为它们具有竞争力,这些剩余的再投资可获得最高的回报。久而久之,经济体就可以积累起更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这个动态过程将形成良性循环:它使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升级,还将使该国在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品方面更有竞争力。
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发挥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发展过程中,只有在要素相对价格反映了要素相对充裕程度的情况下,企业才会依据本国的比较优势选择合适的产业和技术(Lin,2009;Lin and Chang,2009)。而这样的要素相对价格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体系中才会存在。因此,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有效的市场机制是经济按其比较优势发展的必要制度保障。
然而,尽管市场机制如此重要,由于以下所说的信息、协调和外部性方面的原因,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仍应积极主动发挥作用,为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提供便利。
首先,做出升级和多样化的决定从来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一个先驱企业可能因为新产业缺乏互补的生产要素或足够的基础设施而失败,又或者仅仅是因为目标产业与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不相符而不能成功。因此,产业升级和经济多样化可能更像是一个高代价的“试错”(trial and error)练习,即使这个试错练习具有后发优势(Hausmann and Rodrik,2003)。为了在竞争性市场上取得成功,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需要如下信息:处于全球产业前沿内的哪些产业与本国的潜在比较优势相符。
信息具有与公共品一样的性质。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成本是巨大的。然而,信息一旦形成,允许一个企业分享既得信息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政府可通过投资于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将有关新兴产业的信息免费提供给企业等方式来给企业提供便利。另外,新产业的选择还可能以路径依赖的方式,通过特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来塑造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当然在分析这些信息并将信息告知公众方面,政府肯定比各个私营企业做得更好。
其次,技术创新、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通常伴随着对企业资本和技能的要求的变化,也伴随着市场范围和它们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变化,而后者是由在此过程中生产活动所体现的演进性质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产业升级和多样化通常伴随着对软硬基础设施的要求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从农业到制造业、从简单制造业到高级制造业的变迁,一国的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越来越大,对运输和电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单个企业无力内部化这些设施的提供,也难以统筹不同部门间企业的协作来满足这些持续增长的需求。[8]即使一些大企业愿意为该国的公路或电网建设提供资金,为确保一致性、效率,并防止随着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自然垄断,政府协调也是必要的。在低收入国家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制造业中,除了硬件基础设施之外,企业不需要劳动力有多么熟练、融资和市场体系有多么成熟。但是,当经济发展到现代制造业的阶段,就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一次性设备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流动资本和出口融资,以及新的市场规划。然而,很多单个企业通常无力内部化所需的软件基础设施的变化。这就又需要政府来提供或者协调这些经济部门的变化,从而为单个企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提供便利。[9]
最后,创新是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进程的基础,但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即便政府愿意并能够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协调来帮助企业,仍不能够保证企业一定成功。企业可能因为目标产业太过先进,或市场太小,又或是协调不足而失败。但即使这些失败的案例也给其他企业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表明了该目标产业是不合适的,应重新审视。因此,先驱企业付出了失败的代价,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而如果它们成功了,那么它们的经历更是向其他企业提供了信息外部性,证明新产业与经济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进而激励更多新企业进入该产业。[10]
随着大量新企业的进入,先驱企业可能享有的租金就会被消除。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成为先驱企业的动力是被抑制的,因为失败的成本太高,而成功的优势有限,二者是不对称的。除非能对先驱企业所创造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否则鲜有企业有动力去成为先驱企业。最终,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经济增长的步伐就会受到阻碍(Aghion,2009;Romer,1990)。在处于全球产业前沿的发达国家中,成功的先行者通常被授予专利,使之在一段时间内享有创新所带来的垄断租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新产业很可能是处于全球产业前沿之内的一个成熟产业。从而先驱企业难以因为先进入新产业而获得专利。因此,政府对甘愿冒险进入新产业的先驱企业做出一些直接资助就是正当合理的。[11]
发达国家的产业处于全球前沿上,其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依赖于自身通过试错过程所创造的新知识。相比之下,处于赶超过程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产业前沿内部,具有后发优势。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和产业理念来进行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这种获得创新的方法比发达国家企业所用方法成本更低,风险更小(Krugman,1979)。[12]因此,在一个致力于建设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中,如果企业知道如何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而且政府积极主动地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过程中提供信息、协调和外部性补偿,那么该国的增长速度就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达到与高收入国家趋近的目标(Lin,2009)。实际上,18世纪前的英国,19世纪的德国、法国和美国,20世纪的北欧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其他东亚经济体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Amsden,1989;Chang,2003;Gerschenkron,1962;Wade,1990)。
选优还是选劣:历史教训
在经济史学家中有这样一个广泛的共识:政府在促进结构变迁并维持该变迁在发达国家的持续性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除了二战后一些成功的案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未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因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历史上的和当代的关于政府干预的经历,并从多数失败和少数成功的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
发达经济体中政府在结构变迁中的作用
有充分的历史证据表明,当今最发达的经济体都曾经严重依赖于政府干预来启动和推进其经济起飞和赶超的过程。政府干预使得它们得以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并在长期内维持增长的势头。就导致西方世界早期经济转型的贸易和产业政策,List(1841)做过一个著名的调查。在这一调查报告中,他列举了政府用于保护国内产业或支持特定产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工具,其中许多产业取得了成功,并为民族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石。[13]
类似地,张夏准(2003)回顾了当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自身的产业革命时期(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开始,到1914年一战爆发结束)经济发展的状况。他记载了使得这些国家完成其追赶战略的各种政府干预模式。传统观点常常强调将西方工业的成功归功于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政策,但历史证据表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技术政策的运用是这些国家成功完成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这些政策包括频繁使用进口关税乃至进口禁令来保护幼稚产业,以及通过垄断授权、政府工厂的廉价原料供给、各项补助、公私合营、直接政府投资等促进产业发展,这些情况在英国和美国更甚(Trebilcok,1981)。所有试图赶上英国的欧洲国家都曾采取了技术政策。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期,具备新知识的熟练工人的流动是技术转移的主要渠道。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例如法国,试图从英国大规模地获得熟练工人,但是从1719年开始,英国政府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禁止熟练工人移民。[14]当新技术开始体现在机器本身之上时,机器也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法律,禁止“工具和器具”的出口。
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都支持对外国技术的获取,“有时候通过资助考察团和学徒实习等合法手段,有时候通过非法措施,包括支持工业间谍活动、走私违禁机械,以及拒绝承认外国专利”(Chang,2003:18)。例如,在德国(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吞并了西里西亚的工业强省,推动了钢铁和亚麻工业的发展。随后,诸如炼铁、焦炭炉和蒸汽机等先进技术便从更成功的国家进口进来(Kindleberger,1978)。
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政府采取了多种干预方式。在日本,政府在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等部门开办了许多工厂(“试验工厂”),大多数工厂随后被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了私人部门,政府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补贴。这项措施有助于启动日本工业化和多样化的进程。虽然官办企业表现不佳[15],但是其中的许多失败案例却催生了民办企业。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16],充满活力的纺织业从国有企业惨淡经营的失败中兴起,这曾经是一个最为著名的案例。私人企业的成功,是因为它们学习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引进了各种工艺创新,用廉价的劳动力取代了昂贵的设备,这是符合当时日本的比较优势的(Otsuka et al.,1988)。[17]
发达国家政府继续采取各种措施来支持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虽然这些政策可能不会被贴上正式的“产业政策”的标签。除了产业中性的专利制度,其他此类措施通常包括支持基础研究、授权、国防合同和大型公共采购。地方政府同样向私人企业提供各式各样的激励政策,吸引它们到特定的地理区域去,并产生新的投资。所有这些措施的采用,需要确定具体的产业、产品和金额,以达到“选优”的目的。
美国是最好的例子。美国政府持续地向私人企业和学术机构提供强有力的激励,使之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探寻宝贵的新思路,并将这些思路去竞争化——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进行了主要经济部门如交通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为教育和培训提供资金支持,为各产业建立起技能基础。这些政策一般通过提供研发补贴来完成,也通过授予专利权和版权来完成。例如,先进技术计划(The 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于1990年开始实施,对于有前景的高风险技术领域的研发来说十分重要。政府补贴还被应用在诸如国防、能源、运输和房屋建设等领域。
最近几十年,关于美国产业政策[18]是否必要的辩论持续进行着,但是,它并未改变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这铁一般的事实。政府干预包括分配大量公共资金于国防采购,以及对整个经济体有巨大溢出效用的研发活动(Shapiro and Taylor,1990)。实际上,在1930年,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在美国全部研发费用中所占的份额只有16%,而在二战后的年份里,这一份额保持在50%到66%之间(Owen,1966;Mowery and Rosenberg,1993)。据张夏准观察,“虽然在诸如计算机、航天和互联网等产业,美国的总体技术领导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它在这些产业仍处在国际前沿地位。如果联邦政府没有为这些产业提供与国防相关的研究经费,这些产业将不会存在”。在其他重要经济部门如卫生部门,政府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美国政府对国家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提供资金支持,而后者又为生物技术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研发资助,这对于美国保持它在该产业的领先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自二战结束后,关于积极产业政策的讨论一直在进行。[19]实际上,欧洲许多卓著的产业成就(阿丽亚娜空间计划、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等)应归功于政府间的合作,以及欧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欧盟委员会已发布关于这个问题的若干政策文件,包括1994年的欧盟产业竞争力报告,这一报告为更为坚定的政府干预开辟了道路。其他官方战略文件集中在去工业化的风险、监管负担、欧盟扩大对欧洲企业竞争力及其地位的影响等方面。2005年3月,在对里斯本战略审核的背景下,欧盟成员国设立了“创造坚实产业基础”的目标,重申了各类研发和创新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日益增长的重要性。[20]
法国一贯赞成由政府资助的经济方案,这些方案使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得以协作开发新技术和新产业。法国政府通常使用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和政府运营的开发银行来为私人部门提供融资和资本金。[21]在英国,政府将自己定义为“市场塑造者”(market shaper),它最近发布了新的产业政策,目的是:支持企业活动和创业活动,包括为处于起步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所需的融资渠道;促进知识的创造和应用;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技能,以便其未来找工作和创业;投资于现代低碳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以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在英国具有特别专长或者可以获得比较优势,且政府行动可以影响的行业构建产业优势(英国政府,2009)。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芬兰。在芬兰,工业化发生得较晚,但是取得了成功,而且是由政府主导的。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政策乃是强力政府干预和私人激励的组合;政府干预旨在快速建立产业资本,以确保有一个稳固的制造基地(Jntti and Vartiainen,2009)。该国增长制度的主要特征是:(1) 高资本积累率,这往往需要信贷的行政配给,做法是利率控制以及对“资本品投资”的选择性贷款审批;(2) 特定制造业领域的高投资率,尤其是在造纸、纸浆和金属加工等领域。国有企业在基础金属、化肥行业以及能源部门建立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18%(Kosonen,1992)。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曾试图复制政府主导型结构变迁的早期模式,这种现象在二战后尤其普遍。从东欧和亚洲的计划经济,到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左倾甚至是自由政权,许多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来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Chenery,1961)。尽管东亚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但大多数此类尝试都未能实现预期的结果(Krueger and Tuncer,1982;Lal,1994;Pack and Saggi,2006)。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会继续进行尝试。因此,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失败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为政府提供更好的建议,让它们做正确的事情,避免犯错误(Rodrik,2009)。
成败的秘诀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存在争议和混淆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经济学家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已实施的失败政策上,而不是放在成功案例的目标及其所做的更为广阔的战略选择上。其次,不同类型的政府干预往往在回归分析中被堆积在一起,人们极少具体考虑是哪一类政府干预促进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兴起。
就如何通过结构性变化、思想传播和知识积累来取得持续增长,Romer总结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他指出,“挑战在于找到更好的政府干预形式,这些干预形式有更好的经济效果、更少的政治风险和制度风险”(1990:66)。他还指出,“尽管如此,对经济学家来讲,最大的诱惑经常会是回避这种分析所带来的复杂的政治问题和制度问题,于是,他们反向思维,先确定自己想要的政策,然后建立一个支持这一政策的简单经济模型”。实际上,在任何国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面临的真正挑战,可能是甄别与本国比较优势(该比较优势本身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相符的新产业。
那些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战略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二战后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领先其人均收入不多的先进国家的成熟产业。这可能是它们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纵观人类历史,先驱国家一直为后来者扮演着“经济指南针”(economic compass)的角色,虽然它们往往并不情愿这样做。回溯至16世纪,荷兰为英国扮演该角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又反过来为美国、德国和法国扮演该角色,并在20世纪中期为日本扮演这一角色。类似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又被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模仿。20世纪70年代,毛里求斯将中国香港作为它实施追赶战略的“指南针”。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选择了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作为其“指南针”。
从这些由政府主导的结构变化战略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大经验:首先,政府实施的促进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是与该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相符的。因此,在政府提供的信息、协调,有时是有限的补贴等帮助下,企业一旦建立起来,它一般是有竞争力的。[22]其次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保证能够很好地利用其潜在的、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政府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国家的成熟产业作为发展目标,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用购买力平价衡量)大体上高于本国人均收入一倍。[23]在16世纪和17世纪,当英国在采用产业政策来追赶荷兰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大约占荷兰人均收入的70%。在19世纪,当德国、法国和美国采用产业政策追赶英国的时候,它们的人均收入约占英国人均收入的60%到75%。类似地,在20世纪60年代,当日本针对美国的汽车工业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约占美国人均收入的40%。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韩国和中国台湾制定促进其产业升级的政策时,它们有针对性地选取日本而非美国的产业。对此,它们有很好的理由:在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约占日本人均收入的35%,而只占美国人均收入的约10%。[24]
回顾成功的赶超战略的各个要素,看起来,政策干预的具体细节取决于新产业的特定紧约束以及国情。但是,尽管干预措施常常不同,国家间产业发展的模式却是相似的。它们在发展的早期都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如服装、纺织、玩具、电子产品等,并逐步攀登产业阶梯,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发展。[25]例如,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发现自身的要素结构与日本相似,于是以雁阵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追随日本的发展(Akamatsu,1962;Kim,1988)。这一战略是可行的,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与日本的差距不大(Ito,1980)。[26]
韩国的故事是这一战略的极好例证。韩国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来进行产业升级,并调整战略使韩国进入与本国潜在(并处于演变中)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例如,在汽车领域,在韩国发展早期,国内的制造商大多数集中于进口零部件的组装,这一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也与韩国当时的比较优势相符。相似地,在电子产品领域,初期的重点是家用电器,例如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随后转移到存储芯片这一信息领域技术最不复杂的部门。与韩国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一样,韩国的技术进步是迅速的,这是因为韩国的主要产业部门与现有的比较优势相符,并因此与潜在比较优势的变化相符。[27]于是,在过去40年时间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高速增长,并在向汽车和半导体等行业的产业升级中表现出色。
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智利作为环太平洋国家之一,成功地选择了与自身比较优势相符且在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它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自然禀赋决定的。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引入的自由市场改革为这个国家带来了诸多好处,但后来也慢慢地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Diaz-Alejandro,1985)。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智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工具以支持私人部门的发展,包括由政府机构提供农业公共品(Servicio Agricola Granadero);对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由一个半公共的创业机构(智利基金会)负责大马哈鱼产业的发展;为新出口品提供补助的“减少不利条件”(simplify drawback)机制;国家发展机构(Corporacion de Fomento de la Produccion,CORFO)所提供的多种计划;以及国家以创新促竞争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Innovation for Competitiveness)。
近年来,智利经历了“通过出口发现的大量新的比较优势”(Agosin et al.,2008),也经历了动态高速增长。智利传统的资源主导型产业如采矿业、林业、渔业和农业的多样化,以及智利强烈的出口增长愿望,是该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智利对铜的依赖已逐渐减少,而铝的冶炼增加了。林业产品扩展至鲑鱼水产养殖,农业扩展至葡萄酒酿造、果蔬冷冻和装罐。虽然该国的制造业一直不太成功,但是很多外企都选址于智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供应整个南美市场的安全平台。
毛里求斯作为非洲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和服装业),于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这些产业在中国香港——其“经济指南针”——已经成熟。两个经济体拥有着相同的要素禀赋结构,20世纪70年代,毛里求斯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香港的一半。[28]政府创建了毛里求斯工业发展局(MIDA)和出口加工区发展局,旨在吸引中国香港在其出口加工区的投资。其愿景是将毛里求斯定位为遵循中国香港模式的世界一流出口枢纽。这些条件共同促进了该国作为经济强国的兴起。
与之相反,许多国家为建立“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设计并执行了相对于其发展水平来说过于激进的赶超策略。历史上有几个国家就犯过这类错误,比如匈牙利和俄罗斯。它们试图复制19世纪后期英国当时的产业(Gerschenkron,1962)。一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比较欠缺,但Maddison(2006)估计的购买力平价显示,在1990年,它们的人均GDP分别为英国的25%和30%。如此大的差距使得它们发展英国产业的任何努力都是不切实际的。[29]
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落入同样的陷阱。在人均收入只占高收入国家很小比例的时候,它们通常有针对性地选择发达经济体的发达产业。许多殖民国家独立后,将先进的重工业的发展看做是它们自由的关键象征和实力的标志,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声誉的体现。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一部分新独立国家由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领导人领导。无论其政治派别如何,这些领导人都选择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先进的重工业。国家资源被用于推动工业化,被直接分配在各种投资上,在几乎每个经济部门都设立了大型的公营企业——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对国家的生存和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在“关于民族主义的宏观经济学”(Monga,2006)中,设计产业政策、选定政府干预的部门的标准几乎都是政治性的。
在发展重工业的政治愿望存在的同时,学术圈内还存在着对“市场失灵”的着迷——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决策者(Albert Hirschman,Raul Prebisch,Roberto Campos和Celso Furtado等)都认为,由于结构刚性和协调问题的存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不能在发展中国家自发地产生。[30]他们建议,为了赶上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为制造业提供支持,而不论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有多大的收入差距。
很多时候,这样的产业政策是违背许多贫穷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它们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是劳动力丰裕。通过执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它们没有能力建立足以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企业。由于较高的资本需求和结构性的高生产成本,这些公营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即使管理良好,它们赚取的利润水平在未扭曲的竞争性市场里也是无法被社会接受的。埃及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计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工业化以铁、钢和化学品等重工业为特征。该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当时最重要的钢铁生产国美国的5%。如果政府不持续提供高代价的补贴和/或保护,埃及的企业就无法吸引到私人投资。国家的财政资源能力有限,无法长期承担这一大规模的保护和资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采取行政措施——在所谓的优先领域允许企业垄断市场、压低利率、高估本国货币、控制原材料价格——来降低投资成本,并让没有自生能力的公营企业继续运营下去。
这些不同的试验为经济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们凸显了决定产业政策成败的不同条件。当国家选择过于先进的、远超出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时,失败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下,政府支持的企业无法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里具有自生能力。它们的生存取决于以高关税、配额限制和信贷补贴等方式实施的高度保护和巨额补助。包含在这些措施中的巨额租金很容易成为政治捕获的目标,并引发治理难的问题(Lin,2010)。[31]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
在所有成功的国家中,政府在扶持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论点的证据,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可能仍不足以证明一个争论已久的观点。许多同意“政府干预是结构转型的必要因素”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仍反对产业政策,因为我们缺少一个总体框架用于指导政策的制定。美国总统卡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rles Schultze曾经说过: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事前我们不知道如何判定一个产业结构是“优胜”(winning)的产业结构。我们没有一套经济标准来确定一个国家应该发展哪些产业,也没有标准来确定哪些老产业需要保护或重组。(Schultze,1983)
于是,就有必要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以及在前文中讨论过的产业政策实践所得出的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整理出一套可用于指导产业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六步骤过程: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政府[32]可以确定一份贸易商品[33]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超过20年。[34]
第二,在该清单的产业中间,政府可以优先考虑那些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地进入的产业[35],并设法确定:(1)这些企业提升其产品质量的障碍;或者 (2) 阻止其他私人企业进入该产业的障碍。[36]这些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的组合来做到,例如价值链分析,或是Hausmann等(2008)提出的增长诊断框架。然后,政府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紧约束,并运用随机对照实验来测试这一过程的影响,以确保把这些政策推广到国家层面后的有效性(Duflo,2004)。
第三,对国内企业来说,清单上的某些产业可能是全新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特定措施,鼓励在第一步中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来本国投资于这些产业,以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政府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行业。[37]
第四,除了在第一步中的贸易商品和服务清单上确定的产业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应密切关注本国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其他私人企业,并为这些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38]
第五,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欠佳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可投资于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并做出必要的改进,以吸引可能愿意投资于目标产业的国内私人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对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业发展。然而,由于预算约束和能力的限制,大多数政府无法在合理时间内为整个经济做出理想的改进。因此,集中于改善工业园区或出口加工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就成为一个更易于实现的选择。[39]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还有鼓励产业的聚集优越性。
第六,政府也可以为在第一步确定的产业清单中的国内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激励,以补偿它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这类措施应有时间限制和财务成本限制。激励可以是一段时间内的企业所得税减免[40],或是对合作投资的直接优惠,或是获取外汇(以进口关键设备)的优先权。[41]激励不应该也不需要以垄断租金、高关税或者其他扭曲的形式出现。寻租和政治捕获的风险可因此避免。[42]对于在第四步里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发现新产业的企业,政府可以采取措施,以认可它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43]
通过上述过程确定的产业应符合本国的潜在比较优势。先驱企业一旦成功,许多其他企业也将进入该产业。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主要限于提供信息、协调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以及补偿外部性。通过以上方法进行的政府扶持,有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实现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
甄别约束的方法
一直以来,如何促进产业增长成为许多研究的主题。对此,近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几种思路。[44]尽管这些建议均有可能产生有用的结果,但没有一个特别关注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内甄别出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建立在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发展战略会导致失败,这一失败作为一种知识遗产,无疑会导致许多经济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任何政府来说,成功地“选优”也许是不可能的。
在缺乏产业甄别框架的背景下,现有的研究都局限于寻找改善商业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方法——此二者的确影响着企业的运营成本和交易成本。关于企业绩效,我们有定量数据;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面临的许多潜在约束的严重程度,我们有基于认知的数据;这两类数据构成了强有力的实证资料。例如,这些数据表明,在大多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企业倾向于将不友好的投资环境视为业务发展和复杂技术采用的主要障碍。小企业似乎特别关注融资和土地获得等问题;较大的企业则倾向于将劳动法规和熟练劳动力的不易获得视为其活动的主要障碍;所有企业都关心腐败和基础设施问题——特别是电力、电信、交通和水等网络性公用事业的问题(Gelb et al.,2007)。
关于投资环境的调查试图刻画企业运行于其中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这些调查是有用的,但也会被误用或曲解。个人对于福利的看法是主观的,未必与收入或消费等客观指标相关;同个人一样,企业对其发展紧约束的看法也往往与实际的决定因素不相符。这一局限是由投资环境数据的性质及其被运用的方式所导致的。在典型的调查里,样本企业的经理被要求给影响投资环境的每一个方面(例如“基础设施”、“融资渠道”、“腐败程度”等)从1到4打分,用以反映它们对企业运营的阻碍程度。[45]如果某一方面的评分均值较高,就被理解为这一方面对增长的阻碍较严重。
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尽管企业对其业务流程和经营环境很熟悉,但它们可能不能充分意识到主要问题的真正根源,反而把另一个较不明显的问题的症状错误地当做是它们面临的约束。由于有这些缺陷存在,越来越多的人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Doing Business)指标作为补充。这一指标是基于专家调查得出的(不仅仅是企业层面的认知数据),在一定范围内,它们提供了一个更具可比性的跨国视角。
问题仍然存在,因为调查结果通常会不一样,这取决于受访者是被要求列出它们认为的最重要的约束,还是被要求对各种约束进行排序。考察过许多方法的研究人员更加青睐排序的方法,因为这一方法强迫受访者做出更强的表达、给出更强的关系(Alvin and Krosnick,1985),但这种方法可能不是完全可靠的:被要求对约束排序的企业或者专家可能没有一个好的基础来决定他们列为第一的约束是否严重。如果当地的企业在对一个特定的约束进行排序时,没有一个稳固且有意义的参照系,那么这种排序就可能无法提供有用的信息。此外,在有些情况下,选择任何单一的数量标准可能会引起误导,因为企业通常同时面临几种约束。将所有因素认为同等重要也许并不能为政策制定提供帮助。要考虑企业异质性在增长分析中的主要作用,我们必须超越均值法——即对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提取投资环境变量均值的方法。因此,就需要对企业绩效进行仔细的经济计量建模,来甄别哪一个变量对增长有最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最具经济影响的政策变量可能不是认知值最高的变量。[46]
投资环境调查还有两个局限性。首先,对尚不存在的产业,它们无法提供任何信息,但这些产业可能是这个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被调查的现有产业可能并不与国家比较优势相符,要么由于它们过于先进(作为一个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遗产),要么由于它们在根本上已不具备竞争力(作为发展过程中工资普遍上涨的结果)。这两个局限性使得投资环境调查非常有必要只覆盖一部分满足自生能力标准的企业,并能够反映经济的真正潜力。
在甄别增长障碍方面,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商业发展的许多约束可能内生于发展中国家的目标产业。好的例子包括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融资工具,或者企业向一些特定产业转移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甄别和消除这些障碍可能需要使用几个互补的分析工具。一个有用的工具是Hausmann等(2008)提出的增长诊断框架。它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当亟待改革的一长串清单被列出来后,决策者要么努力尝试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要么先进行对该国增长潜力没有重要影响的改革。因为一个领域的改革可能导致另一领域产生难以预料的扭曲,所以集中精力解决影响增长的最大障碍将是取得成功最有效的方式。因此,政府应当找出一到两个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并着力将它们消除。
为帮助给定国家甄别相关紧约束,增长诊断框架提供了决策树方法。这一方法首先就发展中国家低增长的可能原因进行分类,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低增长要么是由于融资成本高(源于经济和社会回报较低,或者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间差距大),要么是由于私人投资回报低。诊断分析的主要步骤是,弄清楚这些条件中哪一个能更准确地解释该经济的特征。使用这一框架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国家,增长战略应确定造成低投资回报率的原因,同时也必须解释,为什么国内储蓄不上升以获取在其他国家投资的高收益。尽管增长诊断框架试图将经济增长政策的讨论向前推进一步,但其模型的关注点和设定仍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将分析降到部门层面,会引出部门间相互作用和相互权衡的问题。
此外,在经济中存在一些促进增长过程的制度,增长诊断框架与这些制度的联系是不精确的。为甄别增长的紧约束所提出的方法也不总是直截了当的。即使影子价格(shadow prices)的数据是可以普遍得到的,也不清楚它能否精确地甄别出每一国家最需要的进步应该发生在哪些领域。例如,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低收入国家的简单增长模型,在这个国家中,技术和人力资本是互补的。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该国的教育和技术的回报也就都不高。如果只关注影子价格,并忽视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水平的跨国比较,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无需提高教育水平,也无需鼓励采用新技术。
事实上,即使在有些情况下增长诊断方法相对确定地甄别了某一给定国家增长的紧约束,政府所面临的政策选项还是很多。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有必要不仅仅依赖于某一种方法,而应采用几种不同的宏微观工具来甄别增长的紧约束。对增长的微观分析表明,差异化的企业发展动态过程是总生产率增长和资本积累的良好驱动因素。针对总体水平的诊断需要对微观层面所发生的事情有良好的了解。具体而言,对于面临很强的结构变迁的经济而言,要理解这一经济的总体生产率的增进,监控企业在行业内的进出情况以及影响进出的政策变量就十分重要(Bourguignon,2006)。我们必须考虑国情和微观个体的异质性。这可以更有效地通过国别分析来完成。
最后,即使我们可以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内找出产业发展的相关紧约束,并且改善国家的商业环境,先驱企业遇到的外部性及协调等关键问题仍未解决。即使消除了这些紧约束,一国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问题可能还是未能得到解决。因此,就有必要把增长诊断框架、旨在消除产业升级障碍的其他方法,以及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结合起来使用。
结语
当前的危机使世界各国经济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国家的失业率达到新高,许多国家的财政也因危机而变得脆弱,工业的产能利用率仍大大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潜力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在当前的多极增长世界中,它们需要找到经济增长的新源泉(Zoellick,2010)。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引导和促进结构变迁(产业升级和经济多样化)以扶持增长、增加就业和减少贫困的作用应重新回到中心地位。事实上,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都表明,尽管市场机制在把资源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和产业方面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干预——通过提供信息、协调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补偿外部性——对于帮助经济体从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同样是不可或缺的(Lin,2010)。
因为二战后产业政策在全世界遭遇了很多次失败,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产业政策都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考虑到O'Brien and Keyder(1978:15)的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应研究各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发展能力”,本文研究了当今发达经济体结构变化的机制以及东亚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框架。
本文认为,产业政策的失败更有可能源于增长甄别过程中决策者的失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通常可分为以下两大类:(1)它们试图扶持一些新产业的发展,但它们选定的这些新产业要么过于先进而离本国潜在的比较优势太远,要么过于陈旧而失去了比较优势;(2)它们试图扶持一些新产业的发展,而且它们选定的这些新产业与本国的潜在比较优势是相符的。只有后一类政策才是有可能成功的。表现良好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帮助企业利用市场机遇。这些政府通常的做法是,解决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等问题,向私人提供充足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我们希望,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扶持其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本文所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方法可以帮助它们找出适合本国发展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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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与回应[47]
引言,德克·威廉·特威尔德[48]
评估政府在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就像林毅夫和蒙加所做的那样,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然而,他们的文章最有价值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一个实用的程序,即通过六个步骤来甄别和促进增长。这种方法与现有的增长诊断法(Hausmann et al.,2005)、竞争力法(Porter and Schwab,2008)、投资环境调查法(世界银行,2005)、生产能力法(Cantore et al.,2011)等是互补的:
第一步,各国政府应选择这样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高速增长,跟本国具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人均收入高于本国差不多一倍。然后,再找出过去20年间这些国家的哪些贸易品产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第二步,如果这些行业中已经有一些国内私人企业进入了,就应该弄清楚该行业技术升级或更多企业进入的约束,并设法消除这些约束。
第三步,对于国内企业尚未涉足的行业,政策制定者可尝试从第二步中列出的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或实施新的企业培育计划。
第四步,除了在第一步中确定的行业之外,政府还应关注私人企业自主的自我发现,并对它们发现的新行业中成功的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落后和商业运营环境较差的国家,可利用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来克服进入障碍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阻碍、鼓励产业集群的形成。
第六步,对于上述行业的先驱者,政府应该给予一定时期的税收优惠、合作投融资或外汇获取权。
如果没有仔细阅读这篇文章,读者可能会对这一框架提出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新框架的第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根据类似国家20年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来甄别本国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但如果现今的条件已根本改变,跟过去比较已经得不到什么有意义的信息(例如,新兴力量的崛起、光缆等新的通信技术的出现、新的生产工艺、新的全球规则和制度以及气候变化),情况会怎样呢?如果需求模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例如,中国和印度中产阶级的崛起,全球金融危机),与过去的产品相比,另外一些产品更成功,情况会怎样呢?如果有测算问题,例如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的出口可能相当难以测量,但有可能这一行业恰恰就是可使用优质光缆的小内陆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在,情况会怎样呢?如果参照国在地理上或制度上与本国有很大差异,情况又会怎样呢?因此,人们可能会怀疑第一步是否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得到足够充分的信息。
对于第二步来说,这一步是关于政府支持(消除增长的紧约束)的,但目前尚不清楚一个国家如何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哪种政策或工具最为有效(这个问题也适用于增长诊断理论)。因此,即使甄别出了合适的行业和约束条件,错误的政策工具仍可能导致意外的结果。这就引出了一个本文强调不足但却很重要的观点,即作为遵循一国比较优势的政策的需要(这隐含在第一步至第六步中),落实政策所依赖的条件(政府能力、政治激励机制、政企关系的性质)也是产业政策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
然而,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还被阐述为现有分析框架的替代物。我们邀请了五位杰出专家来进行评论。
专家评论
苏雷什·坦杜尔卡(Suresh Tendulkar),德里大学经济学院退休经济学教授,评论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甄别增长源泉两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区别。坦杜尔卡承认政府在促进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对政府在增长甄别方面的作用则不太确定。他问道,怎样才能约束一个过度热情的政府,使之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行事?他以南亚为例问了这一问题。他还警告说,有时限的激励起不到直接作用。
麻省理工学院的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提出了三点。首先,她认为,从中东的能源国家到亚洲制造业走廊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产业政策实际上比林毅夫和蒙加设想的更为成功。其次,她认为,作者的两轨法(甄别和因势利导)比Porter的价值链分析和Hausmann的“跳跃的猴子”模型更好,因为它涉及建立商业知识,这比其他概念所蕴涵的方法更完整。最后,她认为,如果把产业政策应用于海外投资和劳动技能的引进,林毅夫和蒙加的模型可以得到加强。
阿莫亚科(K.Y.Amoako)是位于阿克拉的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ACET)的创始人兼总裁,他认为林毅夫和蒙加的方法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有用指南,这样一个务实的做法是值得欢迎的,特别是它出自于历来不相信积极工业政策的世界银行。然而,阿莫亚科也认为,文章过于强调要支持遵循比较优势的产品,但对获取新技术和学习的关注太少。成功的工业化并不总是基于竞争性市场的,非洲国家也不总是成功的,尽管它们遵循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商业与公共政策系霍华德·帕克(Howard Pack)认为,选择富裕的参照国,再据此选择行业,然后遵循该国的比较优势,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较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可能是扭曲性政策的结果,另一部分原因是,成功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庞大的政策集,而不仅仅是甄别出潜在产品。政府应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这很有可能超越任何政府的能力。
林佑赫(Wonhyuk Lim),韩国发展研究院国际发展中心政策研究主任,对如下观点表示赞同: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基于比较优势、自我发现和因势利导型政府三个因素来提供的政策建议将有助于决策者;但他认为,还需要做许多事情才能使一个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韩国摒弃了本国的比较优势,依靠培养专业技能、填补价值链中的一些特定空白、依靠精心选择的一系列企业集团和战略选择,而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
回应
辩论的最后,林毅夫和蒙加做出了一个回应。他们直接回应了许多质疑,例如他们指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是隐性地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他们也对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表示赞同,例如阿姆斯登教授指出的获取企业组织管理经验的重要性,以及将产业政策应用于海外投资使得这一模型得到改进的方式。
但也有一些观点将留给读者做判断。例如,林毅夫和蒙加重复强调他们的模型关注“发展与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他们的意图也许并不会招致反对,但大多数人可能会怀疑它是否可以在实践中实现。或者说,当林毅夫和蒙加表明“这只是简单指出了制定清晰、透明、严格的标准的必要性,这样的标准可以减轻……对没有竞争力的行业的支持”,很少有人会怀疑它的重要性,但许多人将会质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实施这些标准,就像坦杜尔卡所强调的那样。
一个进一步且尚未完全结束的讨论是,在多大程度上政府应遵循静态比较优势,或者如阿莫亚科暗示的一样,它们是否应该建立起动态比较优势。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讨论与知识有关(就像帕克提出的那样)。政府官员不可能拥有足够的知识,来按其意愿支持各个产业,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来选定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什么时候政府的知识才够用呢?
结论
林毅夫和蒙加的文章为各国政府促进增长提供了有用且切合实际的六步计划,这个计划似乎是对现有框架(增长诊断框架、竞争力分析、生产能力分析、投资环境分析)的一个可靠的替代物。它再次掀起了关于增长政策在发展中作用的讨论,也使这一话题再度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受人关注的问题。
在评论林毅夫和蒙加对文献的贡献时,大多数意见认可他们的观点:政府在促进增长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许多人也高度评价了这一思路所蕴涵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然而,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对经济增长进行甄别仍然存有分歧。
此外,林毅夫和蒙加提出的两轨六步法依赖一个前提,即国家要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一些意见建议则认为,国家实际上需要违背比较优势,这将涉及比这个框架建议的政策更为复杂的一套政策。
总之,大多数人认为,该方法有助于为成功的产业发展提供原料,并且接近于一个关于增长的菜谱。但也有人怀疑“厨师”应用这个菜谱并把原料变为美味佳肴的能力。不管怎样,人们希望六步程序的应用将会产生相关信息,帮助各个国家增长更快。事实上,除了搞清楚制约一国发展的紧约束是什么之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常常会问:在过去,其他国家是如何实现我们现在要实现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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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雷什·坦杜尔卡[49]
林毅夫和蒙加认为经济学家着迷于经济增长之谜,这是正确的。20世纪50年代,罗斯托为每一个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可预测的、明确的增长路线图。让罗斯托这样自信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后不久,大量经济理论分析模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虽然罗斯托在自己的时代中不是绝对无可争议的(立即就能想到Kuznetz和Gerschenkron),经济学家们却从那时起变得更为慎重,尽管(或者可能因为)大量数据已经存在。这样做是正确的。18世纪的荷兰和英国,人均收入开始以每年1.5%至2%的速度增长,美国、德国和法国也于19世纪跻身其中,随后,这个团体的规模迅速膨胀: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70年代的中国内地、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80年代的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都加入到增长的行列中。随着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加入,采用人口加权法计算的国家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平等表现出可喜的下降。然而,增长队伍中的国家仍然不多。虽然我们事后对快速增长的共同特征相当确定,但很少有国家能保持20年以上的持续快速增长(比方说,年人均GDP增速达到3%或更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肯定预测,究竟是什么触发因素会促进任一给定国家的持续增长。
林毅夫和蒙加没有被这些问题吓倒,他们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和令人钦佩的事业,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制定了两方面的议程,一是增长扶持(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二是增长甄别(通过有预见性的产业政策实现持续不断的技术升级和多样化),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快速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毫无疑问,这个目标确实令人称道。他们对二战前后国家干预成败的经验教训的详细事后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支持他们的观点。虽然我内心里希望他们成功,但理智上还是不满意。因此,请允许我阐释一下我不满意的理由。我将做出一些内省式评论,当然是戴着我的南亚(特别是印度)有色眼镜,同时我也认识到,作者也有一个东亚和东南亚(包括中国)的视角。
争议较少且易于为人接受的观点,是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因势利导作用,也就是提供硬件(公路、铁路、空中运输和通信,电力以及其他公共事业网络)和软件(基本治理结构,包括竞争性市场制度、金融体系及监管、基本医疗,以及中小学教育服务,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和公益性质,上述任务确实是政府的核心法定任务。充足的实物设施、有效的运营成本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可以降低私人部门的交易成本,同时为经济结构提供竞争优势。
更困难、更不确定且因此更有争议的是增长甄别的作用。林毅夫和蒙加在其出色的历史分析中,列举了大量失败的案例和少数成功的案例,并列举了种种政府行为的弊端,比如善意但过于积极的政策、出手过重的非侵犯性政策组合、不加区别地把以往成功的政策延期、随意扩展公共部门(使其远远超出了最低限度和自由裁量权)。这些因素往往会扼杀市场运作的活力,导致猖獗的寻租活动。对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事先选择可能会出现错误,让人们承认这个错误不难,但要想在政策(包括补贴和关税保护)明显无效或不成功的情况下及时取消相关政策却很难。问题就很有讽刺意味地变为:如何控制一个过于热心的政府,使之不要采取自己远远无法有效把握的政策?按我的估计,基于南亚的经验,先进行增长甄别,然后事前培育被挑选出来的赢家,把它们置于一个严格的、有时间限制的约束下,是一个困难和高风险的事业。这并不排除偶然的、幸运的成功,但这个成功究竟是不是真的,还需要根据实际经验和对学科的信心来判断。
爱丽丝·阿姆斯登[50]
在林毅夫和蒙加关于政府作用的关键文章里,他们关注比较优势的概念,把它作为消除不发达的线索。他们是前进了一步还是在原地踏步呢?
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是就像从地底冒出来的一样,比较优势可以用演绎法来解释,也可用归纳法来解释。经济学家通常用演绎法理解它。林毅夫和蒙加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设计出一套好的标准,去找到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也就是潜在的比较优势)的行业。然而,两个广阔的去殖民化区域——远东和中东,拥有成功的产业政策、快速的GDP增长、急速减少的贫困,却是通过探查它们邻国的情况去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产业在邻国兴起,这事实上是对邻国比较优势的强有力证明,试想,还能找到比这更具体的证据吗?如果一个出口加工区成功了,如果某国的石油企业相较国际性石油企业增加了国内的供给和税收,其他国家就会效仿,并遵循这个发展的蓝图 (模仿主要发生在南—南国家之间)以便自己更容易获得成功。
随着参与方的变化,以及外生冲击的影响,两大区域角色模范已经有所演变,它们关于“产业政策”的含义也在变化。(我要指出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对补贴的限制已经驱使“新兴”国家和“已崛起”国家的产业政策转入地下,创造了一种“平整比赛场地”的托辞。)OPEC发展角色模范(与OPEC价格卡特尔不同)始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把1938年墨西哥石油行业的国有化作为其范例,雇用了数以百万计的最远来自孟加拉国的工人,接近于Hla Myint在20世纪50年代描述的“劳动力稀缺、资源丰富的经济”。远东模式依照Arthur Lewis分析过的劳动力丰裕经济的路线运行,它形成于二战后的日本,而日本那时既非发达国家也非欠发达国家,它选择目标产业的标准比林毅夫和蒙加的标准简单:政府支持具有更大关联度且在国际上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首先是丝棉纺织业(Amsden and Suzumura,2001)。像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国的产业政策跨越亚洲的制造业走廊和中东的能源带,因此,实际上其产业政策很可能比林毅夫和蒙加所说的更为成功,而不是“大部分都失败了”。
在Lewis、Myint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第三个原始模型——农业出口经济中,产业政策失败了,但是,由于其超速的人口增长,这个模式本身是不是可行的,就值得怀疑了(2002—2010年人口增长率最高的30个国家中,有24个小农经济,23个在非洲)。缺地、高失业,但是劳动力成本又不够低,制造业经验又不够丰富,使其无法与印度这样的劳动力丰裕的经济竞争。除了人口计划之外,帮助农业经济(其中许多国家最近发现了能源和矿产资源,比如苏丹、安哥拉、喀麦隆和加纳)的最好的产业政策还有什么,是OPEC发展角色模范(由临近的尼日利亚教给它们别做什么),还是林毅夫和蒙加所说的两种政府干预措施的“重要区别”?后者区分了两类政策:一是通过解决信息、协调和外部性来促进结构变迁的政策,二是旨在对所选定的、违背由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曾被称为动态比较优势)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特定产业和企业进行保护的政策。他们的区分看起来有意义,但实际上很模糊,至少对于巨大的能源和采矿部门(这两个部门是无法运转的农业经济机制的巨大希望)来说是如此。
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丰富的自然资源或临近可信角色模范的发展中国家,如哥伦比亚、摩洛哥、尼加拉瓜、尼泊尔,需要有关于如何“选优”的建议。林毅夫和蒙加的标准,面对着Porter(价值链)和Hausmann(跳跃的猴子)标准的挑战。我认为林毅夫和蒙加的两轨六步法比他们的好,因为,如果我理解了其广泛含义的话,比较优势可以归结为拥有“商业知识”,后者是以行业发展走向路线图、生产工程技术和项目执行能力为基础的一种经验知识,这种知识使投资项目可以被实施和运行。(随着政府研发避开了限制性专利,而日本被认为将逐渐开始生产DVD光盘,于是中国台湾的电子企业投资生产CD-ROM,尽管世界价格在下降。)相反,猴子将跳到哪里,或者说一个国家将如何定位自身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主要决定于狭义的要素比例标准。
林毅夫和蒙加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加快专业化管理的商业组织及其特有技能的增长。商业知识取决于经验,而这在我看来,对于缺乏东亚地区的战前制造业文化(这个文化被日本的局部战争准备所加强)的经济来说,是被严重忽视的要素。可以用学习曲线来理解经验,但这种学习不是重复性的。经验依赖于对关于多项活动(这些活动可能同时变化)的不可言传、没有记录的知识的获取,这是一个比获取信息更为艰难的任务(这是事实)。那么,产业政策如何能够加快经验的获取呢?
我认为,以下两种可能性可以向前推进林毅夫和蒙加的观点:追随东亚模式和中东模式的做法,利用产业政策来:(1) 投资海外(外向的外商直接投资);(2) 扭转人才外流的局面(并为本地人才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小国的比较优势。当马来西亚政府的产业政策转向关注马来人口,而不是补贴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拥有的企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收购外国企业,并得到了这些企业的股权;这提升了他们选择特定海外资产予以购买的技能,这是在国内进行成功投资所同样需要的“商业知识”。沙特阿拉伯国有石化企业SABIC也一样,这家企业收购了通用电气在中国的化学品业务,而对石化和化学品原料成本的估计均需利用关于石油供求的信息。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就会对国内的以下方面具有正的溢出效应:收入、就业、收入分配(跟马来西亚的情形一样)和挑选优胜者。
扭转人才外流的局面并在本国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是一项成本巨大的挑战,但潜在回报也非常高,因为海归人才的经验能够告诉政府应该支持哪些具体的行业。此外,全球主义的不完善,已经使一些专业人士有了回国发展的愿望。张忠谋,得克萨斯州仪器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回到中国台湾运营其新的国有半导体企业,因为他声称在得州仪器公司碰到了“黄种人玻璃天花板”。联合利华的西非高管也谈到过“黑种人玻璃天花板”。产业政策内在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政府的作用则是培养一个生产型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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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亚科[51]
林毅夫和蒙加的文章强调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的改善对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他们指出,虽然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至关重要,但仍可能不足以使企业克服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的改善,从而妨碍这些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作者指出,历史证据表明,在几乎所有成功国家(即工业化国家和最近东亚的成功案例),政府都发挥了并在继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帮助它们的企业克服这些难题。他们进一步指出,出于同样的原因,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试图干预过它们的经济,但大部分都失败了。文章的中心论点是想说明,这些国家的失败是因为其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违背了该经济现有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它们试图发展一些不符合其相对要素禀赋结构(尤其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以使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可以按照这一方案去挑选产业或产品,然后采取措施促进并扶持这些产品或产业的发展。
作者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使出口多样化,其政府应“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超过20年”,然后消除这些紧约束,或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出口的发展,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政府应积极寻找国内企业成功发现的行业或产品并提供适当的支持。该文给出了政府可以提供的各类支持或便利条件的例子。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建议对热衷于出口多样化和出口升级的政府来说,是非常实用和有用的指导。这篇文章以务实的态度,关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这是值得欢迎的;尤其是这篇文章出自世界银行,该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否认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有任何正面或积极的作用,并实行了自由化和私有化计划,以支持这一观点。最近,在看到东亚国家(例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卓越经济表现(其中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有关部门奉行积极的产业政策)之后,世界银行不得不修改其立场,开始研究东亚奇迹(世界银行,1993)。我们希望林毅夫和蒙加的这篇文章有助于世界银行进一步沿着实用主义道路前行。正如他们引述的Rodrik (2009)的观点:“……与其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放弃因势利导角色,还不如‘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失败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为政府提供更好的建议,让它们做正确的事情,避免犯错误’。”
虽然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认为政府在扶持工业化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并赞许他们的建议,但仍希望看到他们在使用比较优势(即要素相对的相对构成)评价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成败案例时,能多一点灵活性。在我看来,使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OS)的框架来解释产业政策太局限于理论,也似乎没有充分解释这些国家的经历。
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集中生产的产品所需要的要素应该是本国相对丰裕的要素,这一观点非常有道理。然而,这种观点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在国际和国内均存在竞争性市场,可现实可能并非如此。此外,这一观点也是静态的,没有考虑需求、价格、技术变革前景,以及在世界市场上对产品的学习前景。相对于产品B,一个国家在今天利用其要素禀赋生产A更为便宜,并不必然意味着在中期至长期,它依然是最好生产A而不是B,事实上B可能拥有更多的需求以及更好的技术变革和学习前景。诚然,今天生产A可以提高国民收入,从而增加储蓄并增大该国资本量。但是,如果该国的目标是在工业化方面“赶超”别的国家,那么在某个时点上它将不得不违背现有的比较优势,偏离目前的生产结构,采取非边际步骤偏离现有的生产结构(即尝试生产B)。当然,这将是一个更危险的举动,但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因此,对于我来说,政策问题是双重的:(1) 在任何特定时间,产业政策中A与B产品应进行什么样的组合,它们应如何随时间而改变?(2) 选定了一个特定产品组合,尤其是包括B产品的时候,什么样的补充政策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的机会?后一问题将技术和技术能力的获取问题提上台面。HOS理论用“所有生产者都能得到和有效使用同样的技术”的假设回避了这一问题;林毅夫和蒙加似乎继承了这一做法。这一假设显然很成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产业政策应该解决的核心发展问题恰恰就是技术的可获得性、有效利用、吸收和改造(Lall,2003,2004)。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不应仅仅关注由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决定的现有比较优势。
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方法仅仅是试图打入那些在“产业阶梯”上领先自己,且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竞争力下降的国家的市场,那就意味着各国的产业排名随时间基本不变。这样就几乎没有任何“赶超”的案例,美国和德国在工业化方面不会超越英国,日本不会成为汽车出口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韩国也不会成为最高效的钢生产国。我研究日本和东亚国家的经验是,政府同时在促进A和B两种不同行业,只不过二者的搭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支持政策包括大量财政、汇率、贸易和信用工具。它们还建立了强有力的制度,奉行积极的技术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积极开发劳动技能,并积极参与产业重组。在这么多的政府干预手段作用下,促使企业依靠比较优势发展的竞争性市场是否还依然有效(Johnson,1982;Amsden,1989;Wade,1990;Evans,1995;世界银行,1993;Chang,2006),谁也不能确定。还应当指出,非洲在进口替代时期建立的许多产业都失败了,尽管其中许多产业生产的是纺织品和其他简单的消费品,这些产业是符合基于相对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的。
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遵循比较优势非常重要。但这仅仅是一整套政策、制度、能力和安排中的一种,这一整个系统需要统一部署以提高产业政策成功的机会。而对于一个国家,要加快产业赶超的速度,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当前的比较优势,促进精心挑选的一个小的“高科技”产品子集的发展(根据该国目前的生产结构来看)。这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组织、有纪律、准备与私人部门密切合作,并服从严格的绩效标准的政府。
以上只是对个别细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的确觉得本文做出了宝贵贡献,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了一个切合实际且合情合理的方式。在非洲经济转型中心(ACET),我们所研究的正是如何利用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实现非洲国家的经济转型。因此,我们欢迎林毅夫和蒙加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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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帕克[52]
林毅夫和蒙加在这样一篇有趣的文章中讨论了大量的问题。他们正确地指出,应重新考虑有无必要用积极的政策刺激工业化程度最低的经济体的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那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却几乎没有小规模的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来说也一样(Noland and Pack,2007)。人口和劳动力在增长,就需要找到新的就业岗位来源,在此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是重申了如下观点:一个国家若想使得经济向更高级的活动转型,在其发展中就必须遵循比较优势。这个观点林毅夫在其马歇尔讲座上曾中肯地提出。本文的新意在于,它给出了一套甄别成功产业的办法,这个办法似乎深深受到了东亚经验的影响。其表述也许过于大胆,它建议发展中国家考察比本国先进但又没有先进太多的国家的一些产业——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盯住日本的产业结构,因为日本“只”比它们富裕三倍。
这个办法是有问题的。首先,这个富国的经济结构对本国来说可能都不是最优的,也许本身就是扭曲性政策的结果。1868年到1941年之间,日本的某些工业发展反映了其发展强大的军事潜力的急迫心情,这的确使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装备了战舰。日本的冶金能力(部分反映于1950年后日本的工业发展)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开发的技能基础上,这一能力为二战初期日本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样,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强调重工业,企图建立强大的军事能力;但这也被看做工业成功的一条路径。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仿效苏联道路;苏联道路深深地影响了一些印度人,如那时的计划委员会主席马哈拉诺比斯。印度没有遵循林毅夫和蒙加的观点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印度的经验(这个经验在许多企图用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被复制过)确实表明了模仿“先进”国家的危险;国民可能被诱导抛开严格的经济理性,去追求技术上先进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钢铁和今天的高科技行业。一旦走上模仿的道路,技术官员们可能就无法停止他们领导人的脚步。韩国经济学家已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项目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也告诉我们,过渡期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保护措施未能满足Mill-Bastable检验(Yoo,1990)。
此外,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在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框架中运行的,包括(世界银行,1993):
持续40年的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导致了资本劳动比率的高速增长;
教育快速增长(以年衡量),科学和数学教育取得较大的成就(以国际考试成绩衡量),理工和工程类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不断增长;
基础设施大幅扩展,包括运输、港口和公路这些并不针对和偏向某一或某些行业的基础设施;
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转移的重视:可采取技术许可的形式,或外商直接投资、外国顾问,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逆向工程;
把出口增长作为向企业提供持续援助的必要条件,以出口状况确定哪些企业可以受益于政府计划。这迫使企业提高其生产率以及进口更先进的技术。但出口增长还受以下宏观政策的影响:限制国内对引进技术的吸收,相对恒定的真实汇率(这使潜在的出口商在计算潜在收益时无需担心汇率波动)。这些宏观要素对各部门的影响是一致的,不会在各部门间有所差异。负责实施出口促进计划的政府部门不会受到来自企业的政治压力,而企业则面临严密的监督,并就其问题提供了大量信息。
对于大多数需要扩大自己的工业基础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是难以效仿的。
其他问题也出现了。例如,Yamamura(1986)(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一个详尽研究中)找到了通产省用于确定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的标准。受到鼓励的产品具有高收入弹性(这样,日本额外增加的供应量就不会压低最初的国际价格),而且市场要大,以实现规模经济。为了落实这项政策,日本政府:(1) 提供利率补贴;(2) 通过关税保护国内市场;(3) 限制或排除本地的新竞争对手的进入,使得受惠企业不会丧失自己实现规模经济的能力;(4) 在被促进的部门禁止外商直接投资;(5) 阻止当地的潜在竞争对手从当地金融机构借款,以避免企业的规模经济受到损失。韩国和中国台湾,另外两个可能被认为采取了成功的产业政策的典范国家和地区,都只实施了其中部分措施,而非所有。显然,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实施的政策,且完整的政策规划远比简单地向富裕国家看齐要复杂。这项计划在任何国家都难以实施,尤其是那些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它们往往教育基础不佳、政府合法性有限并且腐败普遍。
当日本开始实施其政策的时候,它针对的是稳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特点是变化缓慢,现在很少有这样的行业。要知道,甚至连廉价的衣服和鞋子都在进行着风格的快速转换,这要求成功的企业加入可以让供应商赶上最新时尚和质量标准的国际供应链。此外,目前尚不清楚的是,目的在于培育一个部门的官员如何选择一项产品。在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中,找不到“鞋子”这一项,能找到的是50多类商品,它们采用了不同的技术、需要不同的生产和营销技能。一个工业部门的政府雇员中,有几个人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并进行社会成本—收益分析呢?此外,选择产品需要非常了解其他部门的价格和成本结构,以及本行业的价格和成本结构的国际前景。林毅夫和蒙加正确地指出了希望促进结构转型的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即“信息、协调和外部性问题,这是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内在要求”。Kamal Saggi和我(2006)根据我们关于产业政策文献的综述,列出了处理这些问题所需的部分知识,包括:
`哪些企业和行业产生知识外溢
`哪些企业和行业得益于动态规模经济——精确的具体路径是什么以及每个学习阶段的成本劣势有多大
`哪些部门有长期的比较优势
`各个企业和部门规模经济的大小,这些知识有利于协调投资
`比各个企业自己更有能力了解它们的潜在竞争力
`资本市场失灵的性质及程度
`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方向
`从其他企业或自身经验中得到的学习的相对量
`先进入者对潜在进入者带来的好处的大小
`企业学习能力的异质性程度
`试图降低生产成本的企业,是否同时开始努力提高其产品的质量,以取得较好的声誉
`外商直接投资或国际贸易对解决协调问题的潜在影响,包括关于如下问题的详细知识:数以万计的中间产品中哪些是贸易商品
`预测哪些企业可以创造新的知识和发现更好的生产方法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以及它们购买国内中间产品的可能强度
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政府聘请了几个大的国际咨询公司,它们依然无法实施该规划,尽管它们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而那些官员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没有这么高,掌握的资源也没有这么多的政府,就更做不到了。如果这是正确的,政府就必须寻求一个替代办法。这并不意味着林毅夫和蒙加的如下看法不正确:他们认为政府在建设硬件基础设施(如道路)、软件基础设施(如法律系统),以及有利于商业的环境中有着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几乎所有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来说,这些重要的要求很有可能耗尽它们政府的能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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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佑赫[53]
发展可以被理解为增进的人力资本和新知识之间协同作用的结果,涉及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互补性投资。政府面临的根本性政策挑战是与非政府个体以及市场合作,以解决创新和协调的外部性问题,同时将政府的负外部性降到最低。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有效地应对了创新与协调挑战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关键在于,国家要保留对自身发展过程的控制力,并积极发展自己提升自身价值、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即使在它积极向外部世界学习、主动跟外部世界交流合作时也该如此。经验与绩效之间存在一个反馈机制,成功的经验在这一机制的强化作用下,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巨大的改变(Lim,2011)。
发展中国家通常出口初级商品,或是在开始工业化进程时,处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价值链的组装和生产环节。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未能沿着价值链上移至增加值更高的环节(比如产品设计)或部门(比如机械和设备),原因有二。它们要么忽视了解决技术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要么在缺乏人力技能积累和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匆忙提升到复杂的产业。当国家打算提升它们的比较优势时,基于要素禀赋结构与政府和私人部门间密切协商的国际基准是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的关键。
借鉴发展史和经济学理论,林毅夫和蒙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切合实际的建议。发展中国家一般会面对甄别有前景的部门与促进结构转型的挑战。他们指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选择与它们有类似禀赋结构、但发展水平又不领先本国太多的国家的成熟产业为目标。具体而言,他们提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着重关注“与本国有相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高速增长国家,20年来生产的贸易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密切地注意其他部门的成功经验”。他们还建议政府通过消除约束、支持试验、给先驱企业提供直接激励等方式,来鼓励私人企业的实验、自我发现与发展。
这一套政策建议基于比较优势、自我发现和因势利导型政府的思想,它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发展的前期利用“后发优势”。然而,为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赶超型经济可能不得不冒着巨大的战略性风险,挤进不成熟的行业与发达经济竞争;与此同时,这些比较优势遵循型国家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事实上,在产品空间中移动时,各国都倾向于研发那些跟它们正在生产的商品比较接近的商品,但要达到产品空间的核心,“必须穿越经验上相当少见的距离”,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贫困国家的收入水平未向富国收敛(Hidalgo et al.,2007:482)。
韩国的案例在这一方面可以作为例证。韩国利用它潜在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60年代去发展成熟的、劳动密集型的下游产业,很符合林毅夫和蒙加提出的建议。然而,它没有仅仅等着收入水平和人力技能水平的提升把经济带入高增加值行业。相反,它系统地研究了应该做些什么去填补国内价值链缺失的环节,以及应该做些什么来提高质量等级,从一开始就以国际竞争力为目标,有意识地做了协调一致的努力。它通过获取技术、发展人力资源和建立针对全球市场的最优规模工厂等方式,寻求将从外国上游产业进口的中间产品国产化。例如,在化工纺织价值链中,它系统地向后扩展产业链,从出口纺织品到合成纤维的生产,再到基本的石油化工产品的开发。
当韩国在1973年决定促进重工业和化工产业的发展时,它在轻工业领域已经有了强大且正在逐渐显现的比较优势。它把自己与自然禀赋同自己类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例如日本,做了比较,认识到自己在机械和设备行业有着潜在的比较优势,便开始为达到这一目标而扫除障碍,比如缺少复杂行业需要的技师和工程师。政府起草了一个计划,将技师从1969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81年的170万人,并建立了为穷困却很有天赋的年轻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的机械技工学校。国立大学也被号召关注与附近的工业中心相关的一个专门工程领域。
在20世纪70年代提升上游产业时,韩国必须做一个战略性选择。它可以安稳地为国内的小市场发展重化工产业,承担次优规模和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所导致的低效率风险。它也可以面向全球市场发展这些产业,承担产能利用不足与财务困窘的风险。它选择了后者,因为,尽管有相当大的风险,但只要能在规模经济和互补性投资带来的财务负担变得不可承受之前,开发出所需要的各种劳动技能,韩国就能走上一条高速有效的增长路径。为了在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时尽量缩短时间并利用规模经济,政府决定挑选出一组拥有成功记录的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chaebol),依靠它们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它认为,规模经济要求这些行业的市场类型是受管制的垄断或寡头垄断,直到需求大到足以支持有效竞争(Lim,2011)。
尽管韩国的案例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它表明,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条件远远多于以比较优势、自我发现和规模发展为基础的国际基准。在结构变迁中的创新和协调外部性问题需要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战略性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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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蒙加的回应
阿姆斯登、坦杜尔卡和帕克三位教授以及阿莫亚科博士和林佑赫博士对我们的文章做出了很有见地的评论,我们对此非常感谢。我们将首先讨论他们的分析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接着回应他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评论。
一般性评论
关于范围和正当性首先需要强调一下,无论有意与否,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实施着产业政策。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新加坡、法国和巴西等国家采取产业政策,实际上英国、德国、智利和美国等国家也一样。这一点也不奇怪,只要你同意产业政策的如下定义:产业政策泛指那些旨在鼓励特定产业正在进行的活动或投资的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毕竟,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是持续性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结果,而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过程需要公私部门的合作。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是相当强的,而且至少从亚当·斯密起文献中对此就有阐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较少为人注意的第五篇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其中他讨论了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禀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给出了一个理解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分析框架。
如今,新一轮的质疑依赖于这样的想法,即产业(部门)政策和竞争政策是矛盾的,或者至少互为替代品。这些说法隐含在坦杜尔卡、帕克教授和阿莫亚科博士的一些评论里。我们认为,基于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的产业政策实际上促进了竞争。通过对协调提供便利并解决外部性问题,产业政策帮助许多国内外企业进入与该国潜在比较优势相符的部门,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比较优势,进而加强了产业内竞争,提高该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Lin and Chang,2009)。此外,如同Aghion et al.(2010)所示,竞争清除了不良项目,从而降低了选劣的风险。同时,企业可能自然地试图进行横向差异化,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业内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该行业的创新性就越强,对竞争力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关于纪律和实施执行任何类型的公共政策都将面临政治经济学困难,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所收到的意见里突出了其中的部分困难:在赶超发达国家的热情的吸引下,国家可能忽视经济理性而追求更加先进的部门;延长成功的政策直至超过了其有效时限,这就为寻租活动创造了机会。这些一般意义上的治理问题被经济和政治学文献研究得越来越透彻(Tollison and Congleton,1995;Robinson and Torvik,2005)。
这些顾虑是合理的,但只限于传统的产业政策,因其鼓励企业进入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里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它们的进入和持续经营通常依赖于大规模的补贴和保护,这为寻租和腐败创造了机会,也使得政府难以放弃干预、停止扭曲(Lin and Tan,1999)。GIFF促进了截然不同的方面:符合经济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一旦企业的进入障碍和经营障碍被消除,企业就是具有自生能力的。政府对先行企业提供的激励是暂时性且小规模的,只为补偿其信息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寻租和政府干预超出最初时间表的问题将得到缓解。
具体意见
坦杜尔卡教授评论了政府在促进增长和为增长甄别新产业两个角色间的区别。他接受政府在增长扶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他对政府在增长甄别方面的作用没有把握。具体谈到南亚的情形,他还问道:如何控制一个过于热心的政府,使之不要采取自己远远无法有效把握的政策?
我们相信,如果不进行甄别,政府将难以确定合适的因势利导措施。促进产业升级所需的合适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通常是针对特定产业的。如果政府要发挥作用,决定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因势利导),政府官员则必须判断并且决定,哪一个特定的产业需要这些基础设施(甄别)。因此,这两个作用是互补的,有时甚至难以区分。此外,因为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必须对它们的干预进行优先排序——这就或明或暗地从事了某种形式的增长甄别。
政府过度热情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南亚,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甚至是1979年之前的中国),许多国家都有热心国家综合征(zealous state syndrome),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促进增长方面做得有些过头。这种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并未抹杀处理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必要性。它仅指出了,我们有必要设定清晰、透明和严格的标准,来减少政府过度干预或支持不具竞争力的产业的倾向。我们提供GIFF模型,正是为了向决策者和公众建议实施产业政策的正确方法,并辨别错误的方法,使政府过分热心的可能性降低。
阿姆斯登教授认为,从中东能源带到亚洲的制造业走廊再到所谓的金砖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比本文所描述的更为成功。诚然,许多OPEC国家避过了能源诅咒,并达到了令人称道的人均收入水平。然而,与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例如北欧国家、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它们中间的大多数国家未能使用资源租金来促进其自身的结构转型。
我们提出,如果资源密集型国家使用GIFF模型来支持结构转型,它们的表现可以进一步加强。这将要求它们把获自自然资源的收入的适当比例投资于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本,并在促进非资源部门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方面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激励。它们的策略不应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仅仅局限在维持良好的治理、把自然资源收入存入主权基金,以及投资于外国股票市场以抵消商品价格的波动。
阿姆斯登教授同样也质疑GIFF框架对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很快、无土地、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严重,但是劳动力成本和生产经验却无法与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如印度)相竞争的国家的适用性。关于人口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之前的亚洲经济也面临同样的状况。对于贫穷国家的许多家庭来说,孩子数量反映了养老保险状况,人均收入的增长普遍地降低了生育率,这是因为,保险的需求减少了,而随着工资的增长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则提高了。东亚经济体没有计划生育(与中国内地不一样),但是它们经历了类似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非洲政府应该像用各种干预措施去减少儿童死亡率一样,全心关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至于劳动力成本,正如阿姆斯登观察到的,正规部门的成本可能不低,尤其是在一些非洲国家。但在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很高。此外,那些国家走出这一困境的一种方式是,遵循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的实践(Subramanian and Roy,2003),即在经济特区内允许灵活性的工资存在,以促进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新产业的发展。
阿姆斯登教授强调经验在管理商业组织中的重要性,这的确十分重要。通过促进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GIFF框架将允许更多的企业家进入竞争性的制造业部门,获得经验并使他们的企业升级到更高级的产业。日本(丰田、索尼、本田)、韩国(三星、LG、大宇)、中国台湾(台塑)和中国香港(首富李嘉诚) 的很多成功的商业巨头是由只有几个雇员、几千美元投资的小企业起步的。它们克服了这种困难,是因为它们的发起者都是很有天赋的领导者;但它们也在商业管理中获得了经验,这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有利于持续增长的环境中运营的。
她同时也提出,可以用海外投资和吸引劳动技能的产业政策来加强我们的模型。我们同意这一看法。在一个蓬勃增长的国家,政府可以用对外投资为以下事务提供便利:(1) 将在夕阳产业运营的企业搬迁至其他有相似禀赋结构的低收入国家,将其作为出口基地,从它们廉价的劳动力中获利,或获得进入它们国内市场的渠道;(2) 国内企业收购其他高收入国家中相关部门的企业,以获取它们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3) (资源稀缺的国家)国内企业从资源丰富的国家处获得资源。
阿莫亚科博士指出,成功的工业化并不总是基于竞争性市场,非洲国家尽管遵循了它们的比较优势,也没有都取得成功。GIFF框架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一个两轨战略。比较优势只是GIFF的第一个轨道;遵循比较优势是产业政策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它不是充分条件。要想让产业政策对一国的增长和结构转型做出贡献,政府还需要通过对先行者提供激励、帮助它们消除增长的紧约束、协调所需要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办法来起到因势利导作用。尽管非洲国家遵循了它们的比较优势,却仍旧没有获得成功,原因很可能是它们的政府没有起到因势利导作用。
阿莫亚科博士指出,我们的这篇文章过分关注对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支持,过少关注如何获得技术能力和学习。他似乎认为,GIFF法促进了静态比较优势。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框架促进了向新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所以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在GIFF和阿莫亚科博士心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之间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后者一般试图帮助企业进入一个国家未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因为有要素禀赋的约束,这些行业的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尚无自生能力,即使政府帮助它们进行协调并对外部性做出补偿。与之相反,GIFF的目的是帮助企业进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这种情形下,一旦政府提供了协调服务并对外部性进行了补偿,企业就有了自生能力,不再需要补贴或保护。应该指出的是,如果非洲国家在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无法获得成功,那么它们在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获得成功的概率也将非常小。
按照GIFF的做法,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潜在的后发优势,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它们的增长率可以更高,提升产业结构、收入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的速度也可以更快。一旦它们的收入水平与要素禀赋结构和那些高收入国家相接近,它们将在先进的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这将使它们有能力直接与那些高收入国家竞争甚至超越它们。因此,和阿莫亚科博士预言的“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方法仅仅是试图打入那些‘产业阶梯’上领先自己,且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竞争力下降的国家的市场,那就意味着各国的产业排名随时间基本不变”相反,对于后发者来说,这实际上是一条赶超先进国家最为快捷的道路。
帕克教授认为,以富裕参照国的产业为目标,随后相应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这个办法是有问题的。他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富国的经济结构可能是扭曲性政策的结果;第二,要想让政策取得成功,需要一个强大的政策集,仅仅甄别潜在产品是不够的。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提供了日本和苏联的例子(印度模仿苏联但没有成功)。这是一个有根据的警告。即使在成功的案例中,产业政策也永远不是一个平顺的过程。它总是包含政府的试错举措,政府应设立良好的机制和渠道,以从错误中学习,调整经济策略,以及最小化错误决策所带来的潜在成本。
然而,在我们框架的建议中,目标国家除了应该更富有之外,还应有长期的高增长,而且它的成功产业中的高收入和生产率增进最终会提高工资,降低产业竞争力。如果它们成功获得了数十年的高增长,那么它们就不大可能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以普鲁士的日耳曼王国为榜样。根据Maddison (2010)的估计,在1890年德国的人均收入是2428美元,日本是1012美元。[54]日本的人均收入仅是德国的42%。因此日本的战略和GIFF建议的做法一致。尽管帕克教授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通产省的政策总结听起来相当有道理,但是一系列统计数字背后的故事也同样和GIFF的分析完全一致:日本在1950年、1960年和1965年的人均收入分别是1921美元、3986美元和5934美元,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数字为9561美元、10961美元和13419美元,比率分别是20%、36%和44%。1960年和1965年的数字与GIFF原理相一致,1950年的数据比GIFF所提出的正常标准要低。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日本仍处于从战争复苏的过程中,而且它的人力资本,软硬件基础设施比人均收入所表明的要大;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美国的约40%(例如,1935年分别是2120美元与5467美元)。
与日本不同,印度以50年代的苏联为榜样是错误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两个国家没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苏联资源丰富而印度则是资源贫瘠。第二,苏联比印度要先进得多。根据Maddison的统计,苏联在1955年的人均收入是3313美元,而印度为676美元(仅仅是苏联的20%)。因此,GIFF建议在选择参照国和目标产业时,后发国家应该务实些(甚至谦虚些)。
帕克教授观察到,世界贸易的形式也经历了相当急速的变化。和数十年前相比,现在很少有产品和产业可被当做稳定的目标。然而,我们认为,尽管世界贸易的形式已经有所不同,而且存在产品的个性化问题,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劳动分工还是一样的。例如,电视机从黑白演变到彩色再到如今的平板,主要生产国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变成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日本、80年代至21世纪的韩国,再到今日的中国。一个想进入现在的电视机市场的后来者,可以先从劳动密集型的平板电视组装生产开始,就如同数十年前,先行者决定在黑白和彩色电视市场中开始竞争,并逐渐取得成功的做法一样。
全球化为一国通过专业化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几十年前,许多低收入国家都面临着市场规模有限、运输成本高和贸易壁垒的制约,不能利用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机遇。而现在,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找到它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并发展它,从而在世界市场上创造自己的生存空间。正因为全球化,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都应紧紧遵循其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在确定它们的生产地点和采购地点方面,跨国企业更可能利用生产成本上任何小的差异。全球化也使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更加重要,因为只有提供良好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才能实现以要素禀赋结构和专业化为基础的成本优势。
对于目标产业,帕克教授提供了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要求。他认为,为了制定成功的产业政策,政府官员需要掌握这些知识。他质疑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能力是否足以满足这些要求。首先,按照定义,所有低收入国家的能力都不高。Chang(2008)曾提醒我们,不久前,还经常有“懒日本贼德国”的说法。任何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力都将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很可能只与高收入国家的先进产业有关。对于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应大幅削减这些要求。此外,私人企业和政府官员还可以依赖后发优势,观察具有相似禀赋结构的高增长国家是如何做的,而不是仅仅分析各行业的技术性质以便找出支撑它们的相关知识。因为,这些国家必定已经通过试错或分析等办法成功克服了这些挑战。
林佑赫博士认为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以比较优势、自我发现和因势利导型政府的思想为基础提出的政策建议将有助于决策者,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他写到,韩国通过培养专业技能、填补价值链中的特定空白、依靠精心选择的一系列企业群和战略,违背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挤进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我们同意他的如下看法:高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中,有一些行业已走到了全球技术前沿,并将最终面对承担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风险的挑战。对于这些产业,政府应继续发挥其因势利导作用,使用与高收入国家相似的政策工具,例如通过资助大学或公共研究所的基础研究来补贴企业的研发费用、给新发明授予专利权、提供税收优惠、增加国防采购和政府采购等。但是对于这些国家即使在那个发展水平上依然处于全球技术前沿内部的其他行业,GIFF可被用来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鼓励资本/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的发展,正如Lim讨论的那样,实际上这些举措是与比较优势的变化所引起的产业升级的需要相一致的。60年代,韩国在纺织、服装、胶合板、假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拥有比较优势,在国际上非常具有竞争力。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功使该国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得到积累。因此,韩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得到升级。这个过程导致原有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并使经济移入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新产业。70年代,韩国的产业升级目标针对的是日本的成熟产业,而不是美国最先进的工业,Lim对于该现象的阐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了如何利用GIFF方法去解释该国经济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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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保障就业机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有可能支持本国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这样的政策同样会面临着失败的厄运。
[3] 硬件基础设施的例子有高速公路、港口设施、机场、电信系统、电网和其他公用事业。软件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法规、社会资本、价值体系和其他社会经济安排。关于二者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进一步讨论,见Lin (2010)。
[4] 技术在这里被定义为如何将基本投入要素转换为最终效用的知识(无形的人力资本)。它的非竞争性使得它不同于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效率是技术被运用的方式,它的目的是最优化,尤其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5] 在经济增长的文献中,结构变迁并未得到像技术变化那样多的关注。这是因为在标准的增长核算和回归分析中应用了单部门模型,而后者是无法处理与结构变迁有关的问题的。
[6] Maddison(2006)估计,在西欧,人均年收入的增长率在18世纪前约为0.05%,该比率于18世纪和19世纪增至约1%,于20世纪增至2%。于是,人均年收入翻一番的必要时间从18世纪前的1400年降至18世纪和19世纪的70年,并更进一步在20世纪降至35年。
[7] 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的差别为:前者的供需是由家庭和企业个别地决定的,而后者的供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政府或公众的集体行动所决定的。
[8] 例如,小麦和水稻种植中使用的化肥,需要现代的半矮秆品种来克服倒伏问题。现代种子的使用通常要求及时灌溉。个体农场主无法自行完成这些。所需要的信贷规模也超过了个体农场主的能力。相似地,从农场到非农场产业,或从小规模传统产业到现代产业的多样化也要求许多新投入要素的提供,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的改善,这些都不能在任意一个单个企业的决策中内部化。
[9] 厄瓜多尔的鲜切花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厄瓜多尔生产和出口鲜切花到美国市场的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厄瓜多尔政府开始帮助安排定期航班并投资于机场附近的降温设施,该产业才得以拓展,出口才得以起飞(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类似的故事适用于埃塞俄比亚对欧洲市场的鲜切花出口。在熟练劳动力的供给问题上,德国的两元制职业教育和培训是该国经济在过去60年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10] 我们最近在赞比亚的实地考察中发现,当地一个企业家成功地开始了波纹屋顶板的生产。一年以内,已有超过20家企业加入进来。
[11] 正是由于这种正的信息外部性,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对从事创新的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支持,例如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税收优惠、授权、国防合同以及采购政策。
[12] 可以借用现成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搞自主创新。要取得成功,它们需要进行创新,使借鉴来的技术符合当地条件,还需要在处于或接近世界前沿的部门开展产品创新,或者不至于离世界领先水平落后太多。进一步的讨论详见Lin and Ren (2007)。
[13] List的著作介绍了各种情况下经济强国崛起的历程,从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市,到汉堡或吕贝克等汉萨同盟城市,以及荷兰、英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
[14] 禁令一直持续到1825年。见Landers(1969)。
[15] 理论解释见Jones et al.(1990) 和世界银行(1995)。
[16] 明治时期(1868—1912)标志着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时代的开端。根据传统观点,这些变化引发了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见Beasley(1972)。
[17] 国有企业失败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政府试图将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手段,来发展与本国比较优势并不符合的产业和技术(Lin and Tan,1999)。这样的尝试给国企造成了政策性负担。因此政府就被迫为国企提供补贴和保护。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不能准确地知道适当的补贴和保护水平,国有企业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求更多的补贴和保护,由此引发了软预算约束问题(Kornai,1986)。
[18] 在1984年总统竞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认为该国的经济政策正在“摧毁产业而不是建设产业”,联邦政府的援助应该导向“那些受经济变革影响最严重的地区”(Mc-Kenzie,2007)。经济学家Bluestone and Harrison(1982)认为,正在进行的去工业化进程导致了“在国家生产能力方面广泛且系统的负投资”。谈到日本战后经济的成功,Thurow(1980)将其归功于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所做的产业政策安排。他担忧地说,如果政府不管,“我们的经济和制度将不能为每一个想工作的人提供职位”,他还指出“我们在保证充分就业上具有道义上的责任”。他还讲道,“重大投资决策太重要了,不能将决定权完全留给私人市场……日本企业需要向美国企业靠拢”。有人建议采取多种措施,例如,创建国家和地区经济开发银行,这一想法与赫伯特·胡佛总统提出的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相类似,这些银行运用补贴和联邦贷款担保,减缓衰退产业的收缩,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启动国家、区域和企业层面的“三方理事会”(Tripartite councils),管理层、员工和政府代表共同担任理事会成员,以达成资本投资配置的共识。尽管政策常常让步于保护主义者的提议,仍有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强烈反对任何系统连贯的产业政策方案。
[19] 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于1951年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于1957年成立。
[20] 2005年10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了七个新举措,旨在:“(1) 巩固欧盟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框架,(2) 考虑竞争力和环保问题间的联系,(3) 调整贸易政策,发展欧洲工业的竞争力,(4) 简化特定产业部门(例如,建筑业和食品工业)的法律,(5) 解决特定部门(例如,新技术和纺织业)熟练劳动力短缺的问题,(6) 预测并支持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欧盟其他政策(尤其是结构基金)中考虑这一目标,(7) 就产业研究和创新采取欧洲一体化的方法。”
[21] 目前,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几个旨在刺激创新和增长的提议。最近,法国两任前总理(他们一位来自社会党,一位来自保守党)发布的朱佩罗卡尔报告建议,法国应通过公开借款筹集350亿欧元(合520亿美元),并将这笔经费花在高校及科研(向其提供资源和激励,使之合并或成为独立的私营单位)、绿色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上,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些项目之中有一些计划,包括扩展高速互联网,发展绿色城市,支持创新型小企业,以及支持法国尖端的航空航天和核工业。在所筹集的350亿欧元中,130亿欧元将来自法国各银行偿还的纾困资金,剩余的200亿欧元将从金融市场融资。
[22] 动态比较优势的主张常被用来为产业政策及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提供理论依据(Redding,1999)。然而,在我们的分析中,只有当政府的帮助仅限于克服信息成本、协调成本以及与先驱企业有关的外部性问题时,这一观点才是成立的。目标产业应当与经济的比较优势相符合,在新产业中的企业应当具有自生能力,否则,一旦政府取消支持,企业就会失败。如果目标产业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对这些企业无止境的资助就会挤占与比较优势相符的一些产业里的其他企业的资源。显然,这将减缓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速度;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相比,这也将需要更长的时间使经济达到动态优势政策所期望的阶段(Lin and Zhang,2007)。
[23] 根据此文的目的,使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收入比市场汇率衡量的人均收入更好,这是因为,在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中,前者更好地反映了发展水平和生产成本。
[24] 有关这些国家产业政策的讨论,见Chang (2003);有关上述国家人均收入的估计,见Maddison (2006)。
[25] 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有可能在不同产业进行分工。然而,这些国家的资本密集度水平是相近的。例如,在近几年间,中国通过在电子产品、玩具和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行专业分工,取得了动态经济增长。而印度的增长则依赖于在呼叫中心、编程及业务流程服务中的专业分工,这些领域是信息产业内的劳动力密集型活动。
[26] 本着同样的精神,Hausmann and Klinger(2006)调查了一国出口产品复杂程度的演变,他们发现,当出口产品是转移到产品空间中的“临近”产品时,这个过程更为简单。这是因为每个产业要求有一些高度专用的投入,例如知识、有形资产、中间投入、劳动技能、基础设施、产权、监管要求或其他公共产品。在保证这些投入品的供应方面,现有的行业已经或多或少排除了许多潜在的问题。这些阻止新产业兴起的障碍对于临近产业来说约束力更小,因为这些产业只要求现有投入的微小调整。
[27] 关于韩国产业升级与其演变中的比较优势相符的辩论,见林毅夫与张夏准之间的交流(Lin and Chang,2009)。
[28] 根据Maddison (2006),以1990年国际元衡量,1970年中国香港的人均收入是5695元,而毛里求斯的人均收入是2945元。
[29] 如同之前讨论的那样,在当时,相似的赶超政策在德国、法国以及美国都成功了。它们的人均收入占英国人均收入的比例介于60%到75%之间。
[30] 发展经济学的新领域被认为包含欠发达国家,因为“传统经济学”不适用于此领域(Hirschman,1982)。早期的贸易和发展理论以及政策处方的基础,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被普遍接受的一些特征事实和前提假设(Krueger,1997),包括:(1) 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结构严重地倾向于初级产品的生产;(2) 如果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它们的比较优势将会永远地处于初级产品生产上;(3)全球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都较低;(4) 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且在发展的早期,资本积累只能通过资本品的进口来实现。基于这些特征事实和前提假设,我们就会很自然地相信,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主要包括国内生产的制成品对进口品的替代(Chenery,1958)。
[31] 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受政策保护的产业是早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政府出于社会政治原因需要保护它们(例如提供就业,尤其是城市的就业)。
[32] 这里所说的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这里的讨论也适用于多边发展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如果它们想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话。
[33] 贸易商品指的是制成品、农产品和渔业产品,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产品。由于国际生产网络在制造业中的出现并占据支配地位,这里的制成品不仅指最终产品,也包括制造业最终产品的中间投入。
[34] 如同在前文中讨论的那样,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原则。这是因为,在动态增长的经济中,工资率增长迅速,这就有可能导致该经济生产多年的产业开始失去比较优势。因此,该产业就会在具有类似要素禀赋结构且工资较低的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该原则还意味着,当一国的收入水平达到最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50%的时候,它将越来越难以甄别可能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该国的产业将越来越接近全球产业前沿,其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将会越来越依赖于自主创新。因此,政府支持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政策将会越来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政策不能取得既定目标的可能性也将提高。对于目前人均收入大约为1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低收入国家来说,除了找到目前人均收入约2000美元的国家的成熟贸易商品之外,还可以设法找到大约20年前具有相似人均收入且自此之后蓬勃增长的国家的成熟贸易商品。具体而言,30年前的中国、越南和印度,有着与当今贫穷的撒哈拉以南国家相似甚至更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对于当今的贫穷国家来说,它们可以选择中国、越南和印度20年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清单作为参照。它们也可以审查自己的进口品,找出其中具备以下特点的比较简单的制成品,作为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目标产业:这些制成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规模经济的程度不大,而且资金需求也不大。这里提出的想法类似于Hausmann and Klinger(2006)提出的“猴子跳到相近的树上”,但是,相对于他们提出的产品空间分析法来说,这里提出的方法所需的步骤更容易执行。
[35] 这是因为每个产业都需要一些专用投入,例如知识、有形资产、中间投入、劳动技能等。产业中一些私人企业的存在表明,该国经济至少部分地拥有这些关键性的投入。
[36] 智利已经生产葡萄酒很长一段时间了。它最近在葡萄酒产业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它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葡萄酒出口国转变为世界第五大出口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规划。政府通过技术转移组(Grupos de Transferencia Tecnológica)向当地农民和葡萄园传播外国技术,并通过出口促进办公室(Export Promotion Office,ProChile)向国外推广智利葡萄酒(Benavente,2006)。
[37] 在这里,亚洲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能有一定借鉴意义。当亚洲本土企业在一个特定领域内没有历史知识时,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通常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或促办合资企业。例如,当中国内地在20世纪8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时,中国政府积极邀请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这一政策对本土经济在各行业的起步提供了帮助。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充满活力的服装产业同样开始于韩国制造商大宇的直接投资。几年后,当知识转移已经完成,直接投资也完成了其“孵化”的使命,当地的服装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大部分工厂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第一家韩国企业(Mottaleb and Sonobe,2009;Rhee,1990;Rhee and Belot,1990)。厄瓜多尔20世纪80年代鲜切花出口蓬勃发展,这一产业也是从哥伦比亚花农建立的三家企业发展而来的(Sawers,2005)。政府还可以通过设立工业园区来培育新产业。为电子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而设立的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Mathews,2006),以及为智利商业鲑鱼养殖示范而建立的基金会(Katz,2006)是两个政府培育新产业的成功例子。
[38] 印度的信息产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在硅谷的印度专业人士帮助印度企业抓住了美国外包信息产业的扩展机会。软件出口潜力一出现,印度政府就帮助建立了高速数据传输的基础设施,使得海外的印度人可以回国并为美国客户建立离岸中心。印度的软件产业年增长率持续20年超过30%,其2008年的出口额接近600亿美元(Bhatnagar,2006)。埃塞俄比亚在鲜切花出口上的成功是另一个例子。在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选择鲜切花出口并提供产业政策帮助之前,当地的一个海盗企业已向欧洲市场出口了超过10年的鲜切花。秘鲁的芦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芦笋作为一种外国作物,一个秘鲁农民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它可以种植。然而,芦笋产业和芦笋出口并没有因此起飞,直到198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为一个农民协会提供拨款,使之获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位专家的建议。这一位专家最近发明了适合美国市场的UC-157品种。这笔拨款还使得该协会获得另一位专家的建议,这位专家向该协会的试验站成员展示了如何建立大规模生产所需的苗床以及准备出口所需的产品包装。政府还支持诸如秘鲁芦笋研究所和冷冻协会等合作机构参与研究、技术转让、市场调查、出口驱动和质量提升,并投资于处理80%新鲜芦笋出口的冷冻厂和包装厂。在这些干预下,秘鲁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芦笋出口国(O’Brien and Rodriguez,2004)。
[39] 例如,除了基础设施之外,许多非洲国家还面临着僵化的劳动法规的约束。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毛里求斯允许在出口加工区采取灵活的就业形式,同时在国内经济的其他地区维持原有法规(Mistry and Treebhohun,2009)。
[40] 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常用方法是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后三年该项税收减半。
[41] 对于存在金融抑制和外汇管制的国家来说,直接贷款和获取外汇的优先权是很受欢迎的措施。
[42] 政治捕获的可能性与保护和补贴程度成正比。如果目标产业与该国内在的比较优势相符,那么用于补偿先驱企业所提供的信息正外部性的保护和补贴就应该很少,精英们也不会有激励运用其政治资本来捕获这么少的租金。此外,一旦先驱企业成功,许多新企业会进入新产业,那么市场会具有竞争性,这将进一步降低精英捕获的风险。相反,如果政府的目标是支持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目标产业的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上将不具有自生能力,所需的补贴和保护将非常大,这一部分补贴和保护也很有可能成为寻租和政治捕获的目标(Lin,2009)。
[43] 我们将此“给予事后奖励”的想法归功于魏尚进教授。
[44] 例如,参见Di Maio (2008)和 Agosin et al.(2009)。
[45] 根据对80个国家的超过6000家企业样本的调查,Ayyagari et al.(2008)提供了一些投资环境变量的均值。在总样本中,税收和法规、政治动荡、通货膨胀以及融资被认为是企业成长的最大障碍。
[46] Bourguignon (2006)观察到:“我想用‘提取均值’来描述世界银行正在进行的投资环境评估工作的特征。如同营商环境一样,这些方法无疑是有用的。然而,它们给予我们的是全新的、更好的右侧变量指标数据,可用于跨国回归,但未必是进行国别分析的更好数据。我们的目标应是测量不同类型的企业对投资环境变量的敏感程度,来作为决定哪一个变量是增长的主要障碍的另一个方法。”
[47] 本文改编自“DPR Debate: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9 (3),May 2011 (DOI:10.1111/j.1467—7679.2011.00534.x)。© Lin,J.,Monga,C.,te Velde,D.W.,Tendulkar,S.D.,Amsden,A.,Amoako,K.Y.,Pack,H.,and Lim,W. © 2011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经John Wiley and Sons / Blackwell Publishing许可重印。
[48] 德克·威廉·特威尔德(Dirk Wilem te Velde)是伦敦海外发展研究院投资、增长与贸易计划的主任。
[49] 苏雷什·坦杜尔卡(Suresh Tendulkar)是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院的退休教授。
[50] 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是麻省理工学院的Barton L.Weller政治经济学教授。
[51] 阿莫亚科(K.Y.Amoako)是位于加纳阿克拉的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ACET)的创始人兼总裁。
[52] 霍华德·帕克(Howard Pack)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商业与公共政策教授。
[53] 林佑赫是韩国发展研究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主任。
[54] 所有这些人均收入估计值是以1990国际元计算的,数据来自Maddison(2010)。
4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的应用——尼日利亚的案例
与沃尔克·特雷切尔合作[1]
引言
尼日利亚正面临着愈演愈烈的就业危机。尽管非石油产业经历了持续、高速且广泛的增长,但失业率自1999年以来就未曾显著下降过。更为严重的是,青年劳动力的失业率在同一时期上升得非常显著。虽然工作岗位与劳动力数量似乎在同步增长,但大多数新增岗位都是在非正规的家庭农业部门中,而付薪就业实际上减少了。尼日利亚需要设计一个战略以提高其就业强度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促进商业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过程。过去的理论常常强调市场机制在矫正相对价格从而促进要素的有效分配方面的关键作用,但许多国家的增长经验表明政府常常在推动产业转型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2]通过整合旧结构经济学的一些思想,将增长的以下方面理论化,包括:一方面,在分析经济发展过程时应考虑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特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促进结构变迁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在于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差异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给定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结构),每个发展阶段的最优产业结构也相应有所不同。为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阶段,市场要求产业升级以及相应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两方面的完善。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提出了一种方法,使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变得可以实际操作,这一方法可以甄别经济体中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排除经济发展的紧约束,从而促使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本文要将GIFF应用于分析尼日利亚。之所以选择尼日利亚作为分析的对象,除了该国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之外,还因为该国是非洲的人口大国和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极。[3]
本文首先概述了尼日利亚近期的经济情况及其对就业的影响,然后阐述了GIFF及其方法论的基本原理。第三部分根据一系列GIFF标准讨论了哪些行业和产品与尼日利亚潜在的比较优势相匹配,因此需要通过产业政策加以扶持。第四部分分析了这些行业的增长面临的紧约束,并讨论了可以消除这些约束的政府干预措施(可以与私人部门合作)。鉴于尼日利亚的治理缺陷往往会削弱政策干预的效果,本部分还探讨了如何确保干预的责任机制和透明度。
尼日利亚近期的经济发展近况
自2001年起,尼日利亚经历了自独立以来时间最长的持续性非石油部门扩张,经济各部门都加速增长。1995—2000年非石油部门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4%;近年来,增长率更是翻番至7%以上甚至8%—9%。即使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非石油部门增长率在2009年和2010年仍保持在8%以上的水平。尽管石油经济因为近年来尼日尔三角洲的动乱而有所收缩,但是自2009年以来,来自尼日尔三角洲的贡献由于大赦对石油生产的正效应而有所增加(表4.1)。
表4.1 宏观经济总量,2003—2009年 (百分比)
除此之外,在过去的5年中,尼日利亚非石油部门的增长也超过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多数石油出口国和非石油出口国(表4.2)。
表4.2 真实非石油GDP增长,2003—2009年 (年百分比)
一项对增长源泉的分析表明,尽管尼日利亚全要素生产率(TFP)自2000年以来有显著的增长,但相比于美国却有所下降,直至最近才有所改善(图4.1和图4.2)。
图4.1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基期1960=1
图4.2 相对于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非石油部门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农业部门的驱动,后者的贡献率超过50%(表4.3)。仅次于农业部门的是批发和零售部门(约20%),然后是制造业和金融业(4%—5%),以及通信业(约3%—4%)。
表4.3 对非石油GDP的贡献 (百分比)
自2001年以来,服务业的转变引领了尼日利亚经济的转变,表现为通信业、交通运输业、酒店餐饮业、建筑及不动产业以及金融业的大幅增长。
增长最快的是通信业(年均增长率超过30%),其次是批发及零售业(约15%)和建筑业(约13%)。固体矿业平均增速超过10%,而制造业增速约为8%—9%。农业年均增长率为6%—7%,是十多年来最强劲持续的增长。
尽管尼日利亚近十年经济快速增长,其出口和生产结构仍缺乏多样性。尼日利亚的出口集中于石油和天然气(98%),而非石油方面主要是以服务国内需求为主的农业和批发零售业。
就业及收入对强劲经济增长的反应
表4.4显示了自1999年以来的劳动力状况变化。
表4.4 劳动力状况 (加权百分比)
尼日利亚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中有很高比例(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属于劳动力。同其他的非洲国家一样,正式的失业率(以找不到工作的求职者人数衡量)很低。劳动力之外的大部分人口或是气馁的(discouraged)求职者,或是由于对前景失去信心而根本就没有找工作的人。劳动力外人口比率是一个比官方失业率更好的衡量失业的指标,后者只包含了那些试图找工作而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如果认为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确实是对工作不感兴趣的话,失业率将会下降到25%以下。然而鉴于尼日利亚的普遍贫穷,这种情况不会很多。
表4.4说明,尽管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力外人口比例基本没变。这意味着工作岗位的数量基本与劳动力同步增长,所以失业率保持基本未变。
表4.5显示了家庭农业就业、非农业自我雇佣(大部分为城市人口)和付薪就业的转变。
表4.5 样本人口中不同类型就业的比例 (加权百分比)
从1999年至2006年,尼日利亚劳动力最重要的结构型变化是由付薪就业转为农业就业:15—65岁样本人口中(除全日制学生)拥有付薪工作的比例有所下降(由1999年的15%下降至2006年的10%)。非农业自我雇佣也是如此(其比例由24.1%下降至22.9%)。而家庭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由30.8%大幅上升至37.8%。[4]
表4.6更进一步体现了自1999年以来付薪就业的变化:半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和公共企业中的付薪就业减少了,而私人部门和其他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协会)中的付薪就业增加了。
表4.6付薪就业类型 (加权百分比)
付薪就业的减少反映了三个发展趋势:(1) 公务员的缩减和许多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急剧减少了公共服务部门的就业,而公共服务部门的就业在正规部门就业中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并将继续占据付薪就业的最大比例;(2) 许多付薪就业量较大的私人部门,尤其是纺织业,多年以来的持续衰退使其减少了相当多的雇佣数量;(3) 快速增长的部门,如批发/零售、建筑和农业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就业,而那些正式部门,如金融业、酒店服务业,要么是非劳动力密集型,要么就是从一个非常小的基数起增加用工数量,因而未能显著增加付薪就业。
两个显著特征:
年轻人中家庭农业就业自1999年至2006年近乎翻番。
到2006年,城市年轻人口中不属于劳动力的比例显著增加。关于这一问题的一项详细研究表明,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和从来没有任何工作经历的男性。
这基本上支持了自1999年以来青年失业率上升的结论,在近年来经济强劲增长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值得警惕。
尼日利亚的增长模式以及与其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关系可描述如下:
在尼日利亚近年的强劲增长中,农业部门占主导地位。在劳动力市场上,反映为就业向家庭农业的转移。农业就业的大幅增加也与农业生产率未有显著提高相一致。
快速增长部门创造的合同制付薪岗位未能补偿公共部门、半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付薪就业的减少,从而导致付薪就业整体上的下降。
鉴于人口中不属于劳动力的比例整体上保持不变,而且在年轻人中的比例还有所上升,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很明显未能满足其人口的就业期待。
尼日利亚的快速增长主要反映了两个因素:(1) 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为私人投资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2) 部门政策,如银行合并,直接地促进了一些部门的增长。宏观经济政策和部门结构政策一同把人们对尼日利亚经济的信心大幅提高,并促进了投资,主要资金来源是外商直接投资和汇款。
然而,投资更多地集中在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回报率非常高的石油天然气和通信产业。因此,就业密集型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生产率几乎没有提高,比如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因此,基础设施成为这些产业发展的主要约束,限制了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高,进而限制了创造就业的能力。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需要关注就业密集型产业生产率的提高。
下一节根据GIFF指出了尼日利亚应该发展的目标产业。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指出,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促进商业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基础设施和体制安排不断完善的过程。在任意给定时点,一国的禀赋结构(即一国所拥有的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最优的产业结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丰裕的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因此,使一国最具竞争力的最优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禀赋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想达到与发达国家一样的收入水平,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使得资本的密集程度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一国的禀赋结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取决于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这些变化引起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影响该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类型,并进一步影响最优产业结构。一个产业想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须与该国的潜在比较优势相适应。[5]对潜在竞争优势尤其重要的是工资水平。通过模仿或授权取得技术通常比自己研发更便宜,因此低收入国家可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成本制造出相同的产品。这样,一国可以通过发展在与其禀赋结构相近且高速发展的较发达国家中的成熟产业来充分利用其后发优势。通过追随经仔细挑选的先行国家,后发国可以效仿领导—追随型的雁阵模式,这一模式自18世纪以来让所有遵循它的经济取得了成功。
与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产业升级不能仅仅依赖于市场机制。例如,新产业在开始阶段由于缺少互补性投入品和必要的基础设施而步履艰难,即使该目标行业正是该经济体比较优势之所在。私人企业在进行升级或多样化决策时没有能力把这些投资内部化。因此,政府在提供或协调基础设施投资和互补性投入品的生产方面就有了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推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创新过程是有风险的,因为存在先行者问题。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先行者总是造成外部性。例如,如果先行者为失败付出代价,便为其他公司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同样,如果先行者成功,其经验也会为该国的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关于该产业盈利能力的极具价值的信息。然而,一旦新企业大规模地涌入,先行者所能获得的租金将会消失。在发达国家,先行者通常可以被授予专利,从而获得从成熟产业得来的租金。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该产业并非处于全球的前沿水平,新专利可能无法获得。鉴于进入一个新行业的企业得不到专利,因此,政府提供某种直接支持就有了合理性。
GIFF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来甄别经济体中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消除紧约束,从而促使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或者推动已经存在于该国的这些产业更快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GIFF认为,挑选优胜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紧约束可能是产业专有的,而且私人部门自身可能无法消除它。因此,主要的问题在于减小挑选到错误行业的可能性。关键的风险因素在于,一国挑选出来的目标产业由于太过发达而远离了该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或是一国在该产业中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
GIFF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六步法。其中三步旨在挑选行业,之后的价值链分析可用于确定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并实现增长时面临的紧约束(专栏4.1)。
专栏4.1GIFF的应用:比较价值链分析
世界银行出版的一份关于非洲轻工业的报告(2011),介绍了如何进行创造性的价值链分析,来判断一个行业的竞争力,并协助政府和私人部门辨别最为严重地削弱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约束条件。
在普通的价值链分析中,优势、瓶颈和政策问题应在一国范围内进行分析,并在该经济体范围内与其他行业进行比较。在新方法中,中国和越南被选做衡量非洲出产的特定产品的成本有效性的基准,以求尽量近似。
应用GIFF分析得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SSA,以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为样本国家)可能获得成功的子部门之后,又对每个子部门中特定的产品进行深入的价值链分析,以有代表性地了解该子部门的竞争力和约束限制所在。该分析将各投入品的比例和成本、有效投入品使用、物流成本、劳动生产率、生产损耗和效率进行量化分解。数据来源于五个国家五个子部门中生产类似产品的合理数量的样本企业。影响成本和竞争力的每个部分又在中国、越南和SSA间加以比较,从而非常明确地找到了东亚和SSA之间变化很大的成本要素,因此也就找到了政府干预的方向。此外,该方法还通过计算国内资源成本而排除了那些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近年来,对尼日利亚的几个关键产业已经进行了价值链分析,找到了这些产业中的机会和约束。但是,本文提出的新方法旨在使用GIFF甄别尼日利亚可能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无论是潜在比较优势还是显性比较优势。接下来,可以对这些产业进行比较价值链分析,这将提供严谨的证据来支持政府和私人部门为克服这些部门存在的关键约束而实行的优先计划。例如,比较价值链分析为特定产业中的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差异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样,我们可以就如下问题得出结论:该产业的扩张对有助于减少贫困的就业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或劣势),后者在决定一个行业是否具有竞争力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步:甄别满足以下条件的贸易商品和服务:找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尼日利亚100%—300%,与尼日利亚拥有类似禀赋结构,而且快速增长;再找到这样一个国家中有活力地增长了20年左右的贸易商品和服务产业。许多情况下,由于工资水平随经济发展而增长,一个快速增长国家在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在该行业可能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6]除此之外,尼日利亚可以自产一些简单的、劳动密集型、规模经济有限、只需要很少投资且还在进口的制造品。本步骤亦可甄别对尼日利亚来说属于新兴产业但具有良好商业前景的产业。
第二步:从上一步得出的清单中,政府可以优先发展那些国内私人企业已经自发进入的产业,并试图甄别:(1) 原有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主要障碍;(2) 其他企业进入该产业的主要障碍。对这些产业,政府也可以采取措施鼓励来自较高收入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
第三步:除了第一步甄别的贸易商品和服务产业之外,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密切关注私人企业自己成功发现的产业并支持这些产业发展壮大。
该方法在尼日利亚的应用见下文。
选取部门
选择人均GDP超过尼日利亚100%—300%的国家表4.7中是人均GDP为尼日利亚100%—300%的国家名单。排除掉增长缓慢的国家(即年均增长率低于6%的国家)之后,剩下的是印度尼西亚、中国、越南和印度。
表4.7 2009年的购买力平价人均GDP (2005年不变价国际元)
根据要素禀赋标准,在这些国家中印度尼西亚与尼日利亚最接近——二者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都是前OPEC国家,但又从事着劳动力密集型生产。[7]印度尼西亚成功地同时使用其自然资源和丰裕的劳动力来发展与其潜在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笔者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认为(Lin,March 2011),对于资源和劳动力都丰富的国家,资源丰富型国家和劳动力丰富型国家两者都可用做比较对象。[8]
尽管不属于资源丰富的国家,越南的高增长率也使它成为一个合适的比较对象,尤其是从其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的角度。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使越南某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迅速消失。
另一个参照国是中国。中国的人均GDP约为尼日利亚的三倍且不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鉴于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庞大的人口和国内市场,以及中国在技术增加值链上的迅速上升,以前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产业可能正在失去其成本优势,所以中国的生产结构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模仿对象。尤其是当尼日利亚可以用其自然资源带来的租金改善其基础设施和教育时。
最后一个参照国是印度。尽管印度并未完全利用其比较优势——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但其熟练劳动力却在一些全新的领域被成功应用,如呼叫中心。因此在某些方面,印度的产业结构也是与其潜在比较优势相一致的。
这些国家出口什么商品
表4.8给出了上述参照国的劳动力密集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并简要评价了尼日利亚在这些产业上的潜力。
表4.8 甄别增长部门:中国、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出口品
对规模报酬有限,且只要求很少投资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的进口
表4.9给出了对规模报酬有限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4位数SITC层次上)的进口。
表4.9 2010年尼日利亚的前15位进口品
私人部门活跃且已经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产业
第三个标准是选出尼日利亚私人部门已经较为活跃而且已经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产业,如信息及通信技术(ICT)、轻工业、食品加工业、批发及零售业、建筑及汽车配件业、肉类及家禽、棕榈油,以及可可生产。上述产业现在都没有出口。但是,所有这些产品的生产都有充足的就业和增长潜力并可以升级为出口品。
图4.3标明了区域和地理因素是怎样导致一个产业增长和就业潜力的不同的。例如,卡诺地区大米生产的就业和增长潜力就低于卡杜纳地区。又如,拥有广大市场的拉各斯地区的批发及零售业的增长潜力远大于市场较小的卡诺。由于尼日利亚各地区情况各不相同,这种详细的区域分析显得十分重要。
图4.3 进一步探讨所用的价值链排序
除了这些产业,还有一些部门有成功的自我发现。例如,旅行箱生产最近成功出现并迅速扩张。现阶段,60%的部分是由国内制造的,使得单个箱子的平均成本显著下降;国内需求的约50%也是由国内生产满足的。另一个成功自我发现的产业是2010年12月才刚刚开始的电视机组装业。这两个产业在未来都可能快速扩张,如果政府通过诸如金融促进等手段促进其规模扩大的话,还有可能成为出口品。
根据这一分析,尼日利亚哪些产业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
上文使用了三种标准来甄别可以作为干预目标的、具有高增长和就业潜力的产业。首先,确定在快速增长、具有与尼日利亚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GDP高于尼日利亚100%—300%的参照国中蓬勃发展的贸易品产业。其次,分析尼日利亚的进口并确定那些只需要少量投资、规模经济有限,因而可以在国内生产的产品。最后,在国内寻找已经成功实现自我发现或者增长迅速,但具有较大的就业影响力并可以更快增长的产业。
根据第一条标准,我们认为禀赋结构类似的参照国中有七个产业需要进一步分析:鞋类,包括运动鞋;纺织品;电视录像机;水产品;汽车零部件;植物油;化肥。除此之外,还有摩托车;肉类及肉制品,油籽;化肥,石油制品;皮革;旅行用品;办公设备;医药制品;有机化学制品。
根据第二标准,如下四个产业应被重点关注:汽车零部件;彩色电视机;轮胎;金属制造业。
第三标准着重考虑已经在快速增长的产业,得到的目标产业与前两条标准筛选得到的有轻微不同,它们是:轻制造业,食品加工业,肉禽,棕榈油和大米,电信,皮革,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
尼日利亚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石油、天然气,但固体矿物也很丰富。与此相关的产业,尤其是精炼石油制品、石化制品、化妆品和塑料,目前在尼日利亚并不活跃。但是,鉴于这些产品目前被大量进口且国内原材料供应充足,应使用深度价值链分析法来评估它们在尼日利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
怎样从上述名单中得到目标产业?关键标准是行业的增长和就业创造潜力,私人部门能力增长的可行性,以及公共部门的监管框架。这些问题可最终由详细的价值链分析来解决,方法如专栏1所示。但是首先,作为一个初步近似,使用前文提到的关于非洲轻制造业的报告中开发的一系列预选方法筛选目标行业,可以缩小选择范围。
第一,需要排除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而国内市场狭小的产业,因为尼日利亚并非资本充足型国家,而且最初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产业应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第二,目标产业应在参照国中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因为大型企业在尼日利亚并不普遍。但是,鉴于尼日利亚的商业环境可能得到改善以有利于外商大规模直接投资,我们也可以考虑参照国里大企业生产的产品。第三,对每一种产品,国内市场中均应存在供应链。第四,国内市场可以提供原材料或者原材料很容易进口。第五,劳动技能应易于转化。
表4.10比较了预选得出的产业是否符合上述标准: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并未包含在内,因为这两个产业不可能靠模仿他国起家,但是这两个产业可能受益于政府有目标的干预,使其对更高的需求反应更敏感,就业强度更高。
大多数产业都符合预选标准,既有增长潜力也符合可行性标准。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运动服:不能从国内市场获得原材料PVC,造成了比较劣势,并已经导致了国内生产的停止。该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可能取决于国内化工产业的建立。同样,参照国中的化肥、化工产品和电视机不是在中小型企业中生产的,但是如果创造有利条件,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在尼日利亚成立大型企业(包括合资企业)。
表4.10 筛选高增长潜能子部门的标准
第二步,需要考察尼日利亚在这些产业基本工资的竞争力,以判断尼日利亚是否具有后发优势。
表4.11总结了中国、越南和尼日利亚按行业分类的工资数据。
这些数据证实了,在上述产业中,尼日利亚具有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相对成本优势。
表4.11 各行业平均工资(包括福利)
如何促进目标价值链的增长
除了提出上述确定目标产业的方法外,GIFF还确定了一系列可促进目标产业增长的步骤。如上所述,通过价值链分析或Hausmann,Rodrik and Velasco (2005)提出的增长诊断研究法,政府可以尝试甄别出这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障碍因素或行业准入的障碍因素。此外,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鼓励在第一步中甄别出的较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在这些产业进行投资。此外,在公共设施落后且商业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创办工业园区或出口加工区。这些工业园区或出口加工区通常专门为某些部门或行业提供便利条件,例如IT或轻工业,且往往围绕现有产业集群而建。最后,政府可以为在第一步中找出的相关产业的国内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一定的激励机制,以补偿它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的公共知识。具体方法可以包括企业所得税优惠期、直接的税收优惠或优先获得外汇储备以进口关键设备的权利。在文献中,前者的干预类型被称为软产业政策,后者为硬产业政策。
接下来将探讨制约目标价值链的关键因素以及针对尼日利亚的具体情况可采用哪些具体措施。现有的价值链研究分析了许多这类价值链增长的紧约束。[9]这些紧约束大致分为五类:(1) 实物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和道路的缺乏;(2) 商业环境(繁琐的程序);(3) 缺乏融资渠道;(4) 缺乏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体系;(5) 限制性贸易政策。附表总结了各种紧约束,以及可采取的措施。
每类约束的具体应对措施如下:
实物基础设施:建设带有专用电力和运输线路的工业园区。在已有高度集中的有前景的价值链,并具有很高的增长潜力的地区建设独立发电厂(IPP),政府可以通过与其有密切合作的工业银行来进行。
商业环境:有选择性地给一些政府关键部门赋予一定权力,如尼日利亚标准组织(Standards Organization of Nigeria,SON),其职能为实施质量标准、改革商业执照发放和土地交易。
技术和职业教育及培训:通过尼日利亚的技术教育委员会发起建立的创新企业机构(Innovation Enterprise Institutions,IEI)把增长部门与技能发展联系起来。建立国家职业资格(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认证框架,协调国家青年服务计划(National Youth Service),使青年团体的参与者可以找到与其资质相匹配的工作。通过行业协会,鼓励传统的学徒制培训标准的发展与采用。
融资渠道:通过土地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抵押贷款的可获得性,促进抵押贷款融资。引入优惠利率直接信贷计划。
贸易政策改革:进口禁令和高关税对许多价值链的竞争力有不良影响。用关税代替对最有增长潜力的某些部门有负面影响的进口禁令,将对若干产业的发展非常有利。对于有些尚待发展且具有高增长潜力的部门,采取适当保护可能还是必要的。
每个部门的主要约束
对于政府和私人部门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就是找到那些一旦缓解将极大促进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约束。附表中列出了每个价值链的制约因素以及这些制约因素该怎样消除。下面将讨论与拉各斯的企业家们的会谈中得到的一些发现。缺少电力是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的约束,因此没被特别提及。尼日利亚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工业园区独立发电厂的问题,以作为解决高电力成本的主要方法。
一般而言,企业家希望得到更大的进口关税保护。过去,尼日利亚持续通过高关税和进口禁令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然而,国内生产改善并未实现,因为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制约因素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电力缺乏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在延续保护的同时,政府应做出承诺,逐步取消贸易保护,并以一揽子措施解除一些关键的紧约束,即建设独立发电厂,为进口制造商设立快捷窗口,为便利关键价值链的融资渠道而采取一些具体的金融干预措施。应该用关税替代进口禁令,事实证明进口禁令大多无法实施,只能助长走私。
食品加工(包括果汁,肉禽,挂面、意大利面和番茄酱)近年取得了极大的增长,生产者对进一步增长的前景充满信心。番茄酱生产商表示,如果国内西红柿产量取得较大增长,将极大提高该行业的增长潜力。此外,政府的具体鼓励政策,如研发激励、全面推行出口津贴(EEG)、协助分发种子等将使生产进一步扩大。
建筑业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有巨大潜力。该产业快速增长最主要的约束之一是难以获得抵押贷款融资。土地交易过程改革和发展与抵押贷款相关的金融工具这些具体干预措施可以改善这类融资的可得性,并极大地促进该产业的发展。此外,该产业还遭遇了熟练工人短缺问题。针对此问题的干预措施是大幅提升职业培训的质量,这将有助于减少青年失业并降低建筑企业的成本。
摩托车、拖拉机和电视组装业即将快速扩张。关键约束是缺乏贸易协调(导致了进口过程延误),以及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以扩大生产,使厂家不能从规模效应中获利。
计算机组装业也在快速发展。政府和私人部门在解决工人技能不足问题上的合作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此外,政府可以推动大学和其他学校采用宽带接入。
由于相比进口产品缺乏竞争力,轮胎产业遭遇了连年衰退并于2008年停产。提高生产率的关键约束包括:(1) 需要天然气来保证独立发电厂的运行;(2) 需要改造瓦里的精炼厂以便于获得炭黑(轮胎生产的关键投入品);(3) 需要纾困资金解决大笔债务问题。由于尼日尔三角洲的骚动,天然气供应中断。同时,精炼厂改造未能及时完成。政府注资是救援该行业的关键,特别是配合其他措施,包括重建瓦里的精炼厂和优惠贷款(基于与私人承包商的绩效协议)。
金属业遭遇了电力短缺问题和来自国外的价格竞争。尽管如此,生产的某些环节,如铸铁、锰钢已经蓬勃发展;而其他部门,如铝等,在不断衰退。主要障碍除了电力供应外,在于海关总署拖延进口原材料的报关过程。然而,该产业增长最重要的挑战依然是电力的缺乏。
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如何解决治理问题?
对产业政策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精英们以损害干预政策效果的方式控制干预权的潜在可能性。尼日利亚在治理问题上表现很差,长期以来在全球贪腐指数排名中接近垫底。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确立一些原则,使得政府在实施这些政策措施时适当处理与治理有关的问题。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如下措施或许可以提高政府在这一方面的表现:
通过公开的过程达成共识,并在实施这些已达成共识的措施时让公众不断跟进,可以最好地保证透明性和责任机制。例如,首先,可以举行一个工作高层会议,让关键产业的私人部门代表和政府代表就促进特定部门发展的重要干预措施进行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包括筛选标准和相应的实施机制。然后把这些谅解备忘录公开发表,并在公共论坛上定期讨论审查其执行情况。
协议应详细说明预期的结果。此外还应规定,如果预期结果没有实现,干预措施应被撤销。
控制干预政策的规模可以进一步增加透明度和责任机制。较小规模的干预措施比大规模干预更有可能具有高透明度。这是由于精英控制干预的潜在可能性与政府补贴和其他保护政策的寻租空间成正比。
行业的选择可以委托给咨询公司,而非交由政府进行(如智利的例子)。
结语
本章的目的是甄别具有高增长和就业潜力的行业,并确定一些干预措施以去除这些行业的增长所面临的紧约束。本章的结论是,许多产业——有的已经在尼日利亚相当活跃,有的是新的产业——在增长和就业创造方面可能具有很大的潜力,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的价值链分析,以确定哪些干预措施可以使尼日利亚与竞争对手展开有效竞争。所选定的促进增长的经济措施应该主要集中于:(1) 提供实物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供水和污水处理;(2) 改善商业环境;(3) 发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4) 改善对经济的监管;(5) 改革贸易政策;(6) 为所选定的部门提供税收激励、融资渠道和外汇获取渠道。
实施这些干预措施的同时,十分重要的是,采取上文所述的支持良好治理的一系列措施。这样多管齐下,尼日利亚在保持其强劲的增长及提高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方面就会处于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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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注意这一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从付薪就业转移到家庭农业生产。这也可能意味着,那些之前在报告中反映为没有就业也没有失业(即在劳动力市场外)但偶尔参与农业生产的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农业生产活动,从而作为家庭农业生产就业人口被报告。这意味着他们从就业不足转为就业。Rodrik (2010)找到证据证明劳动力从批发零售部门(该部门有合理的高生产率)转移到农业。
[5] 见本书第2章。
[6] 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具有相似的比较优势。因此,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相比竞争对手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在同一行业内,相关技术的复杂性可能截然不同,因此一国可能在某些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其他产品上没有。例如,当韩国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存储芯片市场时,日本的存储芯片行业依然在扩张。韩国能成功进入该行业的原因是它生产的是简单的、技术成熟的芯片,这种芯片是日本10年前生产的。同时,根据不同的资本密集度,一个行业可被分成不同的区段。例如,IT行业根据资本密集度可以分为研发、芯片、零部件和装配。低收入国家可以从劳动密集型的装配环节开始进入该行业。
[7] 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相似之处在世界银行此前的一个出版物中被认识到,该出版物考察了两国1960—1980年的经济表现(见Bevan,Collier and Gunning,1999)。
[8] 参见Lin(2011)和本书最后一章。
[9] 2010年8月在阿布贾召开的工作峰会确定了每个价值链增长的关键紧约束。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就如何缓解这些紧约束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这些措施随后被政府批准,目前正在实施。
5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
引言
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显著。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印度,由银行来提供主要的金融服务,包括动员储蓄、配置资本、监控企业管理层和风险管理。而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和马来西亚,证券市场和银行在金融服务领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存在巨大的差异。Demirgü-Kunt and Levine(2001)运用全面综合性多国金融结构数据,将各个国家和地区分为四类:银行主导型金融发达国家,市场主导型金融发达国家,银行主导型金融欠发达国家和市场主导型金融欠发达国家。其中,银行主导型金融欠发达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尼泊尔、埃及、哥斯达黎加、肯尼亚、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巴基斯坦、津巴布韦、希腊、阿根廷、委内瑞拉、印度和爱尔兰;市场主导型金融欠发达国家包括丹麦、秘鲁、智利、巴西、墨西哥、菲律宾和土耳其;银行主导型金融发达国家包括突尼斯、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芬兰、挪威、日本、法国、约旦、德国、以色列和西班牙;市场主导型金融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荷兰、泰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韩国、瑞典、英国、新加坡、美国、瑞士、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
金融结构产生的原因何在?金融体系两大组成要素——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组合对经济发展有没有影响?这些问题数十年来吸引着经济学家不断探索。早期的一项研究是Goldsmith(1969),早在40年前他就试图记录金融结构随时间的变革并就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评估。他指出“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重要的话——就是金融结构及其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分析35个国家1964年之前的数据,他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数据的限制使他难以对金融结构作进一步探究,其研究只局限于对德国和英国的细致比较。显然这种案例研究的结论难以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
自Goldsmith以来,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Demirgü-Kunt and Levine(2001)(与其合著者)收集了不同国家的综合性金融结构数据,并根据这一全新数据集发现:随着国家越来越富有,银行和金融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银行和金融市场越来越活跃,其效率越来越高,这些金融系统也变得日趋复杂。但总的来说,较高收入国家的金融结构更偏向于市场主导型。他们还发现了强有力而且一致的证据,表明影响经济发展的是金融发展水平,而银行与证券市场的混合情况则影响不大(Beck et al.,2001)。
但是,认为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无关的观点面临着巨大挑战。有几位学者从理论上证明了金融结构的影响十分重要。毕竟,相对于银行服务而言,经济发展更能提升对证券市场服务的需求(Allen and Gale,2000;Boyd and Smith,1998)。此外,银行和证券市场在企业治理和投资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作用不同(Stulz,2001)。具体说来,银行更擅长降低那些标准化程度较高、期限较短、风险较低且抵押质量良好的投资项目的市场摩擦,而证券市场更善于为那些创新性强、期限较长、风险较高、更加依赖无形投入(如人力资本)的项目提供资金(Allen and Gale,2000)。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证券市场明显变得越发活跃和重要,这一客观事实强化了金融市场的作用随国民收入上升而提升的观点。
本文将总结近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进展,这些研究表明金融结构确实影响着经济发展;在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各个发展阶段可能存在相应的最优金融结构。政治因素的存在可能使一国的实际金融结构偏离其最优结构,本文也会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在下文中,我们首先对传统的金融结构理论和研究发现进行总结,随后讨论一些新的观点及其实证依据。
有关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传统观点
关于银行与金融市场各自相对优势的研究文献很多,诸多观点总结起来可分为四种(Beck et al.,2001;Levine,2002;Stulz,2001)。第一种观点是金融结构无关论(the financial-structure-irrelevancy view)。在资本市场完善、市场主体风险中性的前提下,利率决定了哪些投资机会是值得利用的,任何一个能够产生正的净收益(扣除资本成本以后)的投资项目都会被采用(Stulz,2001)。如果资本的流动性不完全,即资本的跨境流动因为对特定国家风险的担忧而受到阻碍,那么,影响就业机会创造、企业成长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金融系统能否提供高效的服务、金融服务渠道是否充分,而不是银行与金融市场如何组合。按照这一观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
金融结构无关论的一种特例就是法律与金融论(the law and finance view),该观点认为金融系统健全性的首要决定因素是法律体系(La Porta et al.,2000)。具体而言,这种观点认为,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的与其说是金融结构,还不如说是金融系统究竟是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金融的整体发展依赖于法律制度和法律渊源。法律体系可能会对外部金融产生影响,因为良好的法律保护将让投资者们更加相信他们的投资(由企业负责管理)至少能获得一些回报,从而更可能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投资资金(La Porta et al.,2000;Stulz,2001)。
金融结构无关论成立的前提是一些较强的假设,这些假设在现实中可能难以成立。当金融体系无法使储蓄资金流向效率较高的资金使用方时,金融结构就显得重要了(Stulz,2001)。有两大关键的市场缺陷摧毁了完美金融市场的假设(Stulz,2001):相对于投资者而言,公司管理层对企业行为具有信息优势(“隐蔽信息”);投资者观察不到管理者的某些行为(“隐蔽行为”)。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使得管理者有条件追求自己的目标。而管理者无法就向投资者返还投资收益提供可信承诺,进而使得投资者未能给那些本可以在信息对称条件下盈利的项目提供资金。在存在这两个问题的情况下,金融结构就有了真实后果:它改变信息和交易成本、影响资本成本、改变管理层的激励和对管理层的监督。
银行主导论(the bank-based view)突出银行在调动资源、甄别项目质量、监督企业经理层、管理风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强调了证券市场的缺陷(Beck et al.,2001)。金融结构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Gerschenkron(1962)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制度环境尚无法有效地支持金融市场活动,此时银行的作用比市场更重要。因为即便在法律和会计体系薄弱、制度不发达的国家,强有力的银行也有能力迫使企业披露信息、偿还负债,从而助力工业增长。而且,银行比证券市场更适合向需要多阶段融资的新企业提供外部资金:银行可以做出随着项目进展追加提供资金的可靠承诺,而证券市场很难提供如此可靠的长期承诺。与银行相比,完善的证券市场能够及时充分地在公开市场披露信息,这降低了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激励。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可能减弱投资者甄别创新性项目的激励,从而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此外,流动性很大的证券市场还会引发短视的投资观念——投资者所要做的只是紧盯股价,他们不会去积极地监督有害于公司管理的公司管理者。
与之相反,市场主导论(the market-based view)将证券市场视为推动经济成功的关键要素(Beck et al.,2001)。金融市场为投资者更有效地进行多样化投资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条件,进而鼓励更多的外部资金供给。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还能促进竞争,从而加强企业致力于研发和成长的激励。因此,市场主导型体系在推动创新型和研发主导型产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有效(Allen and Gale,2000)。流动性良好的资本市场使投资者能够持有大量股份,使敌意收购成为可能,从而建立了一种对失职或无法胜任的公司管理者的惩罚机制(Stulz,2001)。市场主导论也强调了银行的消极作用。银行付出昂贵的成本收集企业信息,从而可能从企业榨取更多的租金,这将降低企业承担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激励。而且,由于债务合约的本质属性——银行不会因为企业的投资回报高而获利,却可能因其回报低而蒙受损失——因此银行更偏爱回报低但财务稳健性高的投资项目,这妨碍了企业的创新与增长。此外,强有力的银行还可能与企业管理层勾结以阻碍其他投资者的进入,削弱竞争,降低公司控制的效率,从而阻碍增长。
传统的实证研究结果
Demirgü-Kunt and Levine(2001)使用新的各国金融结构数据库考察了各国金融结构随经济发展而演变的历程。金融结构的特征是用银行业发展状况(以规模、活动和效率来衡量)相对证券市场发展状况(用同一方法衡量)的比率来刻画的,比率越高,金融结构越偏向于银行主导型。由此将各国分成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类。奥地利、法国、德国、英国、中国香港、日本、荷兰和瑞士这些国家和地区具有相对庞大、活跃的银行系统;相比之下,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加纳、尼泊尔、尼日利亚、秘鲁、土耳其和津巴布韦的银行系统明显规模偏小、不够活跃。在证券市场的发展方面,有些国家和地区用各种指标衡量都已十分发达(澳大利亚、英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荷兰、新加坡、瑞典、瑞士、泰国和美国),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如智利和南非,证券市场庞大但流动性较差。还有少数国家,如德国和韩国,证券市场活跃但规模小。
Demirgü-Kunt and Levine发现,在富裕的国家,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规模更大,交易更活跃,效率也更高,这也印证了Goldsmith(1969)早年的小样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平均而言,富国的金融体系也更发达。而且,在较高收入国家,证券市场相对银行显得更活跃、更有效率。此外,在具有普通法传统(有别于民法法系)、对小股东权益保护良好、会计体系完善、腐败程度低、没有存款保险的国家,金融结构更倾向于市场导向型。这与信息成本较高、产权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更钟爱银行而非金融市场的观点是一致的(Allen and Gale,2000;Stulz,2001)。
Beck et al.(2001)提供了广泛的证据说明影响经济的不是金融结构而是金融深度。他们将上述新的各国金融结构数据库与企业层面数据及国别产业层面数据结合起来分析。根据关于金融结构和经济绩效的三个层次的证据(纯粹的国别比较,国别产业间比较,国别企业层次数据比较),他们得出了前后一致的结论。他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金融结构有助于解释各国经济绩效:“无论是市场主导型还是银行主导型,国民经济并没有增长得更快,金融依赖型产业没有更快地扩张,新企业的创建没有变得更加容易,企业的外部资金可得性没有增强,企业的成长也没变得更快。”相反,他们写到:“不同国家之间总体金融发展情况的差异确实有助于解释经济绩效的跨国差异。银行发展程度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紧密。具体来讲,数据表明,在金融领域整体发展水平更高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更快,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的产业扩张更快,新企业的创建更加容易,企业的外部资金可得性更强,企业成长得也更迅速。”他们还发现,金融发展当中能够被法律体系解释的部分同时也能用来一致地解释企业、产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增长,这与法律与金融论的观点相一致。
理论争鸣的新浪潮
金融结构真的与经济发展无关吗?近期的研究进展对此提出怀疑。首先,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经济发展往往没有通用不变的套路(Kremer,1993)。能带来最大收益的改革领域因国而异,而且经济发展通常都会存在 “瓶颈”,这就好比著名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这艘由成千上万的零部件所组成的航天飞机“之所以爆炸,是因为发射时的温度导致其中一个部件——密封圈——失灵了” (Kremer,1993)。与这种强调特定国家和特定发展阶段瓶颈的观点一脉相承的是,一些研究在不同经济环境中已经发现了政策互补性。具体而言,Xu(2011)总结的证据表明,商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效果会因发展阶段而异,尤其是落后的基础设施和缺乏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如印度的现状——因其对经济发展有消极的间接影响而可能成为关键性瓶颈。
其次,金融结构理论也有所发展。基于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经验比较,Allen and Gale(2000)检验了金融结构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结论是,由于银行和证券市场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需要把这些金融服务进行不同组合以确保经济运行的效率。他们认为,随着一国经济增长,该国需要的金融服务(银行和证券市场)的组合也不同(Boyd and Smith,1998);如果实际金融结构偏离了最优组合,经济体将无法获得适当的金融服务组合,从而伤害经济增长。
Lin,Sun and Jiang(2011)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存在影响。他们认为关键的原因在于高效的金融结构必定反映了实体经济的需求。从根本上看,要素禀赋状况(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决定了产业结构,反过来产业结构又离不开与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结构的支撑。具体说来,对一国而言,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进而决定最优的产业结构、相关风险的性质和企业规模的分布(Lin,2009)。由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在规模、风险、融资需要等方面各不相同,实体经济在某一发展阶段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会系统性地有别于该经济体在其他阶段的需求。当金融结构的特征与该经济体产业结构的特征相适应时,金融体系便能够最大效率地发挥其基本功能,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发展。因此,经济体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存在最优的金融结构。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要素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相对充足的非熟练劳动力(和相对稀缺的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应该在经济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供模仿,与发展中国家相适应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相对都比较成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通常比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小,尤其是在资本规模上。因此,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运转效率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满足小规模的、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的融资需要。标准化财务信息的缺乏导致这些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不高,因此外部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在于对企业的甄别和对经理层的监督。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银行,尤其是小规模的地方性银行比金融市场更具优势,因为它们更善于处理当地信息、评估与企业商誉相关的“软”信息并与借款者建立长期联系。而且,对低收入国家的企业而言,银行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银行可以带来更低的资本成本:(1) 在向为数不多的几家银行借款时,企业无需提供如财务报告、外部审计报告等公开信息,因而节省了宝贵的资金;(2) 向银行贷款的利息比在股票市场中支付的股票红利更低,因为贷款的风险更低,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这又节约了一笔资金。因此,如果不存在扭曲,发展中经济体金融结构的主要特征理应是银行占据支配地位。
在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的区域性银行很可能在向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一些证据表明,银行的规模与其服务的企业的规模是相匹配的。大银行的服务重心在于大企业,对小企业持回避态度,而小银行的目标定位为小企业。大银行向大企业贷款能够节约交易成本——因为无论贷款规模大小,每一次的流程和手续都一样,对大银行而言,最能节约单位成本的方式是向大企业提供几笔高额贷款,而不是向小企业提供许多笔低额贷款。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小企业的贷款业务就留给了小银行。
与发展中国家相反,发达国家要素结构的突出特征是拥有相对充足的熟练劳动力和资本,其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的企业通常规模庞大,对外部融资的需求更大。由于发达国家已处于或接近技术前沿,企业需要在产品研发与创新上支出更多,并且承受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高风险。[3]较大的规模使企业能够负担向市场提供标准化财务信息的(或多或少的)固定支出,而专业金融机构得以获得足够的收入,从而可以向公众提供专业的财务和审计信息。在标准化财务信息可得的前提下,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大银行就成为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资金提供者。
而且,有观点指出证券市场更适合富国。对于拥有新技术和创新型项目的企业而言,投资者掌握的信息有限,对高新技术前景的预期也存在分歧。分散化的证券市场允许投资者同意或不同意这些企业的前景,因此,企业也更可能获得资金支持(Allen and Gale,2000)。此外,证券市场还可以利用标准化财务信息——这些信息通常只在较高收入国家是可得的——来降低企业管理层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投资者更准确地判断哪些企业值得投入,哪些企业的投资能获得更安全的回报。风险资本通常投资于高风险的创新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早期发展阶段,而证券市场的关键作用就在于它一方面可以为风险资本提供退出市场的选择,另一方面可以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融资支持。而且,一旦风险资本投资项目获得良好的初期收益使项目的高质量得到证明,银行也可以跟进提供多阶段投资。如此一来,高收入国家的最优金融结构的特征就应是一个庞大、活跃的证券市场辅之以众多大银行。[4]
综上所述,对经济发展处于某一特定阶段的国家而言,某种特定的金融机构将会更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资本。换言之,在经济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存在一个特定的最优金融结构,这一最优金融安排的组合方式及其相对权重能够将金融资源最高效率地配置于最优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中的竞争性部门的企业中。发展中国家最优金融结构的突出特征是银行(尤其是小银行)的地位比证券市场更重要,发达国家情形正好相反。而且,最优金融结构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随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最优产业结构和最优金融结构也会相应改变。因此,没有哪一个特定的金融结构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为将来参考之便,我们把上述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存在特定最优金融结构的观点命名为新结构观点。
一些新的实证研究成果
几篇最新的论文提供了一些证据,支持金融结构以不同方式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第一条也是最关键的证据来自Demirgü-Kunt,Feyen and Levine(2011)的国别研究。在注意到以往的文献并没有认识到金融结构的重要性之后,他们试图探究对最优金融结构的偏离是否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关。他们运用72个国家1980—2008年的数据对金融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行再评估。具体来说,他们评估了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对金融结构变化的敏感性是否改变,经济发展的各个层次是否都存在一个最优金融结构。对金融结构的衡量指标是私人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与证券市场市值(占GDP的比重)的比率以及该比率的一些变种。
作者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评估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对银行和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的敏感性。分位数回归方程提供了增长过程中经济发展和银行、证券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的信息。相比之下,传统的国别研究重点在于对“一般”(average)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之间的关系。分位数回归法隐含地主张金融结构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有不同的作用,成为得到“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有影响”这一发现的关键。
每个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的衡量指标是这样构建的:在控制关键性制度、地理条件和结构等特征的前提下,对OECD国家的样本,就金融结构的一个衡量指标(占人均GDP的一定比例)进行回归。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在上述特征具备的条件下,OECD国家可以提供最优金融结构如何随经济发展变化的信息。随后,作者使用回归得出的系数测算出各国每年的最优金融结构估计值。接着计算出一个“金融结构缺口”,它等于金融结构实际值和预测值之差的绝对值的自然对数。
他们发现随着经济发展,银行和证券市场相对于整体经济的规模都会变得更大。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变富,经济发展对银行发展指数变化的敏感性逐渐降低,而对证券市场发展指数变化的敏感性在提升。因此对证券市场服务的相对需求将上升,而这类服务与银行提供的服务不同,正如Allen and Gale(2000)所指出的那样。
Demirgü-Kunt,Feyen and Levine(2011)还发现了一些证据,支持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相应的适宜金融结构的观点。研究表明,实际金融结构对最优估计结构的背离值(即金融发展缺口值)与经济产出的下降密切相关。即使控制银行业发展水平、证券市场发展水平、标准的控制变量组和国家固定效应,在金融结构缺口和经济活动之间仍然存在稳健的负相关关系。他们还研究了非最优金融结构形成的原因(是过分的银行导向还是市场导向)是否有影响的问题,结论是没有影响。偏离最优金融结构带来的影响是显著的:金融结构缺口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人均真实GDP的对数值会降低0.06,这意味着经济活动降低6%。进一步控制国家和时期固定效应以及一些标准控制变量,上述影响的大小会下降50%,但仍显著。这一影响的大小很有意思:它显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也并非很大。
应该指出,这篇论文并未考虑金融结构潜在的内生性。如果依照该理论,金融结构确实受收入水平的影响,那么对金融结构的效果的预测就会存在偏误。而且,用OECD国家的数据预测最优金融结构的说服力也值得商榷。毕竟OECD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是否可以把这些国家作为推断穷国的最优金融结构的基础尚不清楚。尽管如此,该论文为新结构观点提供了比较可信的实证支持,向解决金融结构效应之谜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
第二条证据来自一个比较大的企业数据库。Cull and Xu(2011)使用89个国家的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企业的劳动力增长率如何随各国金融结构而变化。将企业层面的数据和各国金融结构指标结合起来分析的重要优点是,能够考察金融结构给各个类型的企业带来的不同影响,从而使我们可以区分两种解释金融结构演进的思路——以效率为基础的思路(即新结构观点)和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思路。
Cull and Xu(2011)将企业层面的劳动力增长率对各国银行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作回归(控制了企业和国家的基本特征以后)。出于两方面考虑,作者关注劳动力增长率方程中金融结构的潜在内生性问题。首先,可能存在同时与金融结构和劳动力增长率相关的遗漏变量,比如非金融企业环境变量(Xu,2011)。其次,金融结构与企业劳动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他们借助工具变量应对上述问题,纳入考虑的工具变量具体包括自然资源依赖度、社会信任度、粮食作物耕作模式、居民死亡率等,作者选取它们的一个与金融结构相关且通过过度甄别约束检验的子集作为工具变量。此外,作者还采用了Rajan-Zingales倍差法以考察在保持国家和产业固定效应不变,即控制了全部的国家和产业特有因素的前提下,外部融资依赖性更强的企业的增长是否因国家层次上的金融发展而受益更多。该方法显著地降低了遗漏变量偏误。
在将企业增长与国家、产业特征和金融结构挂钩,并考虑了金融结构的内生性之后,Cull and Xu(2011)发现,在私人信贷比例较高的低收入国家,劳动力增长速度更快,而且银行业发展的带动效应在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尤为明显。在高收入国家,劳动力伴随着证券市场资本化程度的提升而增长。这两个结论与新结构观点和某些更早期的理论预测(Allen and Gale,2000;Boyd and Smith,1998;Lin,Sun and Jiang,2011)是一致的。
第三条金融结构效应的证据源自金融结构对贫困水平的影响研究。金融结构可能影响贫困水平,因为企业家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了企业家筹资的难度——毕竟他们比银行和股市的微观投资者更知晓自己项目的前景。为数不少的研究者认为银行比股市更善于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一个原因是银行与借款者建立起了长期联系,从而可以受益于这种长期关系带来的信息的价值;相比之下,成熟的证券市场能够迅速、公开地发布信息,因而降低了私人投资者收集信息的激励。因此银行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能力更强,使得外部融资成为可能。另外,证券市场十分依赖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以保证必要的投资收益,因此市场效果如何极大程度地依赖制度因素。而银行更擅长督促企业和家庭履行合约(Gerschenkron,1962;Boyd and Smith,1998),因此在合约兑现程度较差的低收入国家,银行的作用十分明显。
基于以上逻辑,Kpodar and Singh(2011)使用来自47个发展中国家1984—2008年的数据证明,在这个样本中,由银行主导的金融深化与贫困水平的下降相联系,而市场导向型的金融发展指标则与贫困率的提升相联系。此外,回归结果显示,如下两个变量的交叉项系数为负且是显著的:一是制度质量,二是以规模为基础的衡量股市与银行相对重要性的指标。这表明随着制度的完善,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指标和贫困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将越发不明显,甚至在制度质量达到一定界限后会呈现反向关系。反之,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国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比市场主导型更能降低贫困率。作者采用GMM方法处理了金融结构对贫困水平的内生性,这种方法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并允许金融结构和其他变量是内生且前定的。
对最优金融结构的偏离
除了基于产业结构(根源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派生需求以外,还有一些因素导致实际金融结构对最优结构的偏离。早先的研究已经证明金融结构与法律及法律渊源显著相关(La Porta et al.,2000;Demirgü-Kunt and Levine,2001);我们在这里重点关注其他几个因素的作用,例如思想理念、政治因素等,它们已在近期的一些研究中崭露头角。
第一个因素来自政府领导人的理念。[5]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结构的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然,高层领导人的观念会对该国的金融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一个例证就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内广泛存在的金融抑制。这类国家往往对银行业采取限制准入政策,控制利率,并干预信贷的配置。结果造成银行业被几家大银行垄断,资金主要流向大企业。而在经济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小企业却基本无法取得贷款,只能依靠内部资金,或者以非正当渠道进行外部融资。
为什么这些国家会采取如此明显低效率的金融政策?政府错误的发展战略很可能是导致这些抑制性政策和金融体系扭曲的主要驱动力。[6]如果政府优先发展的并非那些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它只能采用扭曲市场的政策使稀缺资源流入其优先发展的行业。政府干预和随之而来的金融抑制政策自然就不可避免。由于制度变迁存在惯性,这些扭曲的政策对金融体系演进的影响可能是漫长的。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世纪50年代,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极度匮乏、劳动力数量庞大。然而,政府却雄心勃勃地采用了一种与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发展战略:优先建立和发展重工业。为了推动资本密集度非常大的重工业的发展,政府不得不有意地扭曲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外汇的价格;以政府的计划体系取代市场机制来控制生产要素的配置;将私有企业国有化;以人民公社的形式将农业生产集体化。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被关闭或合并入中国人民银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一直是全国唯一的金融机构。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采用双轨制进行过渡:一方面,为原来优先发展领域的企业提供暂时的补贴和保护;另一方面,对符合比较优势但在旧发展战略下被压制的一些行业取消准入限制。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四大国有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建立。但是利率仍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国内银行业准入也依然受到严格限制。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虽然已经缓慢下降,但仍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实际金融结构与最优产业结构之间的严重错配,劳动密集型的小工商企业很难获得信贷,抑制了国内就业机会的创造,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实际金融结构背离最优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于那些深信金融自由化的好处并相信金融体系可以跳跃式发展的政策顾问们。作为纠正金融抑制的政策处方,金融自由化被理论家们广泛接受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付诸实践。虽然金融抑制政策理应被去除,但是某些新的容易被忽视的政策扭曲可能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被引入。在发展中国家构建和发展与发达国家类似的金融体系的建议并不罕见。金融市场高度活跃的英国和美国的金融体系经常被树为发展中国家应该追随的榜样,这个榜样往往被金融市场那所谓的优越性赋予了合理性。于是部分低收入小国渴望发展证券市场,将小银行合并成大银行,并抑制地方性银行的发展。
然而,正如新结构观点所认为的——而且已得到实证支持——低收入国家的最优金融结构系统性地有别于发达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金融模式既不会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也不能带来更优的经济表现,相反甚至可能引发破坏性后果,譬如金融危机。而且此类政策建议与那些发达国家自身在工业化时期的增长经历也是不一致的。例如,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业企业通常规模很小,在初创和扩张阶段主要依靠内部融资。在外部融资方面,个人接触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银行在工业领域长期投资上的融资作用不大。英国的银行往往是小规模、地方性的,办公地点也很少,这种局面最少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期。英格兰的银行合并运动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发展起来,其顶峰位于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再来看资本市场。历史证明直到19世纪末,资本市场才开始在工业生产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1890年之前的美国,工业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以独资为主。除煤炭和纺织业以外的工业证券几乎无人知晓。直到1887—1904年兼并浪潮以前,工业优先股流通的资本市场并未发展起来。普通股公开市场的发展则更晚。因此,虽然今天金融市场是英美金融体系的关键组成元素,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却并非如此。根据Cull et al.(2006)的研究,在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正是各种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出现才满足了北大西洋核心区国家中中小企业的需要。这些机构能够深入当地的信息网络,从而将贷款发放给那些因太年轻或规模太小而无法从大的中心银行获得资金的企业。
第三个导致实际金融结构背离最优金融结构的原因是政治因素,观点来自Calomiris and Haber(2011)对银行危机(此时的金融结构显然不是最优的)的讨论。许多银行欠发达的经济体重复地犯草率发放贷款的错误:一旦一轮危机结束,银行旋即将有限的贷款继续错误地分配给违约可能性很大的企业和家庭。原因何在?Calomiris和Haber借助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会普遍存在信贷对象过于狭窄的不稳定的银行体系。关键原因在于,每当涉及银行系统的操作,政府官员就面临内在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造成了银行体系不稳定和信贷供给不足。具体而言,政府一方面对银行实施监管以控制风险,另一方面它们又将银行视为有风险的公共资金的源泉(通过从银行借款和对银行征税)。此外,政府一方面需要执行债务合约、惩罚违约借款人,一方面还需要借款人的选票和政治支持。最后,当一家银行破产时,政府通常让债权人承担损失,然而它们的政治生命又系于最大的债权人群体——存款者手中。这些利益冲突意味着,对银行业的调控政策通常迎合了支持政府的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
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理解某些历史案例(苏格兰、英格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等)中的银行业结构十分有用。在上述国家中,无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一旦具有生命力的政治联盟形成之后,银行业结构的演化方向也就决定了。将这一理论框架运用到历史案例研究中可以获得一些结论。首先,造成银行业准入障碍的政治联盟的性质是因政治体制而异的。在专制体制下,很容易组建一个严格限制银行业准入的稳定的政治联盟,部分原因是潜在借款者在政治过程中没有话语权。因此,专制体制下的银行体系只能将贷款发放给政府和由政府看中的银行家精英们把持的企业。然而,这种专制制度下狭隘的贷款配置未能使银行业变得更稳定:在经济困难时期,银行内部人会和政府一起剥夺与这一政治联盟(即少数的股东和存款人)关系松散或根本没有联系的企业与家庭的财产;在极度困难时期,政府甚至会(实际上也发生过)剥夺银行内部人的财产。
政治普选让广大公众拥有话语权,使得只向精英群体发放贷款的银行体系难以为继。但是,普选也不一定能确保银行业的稳定。借款人把选票投给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当选后将扩大信贷供应量,改善信贷条款,并在选民难以偿还时豁免债务。事实上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银行系统都是很脆弱的。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同时实现银行业的稳定和向大众提供的信贷供应,因为这样的结果要求政治体制不仅允许大规模普选,而且能充分限制执政党的权力和决策随意性。
为弄清楚实际金融结构是否具有偏离最优结构的倾向,Cull and Xu(2011)分析了从私人信贷市场发展中获益较多的企业类型。具体而言,他们在劳动力增长方程中引入私人信贷变量(即私人信贷占GDP的比重)和企业特征量(如规模、资本密集度等)的交互项,并在企业层次上进行回归。研究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低收入国家的小企业从私人信贷市场获益最多。相反,随着私人信贷发展,资本密集型大企业的劳动力增长率上升更多。因此对低收入国家来说,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企业从银行业发展中受益更大。这表明实际金融结构偏离最优金融结构的可能性很大。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很可能将大部分贷款放给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使得少数精英企业快速成长。这种情况可能源自于银行业结构过于集中、被大银行主导,而大银行只放贷给大企业(Lin,Sun and Jiang,2011),或者是政治家和银行内部人之间的政治结盟限制了银行业的准入,导致大银行占据统治地位,而这些大银行只为与其关联紧密的内部企业(往往是大规模且资本密集的)提供贷款(Calomiris and Haber,2011)。
结语
为什么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千差万别?金融结构是否影响经济发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有了一些进展。传统理论认为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无关紧要,而传统的实证研究的共识是决定整体经济绩效的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
一些近期的研究却认为,金融服务内生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又是由相对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每个具体的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最优金融结构。这一观点得到了最近的某些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具体而言,随着一国的发展,银行业和证券市场都变得越来越庞大、活跃,但是证券市场的相对重要性在提升。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对银行发展指标的变化的敏感性逐渐降低,而对证券市场发展指标的变化的敏感性在提升,因此证券市场服务的相对需求将上升。此外,实际金融结构对最优结构的偏离值与国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层面的证据表明,银行业的发展对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有非常强劲的影响,尤其在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在高收入国家,证券市场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则十分强烈。另外,银行(相对于证券市场)在降低发展中国家贫困率上的作用更大,尤其是在制度建设薄弱的国家。另一方面,没有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从银行业发展中获益更多,因为实际金融结构往往背离最优结构。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含义。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最优金融结构将向市场主导型的方向演进。第二,新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能够较好推动经济增长的金融结构确实也是不同的。这些发现都表明,可以把金融结构作为独立的金融政策。如果最优金融结构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适当调整金融政策和制度。第三,政治、法律渊源、当政者的理念都可能引起一国的实际金融结构偏离其最优值,从而导致经济效率和福利的损失。因此,如果能够更好地理解最优金融结构是什么,以及偏离最优金融结构可能引起的效率与福利损失,就有可能在实际金融结构的决定中减弱政治性和理念性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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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获益于与Robert Cull和Asli Demirgü-Kunt的讨论,以及2011年6月17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金融结构会议上的讨论。
徐立新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首席经济学家。
[2] 本章改编自作者2011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发表的论文。
[3] 技术创新风险是指与新产品开发过程相关的风险,产品创新风险是指新产品能否被市场所接纳的风险。
[4] 同时依然存在数量众多的小银行在向非贸易品领域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5] 以下四段内容大量摘自Lin,Sun and Jiang(2011),也可参见文后。
[6] 参见Lin(2009)关于发展战略及其对金融制度发展影响的详细讨论。
6 发展战略、制度与经济绩效
引言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被分为两类,一类由富裕的、工业化的发达国家(DC)组成,另一类则包括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国家(LDC)。第一类国家广泛使用现代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而第二类国家却主要使用过时的生产技术。发达国家的富裕根源于它们的产业和技术优势。19世纪以来,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赶超发达国家成为摆在欠发达国家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面前的紧迫课题(Gerschenkron,1962;Lal,198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力图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确实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并且趋向收敛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3]
我认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主要根源于它们的政府采取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执行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然而,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通常是不符合该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于是,为了支持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就在国际贸易、金融部门和劳动市场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扭曲措施。通过扭曲,虽然可能在发展中经济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却会造成资源配置不当、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使经济的效率低下。结果,收敛的目标未能实现。欠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而不是以结构/技术的升级为目标。因为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意味着资本(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积累比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增长更快。资本积累取决于经济剩余(或者说是利润),以及国民经济的储蓄倾向。如果欠发达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那么就会有最大可能的经济剩余和最高的储蓄倾向,从而最大可能地进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遵循这一发展战略,欠发达国家能够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要素禀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实现收敛。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只有当国民经济的价格结构能够反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的时候,企业才能够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而只有当价格是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时候,价格结构才能反映每一个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职能是维持市场的良好运转。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对关于经济增长与收敛问题的最新理论发展作一简短的讨论,然后,我将讨论企业的自生能力和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问题,以及它们与要素禀赋的关系。在分析了政府的几个替代发展战略之后,我提出了发展战略的一个统计测度,并给出了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经济学估计。在总结性评论中,我将讨论分析内容的政策含义。
增长理论:概述
在战后时期,当发展经济学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曾鼓励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干预政策,加速资本积累,追求“内向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进口替代战略,直接瞄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 (Chenery,1961;Warr,1994)。苏联最初在国家建设中的成功,大萧条时期形成的对初级产品出口的悲观情绪,对市场缺乏信心,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都强烈影响了这些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 (Rosenstein-Rodan,1943;Prebisch,1959)。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无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属于资本主义阵营,都采取了这类发展战略(Krueger,1992)。
根据Solow(1956)等人的开拓性工作,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两者的人均收入差距应该逐渐缩小,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拥有同样的技术而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然而,经验证据表明,虽然美国不同州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收敛(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Baumol,1986),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Pearson,1969;Romer,1994)。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事实,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了新增长理论,将技术创新看做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和开发(R&D)、“干中学”等因素内生决定的。新增长理论对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然而,对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后来加入的中国内地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超乎常规的增长和收敛现象,新增长理论并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Pack,1994;Grossman and Helpman,1994)。在赶超过程中,这些新兴工业化经济在研发、人力资本、“干中学”方面的投资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欠发达国家一般使用那些处于发达国家技术前沿以内的技术 (Caselli and Coleman,2000)。采用新的前沿技术的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只能通过研究和发展或其他创造知识的机制实现。然而,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现存技术和技术转移实现技术创新。很显然,通过研究和开发实现的技术创新成本要远高于通过模仿或其他技术引进方式实现的技术创新。因此,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有助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产生新技术的机制对理解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敛性没有什么帮助。
然而,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处处存在,一个欠发达国家仍然面临哪类技术适合自己模仿或引进的问题。
合适技术的思想首次被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他们提出了“局部性的干中学”(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概念。发展经济学中的类似观点由Schumacher(1973)提出。对合适技术的研究最近重新被Diwan and Rodrick(1991)、Basu and Weil(1998)、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9)等研究提出。[4]但是建立在合适技术观点上的理论模型对于收敛问题并没有一致性的结论。Basu and Weil(1998) 认为欠发达国家资本存量相对较低是采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个障碍。他们得出结论,欠发达国家如果能够通过提高储蓄率来利用先进技术,就有可能经历一个经济迅速增长时期。可是,他们的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非洲和“四小龙”之外的亚洲国家政府提高储蓄率的努力没有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Rodríguez and Rodrick(1999)在一个跨国研究中显示,增长率决定储蓄率,而不是储蓄率决定增长率。因此,难以将提高储蓄率看成是触发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相反,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9)强调进口技术的坏处。在他们的理论框架里,发达国家的技术是由熟练工人使用的;当技术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时候,技术是由非熟练工人使用的。劳动技能和技术之间的这种不匹配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均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方面出现巨大差距。在Acemoglu和Zilibotti看来,改善工人的技能基础和人力资本对于收入收敛是至关重要的,Lucas(1993)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然而,Acemoglu和Zilibotti使用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他们假设欠发达国家总是使用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的技术,而不是技术前沿以内的技术。
合适技术观点并没有回答欠发达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合适角色是什么的问题。虽然知识扩散与合适技术之间的关系表明需要选择一个不同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遵循的发展路径,但是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增长是否是重要的,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提高私人部门储蓄率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政策,政府是否应该对发展高技术产业直接提供补贴,这些问题还不很清楚。
自生能力、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结构
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它的技术和产业的函数。如果两个国家有相同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则它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基本相同。为了理解欠发达国家的收入是如何向发达国家收敛的,我们需要弄清楚欠发达国家怎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我将先解释企业自生能力的含义,以及企业自生能力及其产业和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
我用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词。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性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很显然,如果一个企业预期不能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就没有人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除非政府提供支持,否则就不会存在。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企业的经营管理将影响其盈利能力,这是一个公认的命题。然而,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也取决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
考虑一个简单经济,该经济仅包括两种给定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且只生产一种商品。图6.1中的等产量线上的各点代表生产既定数量的某一产品的各种可能生产技术或所需要的不同的资本和劳动组合。A点代表的技术比B点更为劳动密集。C、C1、D、D1是等成本线,其斜率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在一个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经济里(如等成本线C和C1所表示的那样),生产既定数量的产出,采纳A点所代表的技术成本最低。当劳动的相对价格上升的时候(如等成本线D和D1所表示的那样),采用B点所代表的技术成本最低。
图6.1 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技术选择
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市场经济中,如图 6.1所示,一个企业只有在生产中采用最低成本的技术时才是有自生能力的。在图6.1中,如果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是C曲线,则采用A点代表的技术就是成本最低的,任何其他技术选择,如B点,都会导致成本上升。市场竞争将使得选择A点以外的各种技术的企业都不具有自生能力。因此,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给定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
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决定于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裕或稀缺程度。当劳动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时,等成本线类似于图6.1中的C线,当资本相对丰裕而劳动相对稀缺时,等成本线就会变化为类似于图6.1中的D线。因此,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是否位于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低成本线上。
上面的讨论可以扩展到生产许多不同产品的一个产业,以及拥有许多不同产业的经济中去。如图6.2所示,I1、 I2、I3分别代表产业I中具有相同产出价值的三个不同产品的等产量线,三个产品的平均相对资本密集度从I1到I3递增。如图6.2所示,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产品和技术选择是否位于最低成本线上,该线又是由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
图6.2 产业中的产品选择
一个产业可由其所有不同产品的等产值线的包络曲线来代表。一个产业的等产值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该产业中以一个特定技术生产的某一特定产品,同一个等产值线上的所有产品都有相同的价值。如图6.3所示,一个有三个不同产业(用I、J和K三个产业的等产值线表示)的经济,图中的三个产业有相同的产值。如果劳动相对丰裕,等成本线是C,则该经济在I和J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进入这两个产业并选择相应的技术生产产品I1(或J1)的企业就具有自生能力。假定随着资本相对丰裕度的提高,等成本线变化到D线,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将相应变化,企业也只有将自己的产品或技术从产业J中的J1调整到J2,或者转移到K产业并生产K1产品,才能继续保持自生能力。在I产业生产I1产品的企业将丧失自生能力。
图6.3 经济中的产业和产品选择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和经济的比较优势的概念密切相关,两者都是由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如果欠发达国家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
可选择的发展战略
在任何经济中政府本身是最重要的制度。它的经济政策决定了国民经济中企业面对的宏观激励结构。为了解释欠发达国家在收敛方面的成功或失败,我将分析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并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发展战略。我将发展战略大概分为两个不同的大类:(1) 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试图鼓励企业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忽视现有的比较优势;(2) 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尝试促使企业按照经济中的现存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5]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一贯而不修改地遵循上述任一发展战略。然而,有些国家偏向于某个发展战略而成为该战略的典型。当然,遵循某种战略的国家后来也可能放弃该战略。战略转换为我们深入分析战略影响提供了好机会。
发展战略的特征
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因此,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性市场中,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将进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中选择相对劳动密集型技术。[6]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常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推动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也就是说,当他们的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等成本线还在图6.3中的C时,他们就想发展一些类似K的产业,并生产K1产品。[7]给定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生产K1产品的企业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性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性市场能够得以维持,那么遵循政府战略的企业就会引致相当于等成本线C和C1之间距离的损失。我将这个损失取名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policy burden)。因为政府要对企业进入和选择这个产业或技术负责,所以政府要承担企业的损失。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必须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policy subsidy),来弥补这一损失(Lin and Tan,1999;Lin,Cai and Li,1998,2001)。
在真实世界中,补偿政策负担的补贴需要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倡导的产业和技术偏离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多远。如果偏差比较小,那么政府就能够依靠税收激励或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企业进行补贴。然而,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这一偏差常常很大,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所定的目标,就需要有各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当欠发达国家政府追求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项目的资本成本。另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项目所需设备一般在国内不能生产,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需要大量的外汇支撑。然而,欠发达国家出口有限而且主要是价值不高的农业和资源产品,因为外汇一般是稀缺的、昂贵的。为了降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项目的设备进口成本,政府一般也会高估本币价值,低估外汇价值。[8]
利率和汇率扭曲一方面刺激优先部门和非优先部门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外汇,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储蓄和出口积极性,因此减少了经济中的资本和外汇供给量。这样就会出现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储备实行配额分配,以确保执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企业能够有足够的资源执行战略任务。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受到抑制,甚至被直接的政府配给取代。[9]
从理论上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只要补贴企业由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即可,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区分政策性负担诱致的损失和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并动用一定的资源游说政府提供事前的政策优惠,例如获取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和法律上赋予垄断权等,以补偿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除了政策优惠,如果企业依然还有损失,那么它们会再次要求政府提供事后的、特别的支持,如更多的优惠贷款。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或直接非生产性的利润寻求活动。[10]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由此软化。[11]一旦存在预算软约束,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而去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他道德风险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可以选择替代性的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鼓励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生产中选择能够使企业具备自生能力的技术。如上所述,该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适合在生产中使用的技术都是由该国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然而,作为微观单位的企业的经理人员,不太可能知道或关心实际的禀赋条件。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企业产出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只有当要素相对价格正确地反映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丰裕度时,他们才能进入正确的产业,选择正确的生产技术,而这又只能在市场是竞争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此,当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时,它的基本政策应该是为自由、开放和竞争性的产品与要素市场的运转消除各种可能存在的障碍。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假定一个经济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可以免费获取关于产品市场、产业和生产技术的各种信息。所以,当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时候,企业能够相应升级它的产品或技术,或者顺利地从资本相对较不密集的产业转向资本相对更为密集的产业。然而,信息并不一定是可以自由获得的。因此,花费一定资源搜寻、收集和分析产业、产品及技术的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企业自己从事这些活动,那么它就会对这些信息保守秘密,其他企业也需要花费同样的资源去获取信息,信息投资重复的现象就会出现。然而,信息具有公共品性质,一旦信息收集和加工工作完成,信息传播的成本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
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能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需求的供给完全内部化,而需要依赖外部来源的帮助。所以,一个企业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新的人力资本供给。除了人力资本外,这种升级可能也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营销及配送渠道等。因此,政府也可以利用产业政策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
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其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即使有政府产业政策提供的信息与协调,尝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的企业也仍然有可能因为升级本身目标过高、新的市场太小和协调不适当等情况的出现而失败。一个企业的失败会告诉其他企业这个产业政策不合适,它们因而能够通过不遵循这个政策而避免失败。也就是说,第一个企业支付了失败的成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第一个企业成功了,其成功也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外部性,促使其他企业从事类似的升级,第一个企业可能享有的创新租金也就会很快被其他企业的升级稀释掉。这样,第一个企业可能的失败成本和成功收益之间是不对称的。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遵循比较优势和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受到鼓励的新产业和技术与这个经济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动是一致的,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并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所以,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应该是有自生能力的,少量有一定期限的补贴就足以补偿信息的外部性,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它们的生存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12]
比较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在汽车生产方面的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遵循比较优势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产业政策的差异。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发展汽车工业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梦想。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选择了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的经验经常被引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促进重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的观点。韩国在70年代中期制定了促进汽车工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有限程度的成功。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工业开始于50年代,两个国家的汽车工业自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接受政府保护。同样一个产业政策为什么有的时候成功而有的时候失败?一旦我们将这些国家制定和开始执行产业政策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行比较,问题就会变得很清楚 (见表6.1)。
表6.1 人均收入水平(1990年国际元)
人均收入是一个经济的劳动和资本相对丰裕度的良好近似。高收入国家资本丰裕、工资率高,低收入国家的情形则相反。表6.1表明,当日本在60年代中期执行它的汽车产业政策时,其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的40%。汽车产业那时并不是最为先进和资本密集的产业,日本那时也不是资本稀缺的经济。日本通产省仅仅对日产和丰田提供了支持。然而,超过十家企业置通产省不要进入汽车产业的劝告于不顾,也开始生产汽车,虽然它们没有得到通产省的支持,但也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上面的证据表明,在60年代中,日本的汽车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通产省推动汽车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属于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政策。当韩国在70年代中执行汽车业发展政策时,它的人均收入仅仅相当于美国当时人均收入的大约20%,相当于日本当时人均收入的大约30%。这可能就是韩国政府需要给它的汽车企业比日本政府更多、更久的支持的原因所在。即使有这样的支持,韩国的三个汽车企业最近还是有两个陷入破产困境。当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执行它们的汽车业发展政策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10%。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企业完全没有自生能力,即使到了今天,它们的生存仍然要靠政府的高度保护。[13]
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的重点放在物质资本的积累上,以及它对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决定性影响。人力资本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近年来已经受到发展文献的大量关注。最近旨在解释跨国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中已经将人力资本作为生产函数中的一个解释变量,并且已经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 (Mankiw,Romer and Weil,1992;Caselli,Esquivel and Lefort,1996;Klenow and Rodriguez,1997;Barro,1997)。
人力资本积累在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中处于什么地位?如果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就会很快,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也非常迅速。这种升级实际上是一种创新,即使升级的过程是对更为先进的国家现存的产业和技术的模仿。经理人员或工人们在升级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新技能、生产、营销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他们还需要对引进的技术做出许多改良,以适应本国的环境。提高经理人员和工人的人力资本将有助于他们应对不确定性,并进行必要的改良(Schultz,1975)。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时,它将离开成熟的产业和技术,向更新的、不成熟的、不确定的产业和技术靠拢,这将要求有更多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在新的、前沿性的产业和技术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越来越强。[14]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在收敛过程中同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人力资本并不是物质资本的替代物,人力资本的过度积累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从印度、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移居到美国,他们对其祖国的经济增长直接贡献很小。然而,这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祖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较低,以致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太可能在国内找到合适的位置去发挥他们的人力资本作用。
遵循比较优势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比较
试图赶超发达国家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包括知识精英,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大多数人直接观察到的是发达国家和他们自己的国家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的差距,以及产业和技术结构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然而,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使一个欠发达国家赶上发达国家,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事实上会扼杀一个欠发达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许多其他理论也都试图解释欠发达国家在取得持续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或失败,遵循比较优势或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资本积累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所以,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就必须首先缩小它与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上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增长。资本积累取决于企业获得的剩余或利润的规模,以及经济中个体的储蓄率。当一个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在生产中选择了成本最低的技术时,作为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这个企业将是有竞争力的,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拥有最大的剩余或利润。同时,当资本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被使用时,有最大可能的回报率,因此,经济个体的储蓄激励也最高。而且,政府不会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也不会动用行政力量创造合法的垄断,因而也就不存在浪费性的寻租活动。企业将拥有硬预算约束,需要通过提高管理和竞争力赚取利润。在有关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的竞争力、资本回报率、寻租活动、预算约束软化等方面,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将导致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恰恰相反的结果。所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下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将快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
技术转移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为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提供了基础 (Basu and Weil,1998)。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要升级的产业和技术是新的,需要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学习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要比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小,因为新老产业和技术之间的差距在前一战略下要比在后一战略下小(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而且,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对许多目标技术的专利保护可能已经过期,即使仍然处于专利保护之下,购买专利的费用也将低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因为在相同条件下,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目标技术比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目标技术要旧一些。有时,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可能无法从发达国家获取所需要的技术,需要“再发明轮子”(reinvent the wheel),自己投资于成本高、风险大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所以,技术的获取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比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低。
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许多经验研究表明,更为开放的国家的收敛趋势要比更为封闭的国家大(Harberger,1984;Dollar,1992;Warr,1994;Ben-David,1993;Sachs and Warner,1995;Harrison,1996;Michaely,1977;Frankel and Romer,1999)。国际贸易被认为是有利于国际技术扩散的。Lee(1995)发现,进口更多资本品的国家倾向于增长更快,这意味着新技术可能包含于资本品中。然而,Rodríguez and Rodrik(2000)却认为,“这个文献中的经验分析所牵涉到的方法论问题使人们可以对这些结果给出不同的解释”,贸易政策的作用并不清楚。如果设备的进口促进了技术转移,那么政府是应该采取措施促进设备进口,还是最好是追求贸易自由化,实行低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在我们的框架里,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将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开放程度是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而不是外生决定于进出口政策。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以国内生产替代资本密集型制造品的进口,那么它的进出口贸易都将受到削弱。出口贸易受到削弱是因为资源会被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而且,为了促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本币价值会被高估,从而阻碍了出口。社会主义经济、印度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与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增长绩效很不理想。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可能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也鼓励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产品拥有很高的出口比率并且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出口也将是没有利润的。[15]企业的生存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保护、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其他的政策支持。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会很少,并积累很多外债,使这个国家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对于欠发达经济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鼓励出口,可能要比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鼓励进口替代要好。然而,选择鼓励出口战略的经济整体绩效将比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经济差。[16] 因此,并不是更为出口导向的政策就是促进欠发达国家GDP增长的更好政策。[17]
金融深化自从Shaw(1969)和Mckinnon(1973)的先驱性著作问世以来,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经常用来度量金融深化的指标要么是货币供给(M2)与GDP的比值,要么是金融中介机构向私人部门提供的信贷额与GDP的比值。这种关系受到Levine(1997)、Rajan and Zingales(1998)的经验研究的支持。
然而,欠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内生决定于政府的发展战略。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政府发展战略的载体是大型企业。为了满足并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的金融需要,政府常常对企业实行国有化,越过金融中介,使用直接的财政拨款向这些企业提供支持,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之后的印度和很多其他欠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即使政府依靠私人企业充当违背比较优势战略载体,大型企业的金融需要也是很大的,并且只能通过严格管制的垄断性银行体系才能满足这种需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金融体系的发育都不健全。然而,欠发达国家最有竞争能力和活力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它们在获取金融服务时经常受到大银行的歧视甚至根本得不到服务。因而,金融体系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而且,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虽然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享有优先权,但是却没有自生能力,可能也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常常因为向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大型企业贷款而积累了大量坏账,促使甚至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欠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发展战略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
宏观经济稳定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宏观经济不稳定会阻碍长期增长(Barro and Sala-i-Martin,1997)。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需要依靠优惠贷款、贸易壁垒保护和其他的政策支持才能生存。因为现有的比较优势没有被利用,所以经济作为整体也是没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不能实现,经济绩效因此很差,金融部门脆弱,对外收支不佳。当财政赤字、债务负担和金融脆弱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宏观经济稳定就会难以为继。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拥有更好的外汇收支、更为健康的金融和财政体系,能够更有力地抵御外部冲击,所以宏观经济稳定性也更好。[18]
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最为古老的研究课题之一。Kuznets(1955)提出了一个倒U形假说,认为不平等在经济发展初期倾向于扩大,晚期倾向于缩小。经验证据对于这个假说的支持是混淆的。Paukert(1973)、Cline(1975)、Chenery and Syrquin(1975)、Ahluwalia(1976)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而Fields(1991)对19个国家43个年份数据资料的研究发现,穷国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富国也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Fei,Ranis and Kuo(1979)对中国台湾的研究表明,台湾经济的增长与平等是相伴生的。我认为,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而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将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欠发达国家的穷人最重要的资产是自己的劳动力。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将通过更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穷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其工资,使穷人有机会分享增长的好处。相反,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会通过促进更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减少穷人的工作机会,压低穷人的工资;同时,增长也不是可持续的。当经济崩溃的时候,穷人将遭受最大的困难,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的情形即是如此 (Stiglitz,1998)。
发展战略的选择
20世纪发展经济学开始形成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当中盛行的观点是建议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忽略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内向型发展战略,例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提倡者常常混淆了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因果关系。他们敦促欠发达国家抛开要素禀赋中资本相对稀缺的约束,直接建立与发达国家相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他们认为,如果欠发达国家绕过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阶段,经济发展就可以加速。
我认为发展与一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促进国际技术扩散,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并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收敛的关键。一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后者相应地取决于其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资本积累的速度反过来又取决于经济个体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是否很好地利用了现存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国家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作为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基本指导原则,会最小化模仿成本,经历最快的要素禀赋结构变迁,并使产业和技术结构得以持续升级。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是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优点的良好例证。
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类似,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二战后十分贫穷。在50年代初,它们的工业化水平很低,资本和外汇极端匮乏,人均收入低下。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类似,它们也面临选择合适路径以发展经济的问题。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一开始选择的是进口替代型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但是不久就放弃了在初始阶段发展重工业的尝试。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它们的要素禀赋,积极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出口,扩大外向型经济,以充分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
在发达国家,如欧洲、美国和日本,因为资本变得越来越充裕,工资率也在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和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所取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有充裕的、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当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变得更为资本、技术密集时,“四小龙”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动态变化的机会。通过贸易联系和经济开放,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亚洲经济当中。由于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四小龙”十分具有竞争力,能够取得快速的资本积累。伴随着资本积累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它们的产业逐渐升级为更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因此,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维持超过30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进而达到或接近发达经济的水平。这一杰出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50年代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了这一战略。为什么中国香港从来没有尝试实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而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也很快就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这些国家和地区仅仅是因为运气好,还是它们的政治领导人通过智慧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Ranis and Syed(1992)认为成功应该归因于这些经济自然资源贫乏。此外,我认为人口规模小也是原因所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十分无效率,且成本很高。欠发达经济实行的这个战略能够维持多久,取决于政府能够动员多少资源来支持它。人均自然资源越多,或者人口规模越大,政府为了支持这一低效率战略所能够动员的资源也就越多。对于自然资源贫乏、人口规模小的经济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很快就会引发经济危机。那时,政府将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被迫执行改革和战略转变(Edwards,1995)。事实上,受到50年代流行的经济思想的影响和民族复兴梦想的激励,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许多政治领导人和知识精英从未放弃加速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渴望。然而,它们的人均自然资源极端贫乏,人口规模也太小。50年代初台湾一开始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马上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通货膨胀,不久政府就被迫放弃了这一战略 (Tsiang,1984)。在70年代韩国选择重机、重化工业推进战略时,类似的结果也出现了,推进战略被推迟。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人口规模都太小,自然资源极度贫乏,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难以实施。
转轨战略
如果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会受到抑制。因此,一个转轨国家在从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其经济增长状况就决定于该国是否有能力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同时为从以前的发展战略中继承下来的企业找到解决其自生能力问题的办法,为消除以前的各种扭曲和政府干预铺平道路。然而,在那些采取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许多国家中,存在着许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它们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是无力生存的。如果政府扭曲和干预被突然取消,这些企业就会破产。同时,以前被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快速发展,这些产业中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超过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所带来的就业损失。其结果是,在实施休克疗法后不久,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地增长,其代价最多不过是开始时产出和就业的很小损失。
另一方面,如果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过大,这些企业的产出和就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就会太大,从而休克疗法将不适用。休克疗法将导致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失业的急剧增加,从而造成经济混乱。为了避免失业的急剧增加,或者为了维持这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先进”企业,有些政府(比如一些东欧国家的政府)就继续对这些企业采取或明或暗的保护和补贴。这种办法的最终结果是,这些经济陷入了只有休克没有疗效的悲惨境地(Kolodko,2000)。[19]
中国政府采取了双轨制,这被认为优于休克疗法(McKinnon,1993)。跟华盛顿共识倡导的“宏观制度优先”思路不同,中国政府采取了“微观优先”的办法,以提高农民和国有企业工人的积极性。在农村,政府采取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体系,取代了集体耕作体系[20];在国有企业中,采取了利润留成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措施[21]。这些措施使得农民和工人对经营剩余具有了部分获取权。这些改革大大提高了农业和工业的积极性和生产率(Groves et al.,1994;Jefferson,Rawski and Zheng,1992;Jefferson and Rawski,1995;Lin,1992;Li,1997;Weitzman and Xu,1995)。然后,中国政府允许集体的乡镇企业[22]、私有企业、合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用它们的资源投资于以前被抑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要求农民和国有企业履行义务,按照预定价格把其一定数量的产品卖给政府。前一措施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后一措施确保了政府有能力继续补贴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这样,中国政府同时实现了经济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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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23]
发展战略的选择与经济绩效:实证检验
以上几个部分讨论了一国的发展战略对于制度安排、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转型绩效的影响。通过上述讨论,我提出了几个可供验证的假说:
假说1:若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一国会出现各种政府干预和扭曲。
假说2:从长期来看,若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一国的经济增长绩效会很差。
假说3:从长期来看,若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一国的经济波动性会很大。
假说4:从长期来看,若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一国的收入分配会更为不平等。
假说5: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果一国能够为先前被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那么其总体经济增长绩效就能够得到改善。
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
为了验证以上假说,我们需要设定关于一国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Lin and Liu(2004)提出以技术选择指数(technology choice index,TCI)作为一国推行的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TCI定义如下:
其中,AVMi,t是i国的制造业在t年的增加值;GDPi,t是i国在t年的GDP;LMi,t是i国的制造业在t年的就业劳动量;Li,t是i国在t年的劳动力总数。如果一国政府通过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来推动其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那么可以预期该国的TCI较其他情况而言更高。这是因为,如果一国推行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为了解决优先发展的制造业部门中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政府可能会给予这些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允许它们制定更高的产品价格,同时还会为其提供补贴性贷款和投入以降低它们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相对于其他情况下的AVMi,t而言,以上政策措施所导致的AVMi,t也更高。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优先发展的制造业中的投资具有较高的资本密集度,能够吸收的劳动力较少。因此,对推行了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而言,式(6.1)的分子较大。这样,在收入水平和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TCI的大小可以被用做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的代理变量。[24]计算TCI所用的数据取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2002)》和联合国产业发展组织(UNIDO)的《国际产业统计年鉴(2002)》。表6.A1报告了122个国家在1962—1992年间TCI的均值和变差。
发展战略与制度
为了估计假说1所预测的发展战略对于政府扭曲和干预政策的影响,我使用几个变量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1) 将“黑市溢价”(black-market premium,BMP)作为衡量价格扭曲的指标;(2) 将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IEF)和征用风险作为衡量政府对于产权制度干预程度的指标;(3) 将新建企业为获得合法地位所需完成的审批手续数量以及经营管理的实际独立性作为衡量企业自主权的指标;(4) 将贸易依存度作为衡量开放程度的指标。附表报告了每个国家的各个代理变量的均值和变差。
发展战略与价格扭曲105个国家的黑市溢价数据取自纽约大学发展研究所的“全球发展网络增长数据库”。TCI和黑市溢价在四个阶段(1960—1969,1970—1979,1980—1989,1990—1999)中的关系如图6.4所示。
图6.4 TCI与黑市溢价
图6.4表明,在每个阶段,TCI和黑市溢价之间都存在正向关系,这证实了假说1的预测,即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高,黑市溢价就越大。
发展战略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我使用经济自由指数(IEF)和征用风险作为衡量政府对于产权制度干预程度的指标。91个国家1970年以来的IEF观测值取自《世界经济自由》(Fraser Institute,2007)。IEF的范围从0到10,值越高,表明经济自由度越高。每个国家在10年内的TCI平均值与IEF平均值之间的相关关系如图6.5所示。
图6.5 TCI与IEF
在上述各图中,TCI与IEF之间都存在着很强的负向关系,这符合理论预期: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客观上需要的政府干预就越多,从而经济自由就越低。
102个国家的征用风险数据取自《国际国家风险指南》(The PRS Group)。征用风险指的是政府直接没收财产以及强制性的财产国有化的风险,该变量的取值范围是0到10,其值越高意味着私营企业被征收的可能性越低。图6.6显示了TCI和征用风险之间的关系。两个指标取的都是1982—1997年间的平均值。
图6.6 TCI与征用风险
如图所示,TCI与征用风险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符合理论预期: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政府没收企业或对其实施国有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发展战略与企业自主权
为了分析政府发展战略与企业自主权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自主权程度,即Djankov and Murrell(2002)使用的审批手续数量和经营管理的实际独立性。样本包含69个国家。
审批手续数量是指一个新建企业为了获得合法地位(即开始以合法实体的身份进行运营)而必须通过的审批手续的数量。经营管理的实际独立性这一指标衡量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实际)经营独立性,其范围是1到7,值越小,独立性越高(1=完全自主;2=居间类型;3=轻度到适度限制;4=居间类型;5=大量限制;6=居间类型;7=执行力相当或居于附属地位)。两个指标都取1965—1998年间的平均值。
图6.7 TCI与企业自主权
如图6.7所示,TCI与审批手续数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与经营管理实际独立性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表明,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高,企业自主权就越低,这就证实了假说1的预测。
发展战略与开放程度在此用贸易依存度作为衡量一国开放程度的指标,115个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数据取自Dollar and Kraay(2003)。图6.8描述了各国在20世纪60至90年代中,每十年间的TCI平均值与贸易依存度平均值,即与开放程度之间的相关性。[25]
如图所示,TCI和开放程度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与之前所提出的假说相符——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那么其经济的内向性会较其他情况下为高。因为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试图通过在国内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制造品来替代进口,从而导致进口减少;与此同时,有限的资源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了由发展战略所决定的优先部门,使出口也受到抑制。因此,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其开放程度就越低。
图6.8 TCI与开放程度
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26]
根据假说2的预测,从长期来看,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其增长绩效会很差。本研究如下的计量模型来检验这一假说:
其中,GROWTHi,t是国家i在时期t的经济增长率;X是一个向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引入初始人均GDP以控制发展阶段的影响;引入初始人口规模以控制市场规模的影响;引入法律程序指标以反映制度质量(该指标的构造来自于Kaufmann et al.,2002);引入贸易依存度以反映开放程度;此外还引入两个描述地理特征的变量——距离赤道的距离以及国家的内陆性。控制制度质量内生性的工具变量是讲英语人口的比例、讲其他主要欧洲语言人口的比例(Hall and Jones,1999),这两个指标用来控制殖民地起源对现行制度质量的长期影响。类似地,我们使用重力模型所预测的贸易拟合值作为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这种方法是由Frankel and Romer(1999)所提出的,Dollar and Kraay(2003)对其进行了修正。在面板数据回归中,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就是其自身的一期滞后值。各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数据来源参见表6.2。
表6.2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我们将使用两种方法对这个假说进行检验。在第一种方法下,因变量是1962—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在第二种方法下,因变量是20世纪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
第一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6.3所示。回归模型1.1和模型1.2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模型1.1的解释变量只包括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LnTCI1)、初始年份人均GDP(LnGDP60),而模型1.2则包括了其他解释变量以控制制度质量、开放程度、地理位置和市场规模的影响。模型1.3具有相同的解释变量,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以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表6.3 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模型1
计量结果表明,TCI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负,这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三个回归模型下都高度显著。这个结果支持假说2——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则其在1962—1999年间的增长绩效就越差。LnTCI1的估计系数在-0.66—-1.25之间。从这些估计可以推断,TCI由均值提高10%,大约会导致1962—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下降 0.1个百分点。
回归结果也显示,初始人均收入和人口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并且显著。法律程序、开放程度和一国距赤道的距离也有着理论预期的影响。但法律程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中并不显著,而一国距赤道的距离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中也不显著。国家的内陆性在三个回归中都不显著。
表6.4给出了由第二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其因变量是20世纪20世纪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模型2.3和2.5包括时间虚拟变量;括号中的数据是标准差。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回归模型2.1和2.2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2.3采用单向固定效应法进行估计,模型2.4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2.5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单向固定效应法进行估计。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为了控制时间效应,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使用是为了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表6.4 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模型2
与采用第一种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同,TCI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负,这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全部回归模型中都高度显著。这进一步印证了假说2的结论——发展战略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27]
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6.3中的结果类似。
发展战略与经济波动
假说3的内容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则能够经历一段投资驱动的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因此,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的经济波动性可能会更高。在实证检验中,我们使用如下公式衡量一国在1962—1999年间人均GDP增长率的波动性:
其中,git是i国在t年的人均GDP增长率。
在对假说3进行检验时,因变量是Vi的对数值,解释变量与检验假说2时使用的解释变量相同。回归方程的拟合方法也类似于之前所使用的方法。表6.5给出了模型回归结果。TCI对经济波动性的影响为正,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三个回归模型中都高度显著。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说3,表明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该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性就越高。由估计结果可以推知,TCI每增加10%,将导致波动性提高大约4%—6%。
表6.5 发展战略与经济波动性
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开放程度、国家内陆性和人口规模都对经济波动性有负向影响。除了代表经济规模的人口规模的系数在OLS模型和2SLS模型中都显著外,其他变量或者在OLS模型中显著或者在2SLS模型中显著。1960年的初始人均收入、一国距赤道的距离在三个回归模型中都不显著。
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
为检验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构造了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GINIi,t是国家i在时期t的不平等指数,TCI是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X是包括其他解释变量的一个向量。
GINI系数取自Deininger and Squire(1996)数据集的一个修订版。该数据集包括众多文献对有关国家GINI系数的估计。其中一些是根据收入数据进行估计的,而另外一些则是基于支出数据进行估计的。不同国家的GINI数据涵盖的范围不尽一致。Deininger and Squire(1996)对GINI系数估计的质量做出了评价,我们的回归采用的数据质量为“较好”(acceptable)级别的数据。我们没有调整原始数据中基于收入得到的GINI系数,但对基于支出的GINI系数做出了调整,在其基础之上加了6.6(6.6是两种口径下所得估计结果的平均差距)。关于TCI指标的计算和数据来源的详细资料,参见Lin and Liu(2003)。为了使GINI数据与TCI相匹配,我在估计中使用的面板数据包括来自33个国家的261个样本。图6.9显示了TCI与GINI系数之间的关系。
图6.9 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
为了同时检验其他替代假说,我引入一些新的解释变量。首先引入人均收入(GDPPCi,t)及其倒数(GDPPC_1i,t),它们可以用来检验Kuznets倒U形曲线假说。如果该假说成立,那么这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应该显著为负。[28]
在Deininger and Squire(1996)的数据集基础上,Li et al.(1998)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国的GINI系数在时期之间是相对稳定的。基于这个结论,我们在回归中引入各样本首次出现于数据集时的GINI系数,记为IGINI。这种方法可以控制影响收入分配的历史因素以及国家间若干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由于数据集的限制,我们能够得到的各个国家的IGINI年份不尽相同。但是,通常而言,不论初始年份是哪一年,IGINI越高,后续年份的GINI系数也相应越高。因而,IGINI的估计系数预期为正。
腐败也会对收入分配造成影响。为此,我们在回归中引入另外两个解释变量——政治腐败指数(CORRi,t)和官员质量指数(BQi,t)。这两个指标的数据取自Sachs and Warner(2000),它们随国家而变化,但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保持不变。其数值越高,则政府越清廉、官员质量越高。根据理论预期,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应为负值。
对外贸易也会对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它会影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Samuelson,1978)和经济中不同部门的市场空间,因而,贸易能够通过对就业机会的影响(Krugman and Obstfeld,1997)而影响收入分配。为了控制其影响,我们在回归中引入经济开放度指标OPENi,t,其含义是进出口总值在名义GDP中所占的比重,数据取自Easterly and Yu(2000)。但是,开放程度对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有着不同的影响,其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也有所不同。因此,它的符号是不确定的。
表6.6给出了五个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4.1包含所有的解释变量:TCI、IGINI、GDPPC、GDPPC_1、CORR、BQ和OPEN。由于CORR、BQ和OPEN具有内生性,为了控制内生性,其他模型没有包含这几个变量。因为IGINI、CORR和BQ不随时间改变,所以使用单向效应模型对回归模型4.1、4.2和4.4进行估计。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在模型4.1、4.2和4.4的回归中使用单向随机效应模型,在模型4.3和4.5的回归中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表6.6 发展战略对于不平等的影响
在全部五个回归模型中,TCI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高度支持如下的假说——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就越不平等。这一结果不随初始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而改变。
在模型4.1、4.2和4.4中,IGINI系数也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Li et al.(1998)的检验结果相一致,表明初始收入分配状况会对后续期间的收入分配造成一定的延续效应。
在模型4.1、4.3和4.4中,GDPPC和GDPPC_1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且除模型4.1中的GDPPC外,GDPPC和GDPPC_1的系数均为正,同理论预期相反。因此,可以拒绝Kuznets的倒U形收入分配假说。
在模型4.1的结果中,CORRi,t的系数为正,同理论预期相反。对此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腐败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难以在收入分配调查中得到准确的反映。官员质量BQi,t的系数为负,符合预期,但不显著。开放程度OPEN的系数为正,但也不显著。
从上述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发展战略和初始收入分配状况是一国收入分配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推行比较优势战略,那么即使该国的初始收入分配不平等,其收入分配的平等性也会逐渐提高。事实上,这就是在台湾和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表现出的“平等的增长”(Fei,Ranis and Kuo,1979)。
转型与经济绩效
如前所述,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许多制度都会受到扭曲,由此导致不良的资源配置和低效率。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家需要为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在同时为原先发展战略下建立起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寻找出路,从而为消除原先的扭曲和干预铺路。增长绩效就依赖于国家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总是伴随着较高的TCI,如果在改革或转型以后,一国能够成功地实现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那么资源配置和增长绩效就会得到改善,TCI也会随之降低。因此,根据理论预期,如果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型能够成功地实现,那么就会导致TCI的负向变化。这种负向变化的程度越大,预期增长率就越高。因此,为了检验假说5,本文引入一个新的变量ΔTCI,其含义是1990—1999年间平均TCI的对数值与1970—1979年间平均TCI的对数值之间的差距,之所以这样选取时段,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
回归的因变量是1980—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的对数值。除ΔTCI外,解释变量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平均TCI的对数值、1980年的初始人均GDP以及其他代表制度质量、开放程度和人口规模的解释变量(这几个变量类似于检验假说1时所使用的变量)。
这里通过两种方法检验这一假说。第一种方法使用了数据集中所有国家的观测值,而第二种方法仅将Easterly and Sewadeh(2002)所定义的发展中国家纳入样本。在两种方法下各进行了三个回归——其中两个使用OLS方法,一个使用2SLS方法,之所以使用2SLS方法,是为了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问题。表6.7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6.7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转型绩效
与理论预期一致,在六个回归中,ΔTCI的符号都为负,且估计值显著异于零。这些结果支持如下假说:在20世纪70至90年代这段时期内,TCI的值下降越多,则由此带来的1980—1999年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增加就越大。因此,对于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而言,如果政府能够处理好由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向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型,那么该国的增长绩效就会得到改善。从估计结果可以推知,在20世纪70至90年代这段时期内,TCI的值每降低10%,1980—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就会提高0.1—0.13个百分点。
其他解释变量的符号也符合理论预期,但是,除了人口规模的符号在六个回归中都为正且高度显著外,其他变量或者不显著,或者在一些回归中显著而在另一些回归中不显著。
简言之,如假说5所预测,中小企业进入到在原先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受抑制的部门,对于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实现动态增长而言十分关键。
结语
本文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不合适的发展战略,因此经济收敛受阻,经济波动性加大,收入分配恶化。在经济改革和转型期间,一国的经济绩效取决于该国是否有能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环境。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以前由于政府采取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而受到抑制。在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差距方面,发展中国家有着强烈的愿望。然而,由于要素禀赋结构层次较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方面没有比较优势,如果它们的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或采取这些技术,这些企业在开放、自由、竞争性市场中就没有自生能力。要优先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技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常常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通过扭曲利率、汇率以及其他价格来对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它们还用行政手段给优先行业的企业按被扭曲的价格直接分配资源。通过上述政策手段,一个发展中国家可能能够在该经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行业建立起采用高技术的企业。然而,该经济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受到抑制,外贸会发展缓慢,寻租活动会变得猖獗,宏观经济将不稳定,收入分配格局不佳,经济将十分没有竞争力,该国的收入也将不能向发达国家收敛。
在这里,我认为,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更好。该战略会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促使企业以低成本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借鉴并采用适当的技术。这样的经济会拥有竞争力。这样的国家也将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升级,从而带动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快速升级。这样,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就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高速增长,并为下一步的高速增长打下基础。经济向发达国家的收敛就将变为现实。从跨国分析中得到的经验证据也与上述假说一致。
要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需要政府维持一个开放、自由、竞争性的市场。政府也可采取产业政策,促进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但是,产业政策的使用应局限于信息分享、投资协调以及对先行者带来的外部性的补偿方面。
不管作用是好还是坏,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该国的经济发展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Lewis(1965)所说:“没有明智的政府的正面刺激,没有哪个国家能实现经济的进步……另一方面,政府的不当行为妨碍经济的例子也很多。”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要使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成为明智的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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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改编自“Development Strategy,Viability,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1 (2):277—308。经芝加哥大学许可重印。© 200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版权所有。
[3] 从很低的水平起步,日本人均收入用现价美元衡量,已经于1988年超过了美国,新加坡人均收入于1996年超过了美国。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都显著缩小。
[4] 也有其他经济学家对合适技术持有类似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如Akamatsu(1962)和Takatoshi(1998)根据东亚奇迹的经验教训,使用“雁阵模式” (flying geese pattern)来描述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技术扩散的特征。但是,从这个比喻里并不能得出明显的政策建议。
[5] Griffin(1999)将发展战略分为六类:货币主义、开放经济、工业化、绿色革命、再分配和社会主义战略。
[6] 为了简化起见,讨论时我忽略了自然资源禀赋。但是,即使将自然资源一并考虑,也并不影响讨论中得出的结论的有效性。
[7] 重工业在过去是最先进的部门。今天欠发达国家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技术产业上,这些目前是最为资本密集的领域。
[8] 在追求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欠发达国家,利率和汇率扭曲是很普遍的现象。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及工资水平也常常被扭曲了(Lin et al.,1996)。
[9] 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也能将资本配给那些不属于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这事实上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有过的实际经验。当然,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收到的资本会少于政府不选择该战略时的资本量。另外,在确保优先发展产业的资金配给之后,政府也可以经由市场来配置剩余的资本,但是,此时市场利率将会比资本完全由市场配置时高。市场工资率则正好相反,因为优先发展产业对劳动的需求比较小,此时,市场工资率会低于完全由市场配置时的水平。这样,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就会在生产中选择比没有政府干预时更为劳动密集的技术。上面的分析也适用于对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的外汇配置情况。
[10] 寻租的损失估计要远远大于资源配置扭曲所造成的损失(Kruger,1974)。
[11] Kornai(1986)是第一个分析预算软约束现象的经济学家。他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归因于社会主义政府的家长性质。但我认为,预算软约束是政府对由其实施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现象负责的结果。我的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预算软约束现象同样存在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例如韩国的财阀),以及为什么这一现象仍然存在于已经对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并废除了社会主义体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可参见Lin and Tan(1999)。
[12] 在讨论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对企业的支持时,动态比较优势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观点(Redding,1999)。然而,在我们的框架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观点仅仅在政府的支持只限于克服信息成本和先驱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外部性时才是成立的。产业应该与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新产业中的企业应该有自生能力,否则,一旦政府支持取消,这些企业就会倒闭。
[13]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大推进努力都失败了。然而,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a,1989b)很有影响的文章发表之后,人们又重新对这个思想产生了兴趣。他们的文章表明,政府的协调和支持对于建立关键性产业是必要的,从关键性产业向其他产业产生的需求溢出会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大推进”战略要取得成功,受到推进的产业必须符合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受到推进的产业中的企业在推进后必须具备自生能力。偏离比较优势是五六十年代欠发达国家那么多“大推进”努力失败的原因。
[14] 近年来,许多文章都认为,不同的技术可能要求有不同程度的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偏向 (Katz and Murphy,1992;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Acemoglu,1998;Caselli,1999)。关于技能互补性的这个思想已经被用来解释美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资不平等的上升现象。
[15]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在美国遇到过现代汽车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他告诉我,现代在成功地向美国市场出口小汽车10年以后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16] 中国台湾和韩国是很好的比较,台湾始终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战略,而韩国则常常试图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结果中国台湾的GDP增长率、收入分配、宏观稳定性和其他发展指标都优于韩国。
[17] 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经常被用来对发展战略做出分类。这一分类方式与遵循比较优势/违背比较优势的分类有些类似。任何国家在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下的出口水平都要高于在违背比较优势战略下的这一水平。但是,任何经济体的贸易水平都是由其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因此,选用一个内生变量作为政策目标或工具就是适当的了。
[18] 1998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受到的影响相对轻微,而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受到的打击相对较重。在这两组经济中,表现各异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发展战略各不相同。前者更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后者则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Lin,2000)。
[19] 经济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比例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Sachs建议的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但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却失败了。玻利维亚较小也较穷;因此,玻利维亚政府可以用于补贴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资源就较少,经济中这样的企业的比例也较小。Stiglitz(1998)就对华盛顿共识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是,用少数几个政策工具,包括宏观经济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相对较窄的经济增长目标。他建议政府采用多个政策工具,比如金融管制和竞争政策,来实现更为宽泛的政策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平等化等。Stiglitz的观点的基础是信息不对称以及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性。但是,他并没有讨论发展中的转轨国家如何应对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问题,以及企业这种能力的缺乏对转轨路径和转轨政策的选择有什么启示。
[20] 1978年年末改革开始时,政府起初的政策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开放农村集市,把生产队的规模从20—30户减少到由3—5户农民自愿组成的生产小组,但明确禁止用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耕作制度代替生产队制度。然而,安徽省凤阳县一个穷村的一个生产队在1978年秋秘密把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包给了各个家庭,并在1979年取得了很好的收成。在看到了这种制度的效果之后,中国政府改变了政策,把这种方法作为改革的一个新方向(Lin,1992)。集体土地的承包期开始时为1—3年,1985年延长到15年,1994年延长到30年。每个农户被要求按政府定价向政府出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
[21] 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实施的顺序是1979年的利润留成制度、1986年的承包责任制、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的现代企业制度。每个制度都是先在少数企业试点然后向全国推广(Lin,Cai and Li,1994)。
[22] 乡镇企业是转轨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另一制度创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得到了大量剩余,也看到了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投资机会。然而,由于那时的意识形态原因,所有私营企业的形式是被禁止的,所以农民就用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作为替代制度来利用这些盈利机会。开始时政府担心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信贷、资源和市场,因此对乡镇企业的经营施加了许多限制。后来政府发现,乡镇企业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解决城镇市场的短缺问题,这才对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开了绿灯(Lin,Cai and Li,1994)。
[23] 本文改编自“Development strategy,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performances:empirical analy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Thought,Strategy,and Viabi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 200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结语改编自“Development Strategy,Viability,and Economic Convergence”,参见第一部分的脚注。
[24] Lin(2003)基于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与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密集度之比构造了另一个指标,作为测度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实施程度的代理变量。它与此处使用的代理变量高度相关,并且,利用它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与本部分报告的结果类似。但是,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提供该国制造业所用资本量的数据。因此,为了扩大所研究的国家数量,我在本部分使用的代理变量是由式(6.1)定义的基于制造业增加值的变量。
[25]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样本数分别为86、97、107和114。
[26] 表6.2至表6.4取自Lin and Liu(2004)。
[27] 这些发现与Lin(2003)的结果类似,在后者中,作者用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跟整个经济的资本密集度的比例来衡量TCI。Lin(2003)用两阶段法估计了发展战略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第一阶段,用TCI对衡量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几个变量进行回归。该回归的残差被用做一个经济对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离程度的代理变量。如果一个经济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该残差值应该为0,如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则不为0。第二阶段回归是一个跨国增长方程,因变量是人均真实GDP的年均增长率。结果表明,在所有方程中,发展战略的这一代理变量的符号为负且是统计显著的,符合预期。1970—1980年间发展战略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大小是1980—1992年间的两倍。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使得TCI为8.47,残差为3.6,那么,这个国家在1970—1992年间的人均真实GDP的年增长率将降低0.47%。
[28] 对此的详述,参见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7 结束语:通向发展中世界工业化黄金时代之路
Barry Eichengreen最近评价本次“大衰退”时说:“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1]不过,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年代却才刚刚开始。
全球金融危机在欧洲依然不断扩大。每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都涉及大西洋两岸发达国家陷入衰退之后毫无活力的经济复苏,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不断下降的主权信用评级,以及此伏彼起的债务危机。全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刚刚才开始认识到不去构建和重建稳固的工业基础,而过度依赖金融交易来维持高水准生活,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象。
为了未来几年里全球经济能够持续复苏并强劲增长,我们需要越过欧元区和对主权债务的担忧,将目光投向结构转型所必然带来的美好前景。按照本书的定义,结构转型就是各个国家攀爬产业阶梯、调整部门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过程。除了少数石油出口国,没有哪个国家不需要工业化就能致富。在我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三年半以来的多次考察中,欠发达国家从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这些东亚国家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中学习并急剧改善其经济表现的潜力让我感到震惊。
我相信,发展中国家将会迎来工业化的黄金时代。这一信念的两个基础是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快速扩张工业部门的潜力,以及多极增长世界中产业的动态转移。现在,通过对18世纪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转型机制的不断深入了解,我们可以想见这一信念的第一个基础的作用。由于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科技和工业的前沿上,它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高成本、高风险的研发投资来实现。相反,一个后发国家可以低风险、低成本地借鉴先进国家的技术。因此,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知道如何利用好后发优势,在该国缩小其与发达国家工业差距和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其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几十年内都将是高收入国家的数倍。这一信念的第二个基础是,随着各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断增长,其工资水平也不断上升,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不可避免地从这些国家向其他更低收入国家转移。以中国为例,中国非熟练工人目前的工资大约为每月350美元。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很可能能保持持续的高增长(Lin,2011a)。那么,十年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将会达到至少1000美元。工资的这种动态变化意味着中国需要产业升级,发展具有更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就为收入水平低于中国的其他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2011年5月,我在莫桑比克共和国的马普托发表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年度演讲中,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如何抓住这些机会来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在我看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确定一些已经快速增长了几十年、收入水平更高且与本国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然后发展这些国家快速扩张的贸易产业。雁阵模式可以很形象地解释我的观点。18世纪以来,成功实现赶超的西欧、北美和东亚各国都追随它们精心挑选的领先国家(这些领先国家的人均收入约高于本国一倍)的脚步,并在它们自己成为发达国家之前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过程中遵循“领导者—追随者”型的雁阵模式 (Lin,2011c)。
在目前的多极世界中,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BRIC)这样的大型市场经济作为新增长极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后危机世界中很可能实现的持续快速增长,给收入水平在它们之下的国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它们可以发展制造业,启动工业化。比如,作为以往东亚雁阵中的“追随者”,中国即将释放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然而,由于它的庞大规模,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可能是一条“领头龙”(leading dragon),而非关于国际产业发展扩散的传统雁阵模式中的“领头雁”。通过转型,中国将释放高达8500万个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仅释放了970万个,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仅释放了230万个(Lin,2011c)。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岗位从中国、巴西和印度这样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向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多数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转移的好处是巨大的。仅2009年一年,中国向世界出口了价值1070亿美元的服装,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总共出口的服装价值仅为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服装出口额的2%)。就算只有1%的中国服装生产转移到工资较低的非洲国家,就可使非洲的服装生产和出口量增加47%,同时也会拉动就业人数显著上升。目前,非洲(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和以北)拥有10亿人口,略低于印度的11.5亿。2009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6%,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为13%,北非国家如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为16%。2009年,印度制造业就业总量为870万人。因此,根据粗略的计算,我们有理由认为非洲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约为1000万人(Lin,2011c)。这表明,即使中国8500万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岗位中仅有一小部分转移到非洲,就可以向非洲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企业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对这些中国企业和低收入国家都会带来巨大好处,但中国企业和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却未自己组织起来去抓住这些机遇,这是什么原因?过去三年中,在我与亚非低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商界精英,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府官员的频繁接触中,我知道,政策制定者和商业社会有兴趣利用这个机会。一些新兴市场经济的私营企业已经与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家们有了联系,共同发展各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但是,新兴市场中的许多企业家对搬迁到国外,尤其是非洲国家依然犹豫不决。他们谈到了如下忧虑:(1) 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2) 不同的劳动法和资质标准;(3) 物流不完善;(4) 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不够好。对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这些忧虑,加上投资风险,增加了企业运营的交易成本,使成本超过了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低劳动力成本所带来的潜在收益。
如何解决这些基础设施问题?前两个忧虑可以通过接受国政府的全面支持和承诺得到缓解;而后两个忧虑可以通过建设针对特定产业的集群工业区来有效解决。为什么被称为“选优”的这种针对特定产业的思路是可取的呢?
首先,对基础设施需要进行的改进往往是针对特定产业的。例如鲜切花和纺织两个行业在出口方面需要的基础设施就不一样。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资源和执行力是有限的,政府只能根据目标产业的要求来安排基础设施的改善。
其次,要在全球化世界中竞争,一个新产业不仅必须与该国的比较优势匹配,使其生产的要素成本最低,同时也需要使交易费用达到最低水平。假设一个国家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其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是自然发生的。如果没有政府协调,企业就可能进入过多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行业。其结果是,大多数行业在本国可能就无法形成足够大的产业集群,从而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在多个失败的尝试后,可能会最终有一些产业集群出现。但这样的“试错”过程很漫长,代价也很昂贵,不仅降低了本国和外国各个企业的预期收益,也减小了它们进入新行业或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动力,从而使一国的经济发展减缓甚至停滞。
但是,在“选优”方面失败的例子很多。这些失败,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那样,往往是因为政府在甄别哪些产业适合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阶段方面缺乏良好的判断标准。事实上,在选择目标产业方面,政府往往喜欢那些看起来前景很好,却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结果,“选优”活动挑选出来的往往是“失败者”(Lin,2011d)。
因此,使经济成功的方法便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们甄别该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帮助它们消除各种紧约束,以鼓励本国和外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这些产业。为此,本书第3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且易于操作的方法框架。
许多低收入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也可以遵循“雁阵模式”,把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过程所提供的工业化机遇很好地利用起来。资源密集型产业,比如炼油业,提供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2009年,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我发现,该国著名的OK Tedi铜矿每年给该国贡献了40%的国家财政收入,其出口也占到了该国出口的80%,但2009年提供的工作岗位却只有2000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660万人中大多数仍以农业为生。他们工资率低,而工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生产成本。因此,低工资且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该国更为需要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仅从处于维持生存水平的农村部门吸收了剩余劳动力,同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通过不断升级,为生产增加值更高的产品铺平了道路。以芬兰的诺基亚公司为例,它的前身是一个伐木公司,之后通过多种经营,开始涉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橡胶靴;然后,成为家用电子设备的制造商,为飞利浦供货,随后进入移动电话行业。
然而,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患有“荷兰病”。自然资源的出口收入推动其货币升值,因而对该国其他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而有些国家的自然资源财富是由势力强大的群体攫取的,这使得资源丰裕变成资源诅咒。如果按照本书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把这些自然资源租金以透明的方式管理,谨慎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比如基础设施),并用来进行非资源部门的多样化,这种自然资源租金就能够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这些投资如果经过认真的挑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最终治愈荷兰病,把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诅咒变成祝福。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众多机会去积累资本、提升要素禀赋、改善基础设施、改造产业结构,从而比那些劳动力充裕但资源贫乏的国家更快地提高收入(Lin,2011b)。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一直都围绕着低收入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机遇和方法。同样,新结构经济学也对中等收入国家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实现动态高速增长提供了新的见解。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它们的一些产业仍位于全球前沿之内,而另一些产业则由于发达国家的退出而处于世界前沿上。对于前者,政府可以按照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协助私营企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而对于后者,政府应该采取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措施,支持技术和产业的创新。常用的措施包括支持基础研究,提供专利保护,强制使用新技术/产品以及政府直接采购新产品。如果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实施这些措施,促进私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它不仅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还能实现动态高速增长,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
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还没有涉及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在低收入国家,大多数人从事农业,改善农业不仅可以减少贫困,还可以在农业部门产生更多的经济剩余,来支持工业化。政府需要促进农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改善基础设施,促进农业生产和商业化。
最后,如导论中所述,我确信,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数十年,显著地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只要它的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采取正确的政策体系促进该国私人部门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我希望这本书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发展潜力。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将成为现实,而不只是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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